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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立期道教史的研究，由來已久。早一些的學者們對於這一領域的探討，基本上是依據

史籍及道教典籍等文獻資料來進行的。然而道教相關文獻，是從六朝時期方開始增多，變得

豐富而多樣，與後漢時期處於成立階段的初期道教有關的記載，卻是寥寥無幾。六朝時期對

於後漢時期道教情况的一些描述，多是由道教信徒撰寫，或是佛、道兩教論爭時佛教信徒對

道教進行攻擊時所提及的材料，由於他們都是站在各自的宗教立場上，帶着弘揚或貶低的目

的，因此這些材料並不是完全可信。這種狀况給初期道教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限制。近幾十

年來，隨着漢代考古學的發現不斷增多以及人們認識的遂漸深入，考古學材料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研究者的注意力。學者們開始嘗試以考古資料來彌補文獻的不足，因而使用考古學材料

對漢代道教相關問題進行探討，近年來方興未艾，成爲一個熱門話題。

本文也同樣是以考古學發現的材料爲主，同時也結合一些文獻的記載，擬對漢代道教興

起的地域以及不同地域所表現出來的地域性特徵、不同地域間的差異等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討

論。限於個人水平，討論中一些不當甚或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不悋指正。

一 初期道教研究狀况概述

1 關於“初期道教”的稱法

對於處於成立期的漢代道教，學者們尚没有一個統一的稱呼。比較多見的有“早期道

教”和“原始道教”兩種，然而這兩種稱法也都有其不當之處。

用“早期道教”來稱呼漢代道教，似乎是一種由傳統思維延續下來的習慣。但“早期道

教”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並没有一個嚴格的定義。目前所見到的研究論著中使用

“早期道教”這一名詞時，其上限一般是從太平道、五斗米道的創立開始，然而其下限卻是

不確定的。有相當多的研究者在討論六朝時期道教相關問題時，也在使用“早期道教”這一

名稱。因此實際上“早期道教”這一概念有可能包涵了從漢末太平道、五斗米道以至整個六

朝時期的道教，其具體的含義因不同學者的論述而不同，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場合使用的

“早期道教”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上使用“早期道教”這樣一個界限比較模糊的名詞來稱呼

漢代道教，是不合適的。本文中有時也會使用“早期道教”這個名詞，一般是在涉及到一些

時代上略晚、包含六朝時期道教内容的場合。

“原始道教”的稱法，較早的見於福井康順的《道教の基礎的研究》１，但福井氏在其

序言中對“原始道教”的定義是指北朝寇謙之“清整道教”之前的道教。這一定義實際上與

上述“早期道教”的稱法類似，祇是界限比較明確而已。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的論述中、特

别是利用漢代考古學材料來討論漢代道教相關問題的研究中，也經常使用“原始道教”這一

稱法，大體指的是漢代道教成立時期的諸教團組織，不僅包括太平道、五斗米道，一些研究

中也包括了在其前或大體同時期的一些民間道教。但是“原始”一詞，多用於表逹處於一個

某些基本要素尚有欠缺、尚未真正成立之前的階段，如某些未發逹民族的宗教信仰被稱爲

“原始宗教”，卽是此義。而目前學者們所共認的，太平道、五斗道是道教正式成立的標志

因而“原始”一詞並不恰當。另一方面，佛教有“原始佛教”的稱法，表示其發展的一個階

段。然而道教的成立與佛教不同，並不象佛教那樣存在一個作爲教主的創始人，而且道教從

其成立開始一直就是派别林立，從未有過統一的教團組織與宗教首領，大淵忍爾亦曾就將漢

末五斗米道稱爲原始道教的説法表示過反對的意見２。

因此“早期道教”或“原始道教”的稱法都容易引起一些概念上的混亂，這是應該予以

避免的。那麽是否可以徑稱其爲“漢代道教”？這似乎可以避免上述概念上的混亂，但這種

稱法也有其不妥之處。宗教是一種文化現象，雖然社會政治格局的改變、政權的更替會給其

成立及發展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但社會政治上的變化並不會使文化層面馬上發生改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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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是如此，其宗教思想、教團組織的變化相對於社會政治的改變總是要有一些滯後，不會

因歷史上的改朝换代而立刻體現出來。因而以朝代來命名道教的發展階段，同樣也是不合適

的。本文中有時也使用了一些三國時期的材料，也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因爲考古學材料也同

樣屬於文化的範疇，而且實物資料的變化或許還要緩慢一些。

出於上面的考慮，本文採用了大淵忍爾的“初期道教”的稱法，其含義爲漢代包括太平

道、五斗米道以及其前或大致同時期存在的一些民間的具有道教性質的宗教組織。

2 研究現狀概述

初期道教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傳統研究領域從文獻方面的研究，也有近些年來學者们利

用考古學材料的論述。這些論述幾乎遍及道教研究的各個方面，相當豐富。此外，道教是發

源於中國本土的宗教，其思想可能涉及到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除了道教學者

們的論述外，尚有如歷史、考古、美術史等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的一

些研究，也對道教的某些方面有所論及。限於本文的篇幅，也限於筆者本人的見識，此處不

可能將這些研究一一舉出，僅能選擇一些肯有代表性的、與本文議題關係密切的論述，略作

介紹。

從文獻方面對初期道教的系統研究，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大致有幾個方面：太平道與黄老

道及《太平經》的關係、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的教團組織及教法、以及兩個教派間的相似性、

差異性的比較等。具有代表性的綜合性研究論著當數前舉日本學者福井康順《道教の基礎的

研究》以及大淵忍爾的《初期の道教》，中國學者的研究則可以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

史》３的相應部分爲代表。由於基本上都是以現有的爲數不多的文獻資料爲基礎進行檢討，

因此這些著作實際上在多數問題上的結論没有太大的差别。一個較大的不同在於張角、太平

道與《太平經》的關係上。福井氏及《中國道教史》均以《太平經》爲太平道的經典，《中

國道教史》認爲太平道爲于吉、宫崇時開始醞釀、至張角正式建立太平道組織，福井氏則直

接指出太平道爲于吉所創。大淵氏的結論則有所不同，他認爲《太平經》與張角太平道的教

法雖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張角類似“黄天”等稱號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傾嚮卻並非來自《太平

經》。概括地講，大淵氏的結論更傾嚮於《太平經》不是太平道的經典。福井氏與《中國道

教史》的論點可以説是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認識，而大淵氏的觀點似乎目前爲更多的研究者所

接受。除這些綜合性的研究著作之外，還有許多研究者對一些具體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有關

這些論述，將在各章相關的地方提及，在此不一一舉出。

正如本文開始時所説，初期道教相關的文獻相當有限，因而研究者們遂漸開始將目光轉

向考古發現的漢代材料。實際上，大淵氏的《初期の道教》雖然是以文獻的討論爲主，但對

考古材料也有所應用。研究者用來討論初期道教相關問題比較多也比较早的材料，是考古發

現的鎭墓文。如陳直《漢張叔敬朱書陶瓶與張角黄巾教的關係》４、吴榮曾《鎭墓文中所見

到的東漢道巫關係》５、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６、《東漢天帝使者類道人與道教起源》７

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近年出版的張勳僚、白彬所著的《中國道教考古》８中所載《東漢墓葬

出土解注器和天師道的起源》（該書第一卷）一文，是關於鎭墓文的綜合性研究的長篇之作

該文最爲突出的特點是以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目前發現的解注器及解注文進行歸納性的整理

在此基礎之上對鎭墓文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爲在河南與關中地區存在一個“早期天師道”的

初期道教派别，後來進入四川地區發展成爲五斗米道。雖然該文在解注器的整理上尚存在一

些瑕疵，其“早期天師道”的命名以及“早期天師道”發展爲五斗米道的觀點也仍值得商榷

但該文考古學方法與道教史考察二者結合的研究方式卻是此前的同類研究所未見，代表着以

考古材料爲對象進行初期道教研究的方法開始走向成熟。日本學者也對鎭墓文作了相當多的

討論，如江優子《後漢時代の鎭墓瓶における發信者について》９對鎭墓文中“發信者”的

研究，池澤優《後漢時代の鎭墓文と道教の上奏文の文章構成－〈中國道教考古〉の檢討を

中心に》１０一文在體例上將鎭墓文與道教文獻《赤松子章暦》進行了細致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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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鎭墓文外，許多學者關於畫像石、墓葬壁畫等漢代文物的研究也都涉及到了初期道教

的相關問題。如羅二虎《東漢畫像中所見的早期民間道教》１１、王明麗《試析漢畫像中的早

期民間道教》１２、楊愛國《東漢時期道教參與喪葬活動的考古學證據》１３等論文對畫像石

及其他考古材料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道教思想作了概述。前面提到的張勳僚、白彬所著的《中

國道教考古》一書中也對漢代的西王母像、“天門”等圖像與初期道教的關係作了討論。劉

昭瑞所著《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１４一書中，對於漢代的考古學材料也多有涉及。美術

史學者巫鴻在其論集《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１５中也有數篇論文論及四

川地區的五斗米道。此外，有一些學者的研究，如日本學者曾布川寬《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

昇仙圖の系譜》１６一文對漢代畫像石中的昇仙主題的研究，又如小南一郎的《漢代の祖靈觀

念》１７、李凇《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１８等，雖然没有或很少論及初期道教，但這

些論述卻是利用考古學材料討論初期道教的基礎，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從這些學者的論著中也

受益良多。這類研究文獻數量較多，兹不一一列舉。

與初期道教相關的考古學材料，還有各地發現的漢代早期佛教圖像。這方面的研究狀况

在具體討論該問題的本文第六章“後漢早期佛教圖像與初期道教”中有專門介紹，此處不再

贅述。

二 基本思路與出發點

傳統的研究中存在一個觀念，卽最初的道教組織不外乎東有太平道、西南地區有五斗米

道，《太平經》爲太平道的經典，因此無論是基於文獻的關於宗教思想的討論，還是面對與

初期道教有關的考古學材料，最終確定其歸屬的結論基本上是若不屬太平道，則必是屬於五

斗米道，非此卽彼。這實際上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眞實的情况不會如此簡單。道教並不存

在一個統一的創始者，也從未有過統一的教團組織或教主。這一特徵决定了在太平道、五斗

米道這兩個教團組織創立之前，民間必然存在許多類似的組織。在這些組織産生、發展的過

程中，不同的團體組織之間會有或和平或敵對的各種方式的交流，使得這些組織有的融合到

一起發展壯大，有的被兼併，有的因爲其他的原因如發動叛亂而走向消亡。太平道與五斗米

道的成立與發展其實就是這種過程的結果。卽使是當它們壯大起來之後，其内部也未必没有

小派别的存在，同時其周圍或者另外的地區也未必没有其他的教團組織存在。例如五斗米道

内部，張脩就應該是一個派别的首領。再如東部地區，與太平道基本同時存在的于吉也曾一

度在江南擁有不小的影響力，應當屬於《太平經》一系的傳承。又如《典略》中在提及張角

與張脩的同時，尚提到了關中的駱曜，也是可以與張角等相提並論的宗教勢力。因此，將太

平道與五斗米道作爲初期道教成立的標志，固然没有問題，但卻不能因此忽視其他教團組織

的存在，這是本文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

考古學材料的選擇與使用，也是一個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在已有的研究中，如何看待

相關的考古材料存在着兩種傾嚮。一種傾嚮是將這些考古材料完全看作是民間信仰、巫術的

遺物，卽使與道教有關聯或相同之處，也祇是解釋爲道教的來源之一。研究者們對初期道教

特徵的認識，或者説在研究者的頭腦中，初期道教“應該”是什么樣子、具備怎樣的特徵，

實際上是建立在六朝文獻的基礎上的。在當時的相關文獻比較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略晚一些

的文獻來尋本求源，自然是正確的思路。但是六朝時期的道教典籍畢竟是道教經歷了最初的

發展階段後，經過整合整理的結果。以此爲依據而産生的分析結果，未免會有所偏差。目前

研究者們經常利用的一些考古材料，時代基本集中於後漢中晚期，尤以晚期居多。這一時期

正是初期道教成立、發展的時期，在如此廣大地域上存在着衆多的民間的教團組織，倘若僅

能在史籍的隻言片語中找到一點線索，而没有任何的實物資料留下，實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

事情。這是一種過分謹慎的態度，並不可取。另一種傾嚮則是將所有相關的材料均看作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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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道教的遺存，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曾有學者將所有的畫像石材料都當作道教的産物，這種

過於簡單化的研究思路，也同樣是不可取的。本文在考古學材料的選擇與使用上，將盡力避

免以上兩種傾嚮。文中所使用的考古學材料，基本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其所表現的宗教思想

卽使未能證明完全屬於初期道教，但至少存在初期道教思想的影響，從中可以反映出初期道

教思想的某些特徵，又或者是早期道教的某些内容，可以上遡到這些材料或在其中找到産生

的源頭。這是本文的另一個出發點。

由於筆者個人的水平所限，上述的思路及出發點或許存在不當之處，或許在實際的討論

中未能充分地實踐。謬誤與不足之處，若能得到方家的指正而確定今後努力的方向，則是筆

者之幸。

三 初期道教的興起地域及討論内容綜述

1 初期道教的興起地域

根據文獻的記載及考古學的發現，後漢時期初期道教的興起主要有三個大的區域。

東部地區，主要包括後漢時期的冀、青、徐、兖、豫、揚等諸州，基本上屬於現在的河

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及河南的一部分。這一地域位於後漢帝國的東部，瀕臨大海，戰

國時神仙方術卽相當流行，前漢時史籍中所録的方士，均出自這一地區。道教最初的經典

《包元太平經》－《太平青領書》－《太平經》，也産生於這一地區。後漢中期以來發生的

諸多的“妖巫”·“妖賊”的叛亂，絕大多數都在這個地區的範圍之内，太平道的創立與傳

播區域也是如此。這一區域是後漢時期宗教發展的重要地區，不僅是最早的道教經典産生於

此，太平道在此成立，而且也是佛教最初在中國内地傳播的地域之一。發源於本地的宗教思

想，對六朝時期道教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中部地區，主要是漢代的東、西二京及其周邊地域，包括現在的以西安爲中心的陝西關

中地區及以洛陽爲中心的河南中、西部。這一地區是鎭墓文集中發現的區域，著名的《肥致

碑》也出自這一地區，文獻中也可以看到扶風裴優、三輔駱曜等“妖賊”的記載。從這些記

載及考古的發現來看，這一地區民間初期道教組織的存在當無可置疑。或許因爲兩京地區爲

後漢政權政治文化的中心，正統的官方哲學及流行於社會上層的黄老信仰佔據主流地位，因

而初期道教組織最終未能發展壯大。本地區也是佛教最早傳播的地域，後漢時期佛經翻譯的

中心洛陽卽在此地域。

西南地區，主要是漢代的益州刺史部，包括現在的四川及陝西漢中地區。這一地區是五

斗米道興起之地，張魯最終在漢中建立了宗教性的地方政權。由於與太平道政治傾嚮上的表

現有所不同，五斗米道中除張脩曾起兵反叛漢政權而失敗外，基本上處於一個比较安定的發

展環境中。張魯的漢中政權因投降曹操而使五斗米道得以延續並向其他地區傳播，對後世的

道教影響甚巨。除五斗米道外，可能爲東部黄巾餘衆的黄巾馬相在本地區曇花一現，也曾造

成不小的影響。考古發現的以西王母＋天門爲中心的圖像組合是這一地區的特色，西王母信

仰在本地尤爲突出。作爲宗教遺物的摇錢樹也是本地獨具特徵的發現，另外這一地區也是漢

代早期佛教圖像發現最多的區域，這些都與本地初期道教的存在密切相關。

2 討論内容綜述

本文的内容主要分爲兩大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爲文獻資料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爲考

古資料部分。

文獻方面的研究，是傳統的道教研究領域，在這一方面，前輩學者們已作了相當多的研

究工作，前面已有粗略的介紹。前輩學者們多精通經史，他們所具有的深厚的文獻功底，是

吾輩難以企及的，他們對於初期道教文獻資料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矚目。所以，本

部分基本上屬於拾遺補闕性質，僅就前輩學者有所提及而未及深入或筆者略有不同看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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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發表一點淺見。

第一章討論的是東部地區的相關内容。前面已經提及，太平道及五斗米道並不是僅有的

初期道教組織，它們的興起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史籍中記載的諸多的“妖巫”·“妖

賊”，就是這一過程的反映，實際上太平道、五斗米道在文獻中也同樣被稱爲“妖賊”。

“妖巫”·“妖賊”尤以東部地區爲多，從後漢初年卽有活動，他們多因發動對漢政權的叛

亂而遭到鎭壓，但直至後漢晚期仍然頻繁出現。考察他們的活動地域，可以發現與後來的太

平道的傳播地域大體重合。事實上太平道最初出現的時候與這些“妖巫”·“妖賊”並無二

致，太平道的發展與東部地區流行的“妖巫”·“妖賊”至關密切，太平道反對漢政權的政

治傾嚮，也是繼承自他們。由太平道與“妖巫”·“妖賊”之間關係的分析也有助於進一步

認識太平道與《太平經》之間的關係。

第二章是關於四川地區初期道教的一些問題的討論。由於有六朝時期道教經典的帮助，

學者們對於四川地區五斗米道的研究關注得更多一些，張脩與“三張”的關係，也是討論得

較多的話題。在益州地區曾曇花一現的黄巾馬相，由於記載過於貧乏，一直爲研究者所忽視

馬相究竟是自號黄巾還是確與太平道有關聯，是一個很難明確判斷的問題。文獻中的一些線

索表明馬相屬於東部太平道餘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然由於文獻的不足，這一論點也祇能

止於推測。從馬相在益州起事的過程，可以對五斗米道中“三張”一系與張脩一系各自表現

出來的不同特徵作一推斷，從而有助於對張脩與“三張”的關係的分析作出結論。該章的最

後對敦煌文書《老子變化經》與五斗米道的關係作了簡單的分析。

依據考古學材料對初期道教進行研究，迄今爲止的論述也不在少數。研究者多注重於分

析所使用的材料與道教之間的關係，探討與六朝時期道教的淵源，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基於時

代上的縱向的探討，而對於考古材料的地域性特徵，或不同地域間同類材料的差異，尚未有

意識地予以關注。本文考古資料部分卽是筆者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嘗試，因而所選取的考古學

材料，除遵循前述的原則外，盡量選擇那些地域性特徵比較明顯，或者雖發現於多個地域、

但不同地域存在明顯差異的材料進行分析比較。如鎭墓文基本上僅存在於中部地區、“食大

倉”題記以東部地區最爲典型，而西王母、佛教圖像雖然東部地區與西南地區都有發現，但

卻表現出不同的特徵。

第三章所討論的西王母信仰，本爲民間信仰，但西王母圖像的出現，正與初期道教思想

的産生同時，初期道教興起的地域同時也是西王母圖像的興盛地區。西王母圖像應該是受到

了初期道教思想的影響而出現的，而最終西王母信仰也被初期道教吸收，成爲道教信仰的一

部分。東部地區與四川地區的西王母圖像，最初有着比較相似的思想内涵，後漢中期以後，

隨着東王公的出現，兩個地區的西王母圖像各自表現出了不同的宗教思想特徵，顯示出兩地

信仰的差異。四川地區的西王母仍然處於仙界的中心地位，而東部地區西王母、東王公卻逐

步走向符號化。

第四章中分析的“食大倉”題記，主要發現於以山東爲中心的東部地區，“大倉”並不

是現實世界中的糧倉，而是位於天國神仙世界的天倉。六朝時期道教的存思修煉方法中，

“太倉”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與畫像石題記中的“食大倉”在思想上有相似之處，或者説

六朝存思法中“諸神皆就太倉飲食”的思想，其源頭卽是畫像石中的“食大倉”題記。道教

的存思法在後漢時期或許尚未如六朝時期那樣豐富且形成體系，但探究其本源的話，有相當

多的思想内容可以上遡到後漢時期。此外，四川地區也發現了少量的同類材料，本章也對其

表現出來的與東部地區的不同之處進行了分析。

第五章是關於中部地區鎭墓文中文字的“使者”與漢代墓葬材料中圖像化“使者”的比

較。鎭墓文中的“使者”是施行解除法術的宗教首領，代表天帝對死者的靈魂進行守護，以

保證死者可以順利地昇入仙界，並惠及在世的子孫後人，而墓葬中圖像化的“使者”則是昇

仙的引導者，其主要使命是負責死者靈魂與神仙世界的的溝通。兩種“使者”所承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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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鎭墓文中“使者”對死者靈魂的守護，是中部地區獨有的思想。這種思想在三國

西晉時江南地區流行的魂瓶“持節仙人”上有所體現，當是該思想在這一地區另一種方式的

延續。第五章所附的“魂瓶‘持節仙人’考”部分討論了這一問題。

第六章是關於漢代早期佛教圖像的討論。主要從佛教圖像發現的地域、佛教圖像的宗教

性質、佛教圖像與本土宗教信仰的關係等方面進行分析，並結合文獻所載的佛教傳播地域、

當時漢人對佛陀的認識，來説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與長生昇仙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最

初接受佛教的漢人信徒，與初期道教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佛教圖像的産生也是出於這一原因

後漢時期的佛教圖像，並不具備原本佛像的宗教含義，而是等同與本土的神仙。因而與其説

製作供奉這些圖像的是佛教信徒，不如説是受到了佛教影響的初期道教信衆。本章也對不同

地域佛教圖像反映出的不同特徵進行了簡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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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後漢時期的“妖巫”·“妖賊”與太平道政治性格的形成

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的成立，在東部地域是以太平道的成立爲標志的。張角領導的太

平道於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發動了黄巾之亂，使得後漢帝國最終走嚮崩潰。而在黄巾之

亂之前，尚有衆多在史書記載中被稱爲“妖巫”或“妖賊”所發動的叛亂。《後漢書》卷二

八載：“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横、緣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闋時月、假署皇王者

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這些“妖巫”或“妖賊”，實質上就是一些具有宗

教性質的人物或民間宗教組織，他們有着基本上一致的政治傾嚮。張角的太平道在文獻中同

樣也被稱爲“妖賊”。太平道與其前的“妖巫”·“妖賊”在所發生的地域及所表現出來的

宗教思想方面，均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特别是政治傾嚮上相當一致。前人學者的研究也已

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大淵忍爾曾指出黄巾之亂以前的諸叛亂與黄巾之亂地域上大致相同
1，福井重雅也對太平道及其前諸叛亂在宗教思想上的關係有所論及 2，但都没有在這方面做

進一步的詳細分析。本章擬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從地域及宗教思想兩方面對“妖

巫”·“妖賊”與太平道之間的關係試作具體的分析。

一 後漢時期的“妖巫”·“妖賊”與黄巾軍的活動地域

1 黄巾之亂之前的“妖巫”與“妖賊”

文獻中黄巾之亂以前具有宗教性質的“妖巫”·“妖賊”有十數起之多，但記載都比較

簡略，現列舉如下：

（1）（建武十七年）秋七月、妖巫李廣起據皖城。（《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

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经

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没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大師。（《後漢書》

卷二十四馬援傳）

（2）（建武十九年）妖巫單臣、傅鎭等反、據原武。（《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

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鎭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後漢書》

卷十八臧宫傳）

（3）（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

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

令長。……明年、伯路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轉入高唐、燒

官寺、出繋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後漢

書》卷三十八法雄傳）

（4）（陽嘉元年）三月、楊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後漢書》

卷六順帝紀）

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攻略吏民。（《續漢書》天文志）

（5）（漢安～建康間）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

克、吏人多被傷害。（《後漢書》卷五十六种嵩傳）

（6）（建康元年）十一月、九江盗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

（永熹元年）春正月、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三月、九江賊馬勉稱黄帝。

（李賢注：東觀漢記曰、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黄衣詣洛陽）（《後漢書》卷六順帝

紀）

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

黄衣、帶玉印、稱黄帝、築營於當塗山中。……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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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後漢書》卷三十八滕撫傳）

（7）（永熹元年）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後漢書》卷六沖帝

紀）

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後漢書》卷三十八滕撫傳）

（8）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後漢書》卷五十五清河孝王慶傳）

（9）（建和二年）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黄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眞人、

並圖舉兵。（《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10）（和平元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揩、從學之、揩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

作賊、事覺被考。（《後漢書》卷三十六張揩傳）

（11）（永興二年）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爲太初皇帝、伏誅。（《後漢書》卷七桓

帝紀）

（12）（延熹四年）南陽黄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訞言相署、皆伏誅。（《後漢書》

卷七桓帝紀）

（13）（延熹八年）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

伏誅。（李賢注：續漢書曰、時登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有信璽、皇帝行璽、其三

無文字。璧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後漢

書》卷七桓帝紀）

（14）（延熹九年）沛國人戴異得黄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

稱太上皇、伏誅。（李賢注：東觀漢記曰、戴異鉏田得金印、至廣陵以與龍尚。）（《後漢

書》卷七桓帝紀）

（15）（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裴松之注：靈帝紀曰、

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三國志》卷四十六吳書孫堅傳）

（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李賢注：東觀漢記曰、會稽許

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

數。（《後漢書》卷五十八臧洪傳）

在以上列出的記載中，最早的李廣反叛是在建武十七年（41年），其師維汜的活動更

在其前，最晚的許昌叛亂在熹平元年（172年），僅比黄巾之亂早 12年，此時張角已经開始

傳播太平道。其中的巴郡服直、扶風裴優、蜀郡李伯分别屬於巴蜀及關中地區，此處暫且不

作討論。除此之外的其餘各事件按《續漢書》郡國志所載，所涉及的地名各自分屬如下。

皖城：揚州刺史部盧江郡。

卷、原武：司隷校尉河内尹。

勃海：冀州刺史部勃海郡。

平原、厭次、高唐：青州刺史部平原郡。

九江：揚州刺史部九江郡。

曲陽：按李賢注：曲陽、縣、屬九江郡、在淮曲之陽、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

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也。察《續漢書》郡國志九江郡無曲陽而有西曲陽，與當塗鄰接，去

下邳國東城亦不遠，所以徐鳳、馬勉等所攻略的“曲陽”，當卽是九江郡的西曲陽，正與李

賢注文相符合。

東城：徐州刺史部下邳國。

當塗：揚州刺史部九江郡。《續漢書》郡國志云：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

歷陽：揚州刺史部九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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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陵：冀州刺史部清河國。

南郡：荆州刺史部南郡。

長平：豫州刺史部陳國。

南頓：豫州刺史部汝南郡。

南陽：荆州刺史部南陽郡。

襄城、昆陽：豫州刺史部潁川郡。

沛：豫州刺史部沛國。

廣陵：徐州刺史部廣陵郡。

句章：揚州刺史部會稽郡。

此外，陽嘉元年章河的叛亂，文獻僅書“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並未指明

更爲具體的地點，而據郡國志載，揚州“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表明章河的活動範

圍已幾乎涉及到了揚州的大半。而“海賊”張伯路“寇略緣海九郡”，其活動範圍也基本遍

及整個東部沿海。

這些地區，分屬司隷校尉、幽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揚州、荆州等地，北起涿

郡、南至會稽，東至大海、西至洛陽、南陽一線，比較集中的是現在的河北南部、山東西部

河南東部及江蘇、安徽的北部這一區域。從接下來的討論可以看出，這基本上也是後來太平

道以及黄巾軍主要的活動地域。

2 太平道的傳播及黄巾之亂的主要戰役

黄巾起義之前有關太平道傳播的記載，最爲詳細的當是《後漢書》卷一○一皇甫嵩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黄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説以療病、

病者頗愈、百姓信嚮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

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

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

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

隷、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宫省直衞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

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

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寳稱地公將軍、寳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

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從這裏的記載可以看出，張角起事之前僅十餘年的時間裏，其太平道傳播的地域就遍及

東方八州到逹京師洛陽地區，徒衆逹數十萬之多，並設置了三十六方作爲基本的宗教兼軍事

的組織機構。關於太平道的傳播階段其分佈地域的擴展過程，上面文獻的記載比較簡略，僅

可推知張角是以鉅鹿爲根據地創立教團組織，得到初步發展後再派遣弟子到各地傳教，而後

範圍迅速擴大到八州之地。具體發展的中間過程没有更爲詳細的文獻可考，更多的太平道的

分佈情况，祇能從黄巾之亂發起之後，散見於史籍中黄巾軍活動的有關記載來作推斷。

黄巾軍的活動，從時間上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中平元年二月張角起事開始，

至同年十一月張梁、張寳被殺爲止。第二階段是始於中平五年的黄巾餘部的再起，一直延續

至建安年間。

第一階段黄巾軍的主要活動地區主要有以下几處。

冀州、幽州：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師有三六萬、皆著黄巾、同日反叛。

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

（三月）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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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廣陽黄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衞。

（六月）盧植破黄巾、圍張角於廣宗。

冬十月、皇甫嵩與黄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

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於下曲陽、斬張角弟寳。

兖州、徐州：

（六月）、詔皇甫嵩討東郡。

八月、皇甫嵩於黄巾戰於倉亭、獲其帥。（李賢注：其帥、卜已也。倉亭在東郡。）

中平元年、（下邳王劉）意遭黄巾、棄國走。（《後漢書》卷五十下邳王傳）

豫州：

（三月）遣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討潁川黄巾。

（四月）朱儁爲黄巾波才所敗。汝南黄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

（六月）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黄巾於西華。

荆州：

（三月）庚子、南陽黄巾張曼成攻殺郡守禇貢。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

（十月）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黄巾别帥孫夏。

（以上未注明者均引自《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揚州：

後揚州黄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

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並執力戰、大破之。（《後漢書》卷三十一羊續傳）

皇甫嵩傳中講到“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

莫不畢應”，表明在張角起事之前，太平道的傳播已經基本遍佈整個東方沿海長江以北的地

區。又《後漢書》卷五十八傅爕傳：“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與皇甫嵩傳不同

李賢注云：“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而《續漢書》五行志中又有七州之説：“是時黄巾

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又云：“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

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各處記載略有不同。前面所列舉的記載中，可見張角於

二月起事，幽、豫、荆州在三月份均有黄巾軍活動，因此李賢所説的黄巾初起時的六州，幽

冀、荆、豫四州包含在内當無疑問。荆、揚黄巾的首領馬元義起事前被殺，荆州黄巾如前述

已可肯定三月份已經起事，揚州黄巾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或許發動略遲。這一階段青州未

見有發生較大戰役的記載，或許因爲告發者濟南唐周屬青州，青州黄巾遭到了先行鎭壓。所

以所謂初起的六州，可能卽是前面提及的四州再加上兖州與徐州3。五行志中所説的七州，

則當是前面的六州再加上青、揚二州中的一個4。

第二階段黄巾餘部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几處。

白波軍：

（中平五年二月）黄巾餘賊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後漢書》卷八

靈帝紀）

靈帝末、黄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

“白波賊”，衆十餘萬。（《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傳）

（中平六年十月）白波賊寇河東。（李賢注：薛瑩書曰、黄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

時謂之白波賊。）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初平元年春正月）白波賊寇東郡。（《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豫州黄巾：

（中平五年）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縣。（《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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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黄巾。（《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黄巾何儀、劉辟、黄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

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

紀）

青徐黄巾：

（中平五年十月）青、徐黄巾復起、寇郡縣。（《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初平元年）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後漢書》卷七十三劉虞

傳）

（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黄巾轉寇勃海、公孫瓉

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

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後漢書》卷七十三公孫瓚傳）

（按東光地屬冀州渤海郡、然公孫瓚所擊者爲青徐黄巾，故列於此）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後漢書》卷七十六劉寵

傳）

（初平三年四月）青州黄巾擊殺兖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

降之。（《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初平四年）會徐州黄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後

漢書》卷七十三陶謙傳）

會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

遇黄巾賊數萬人。（《後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

（獻帝初）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

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

敗、乃收散兵保朱虚縣。……時黄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

遣東萊太守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

（建安十一年十月）乙巳、黄巾賊殺濟南王贇。（《後漢書》卷九獻帝紀）

濟南、樂安黄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淵傳）

黄巾軍後段的活動地域，按記載看較之初起時略有縮小，多集中於青、徐、兖、豫數州

尤以青徐黄巾勢力最爲强大。現將兩個階段黄巾軍的主要活動地點以及前述“妖巫”·“妖

賊”的發生地點繪於同一地圖上以作比較，如圖 1－1所示。

從圖上可以看出，黄巾軍的主要活動範圍較之“妖巫”·“妖賊”要更大一些，不僅包

括了前述的地域，還包括有並州卽今山西境内。但二者主要的活動區域是基本一致的，如位

於青、冀二州交界處的勃海、平原等地，以及潁川、汝南、南陽幾個地區，旣是“妖巫”·

“妖賊”叛亂較多的地區，也是黄巾軍勢力較强、發生過重要戰役的地區。這並不是偶然的

巧合，而是源於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下面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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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妖巫”·“妖賊”與黄巾軍分佈地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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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妖巫”·“妖賊”與太平道之間宗教思想的淵源

前所列述的“妖巫”·“妖賊”諸叛亂中，雖然大多記載簡略，很多具體的情况不得而

知，但這些有限的記載中，仍有幾處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師”與“使者”的稱號。建武十七年，“妖巫”李廣在皖城起事，自稱“南嶽

大師”。“南嶽”當指位於皖城北方潛縣的天柱山，與皖城同屬廬江郡。《史記》卷十二孝

武本紀載：“其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

嶽”。《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記“潛”作“灊”。顔師古注曰：“灊、廬江郡也、天柱山

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灊音潛”。宣帝時，於潛祭祀南嶽成爲漢之常制。《漢書》郊

祀志：“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

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大師”這一稱號，當與道教有關。《晉書》卷一百二十

一李雄載記：（雄）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華陽國志》卷九亦載：（范）賢旣至，尊

爲“天地太師”。古時“大”“太”常通用。李雄稱帝號，尊范長生爲“太師”，其實卽是

尊其爲帝王之師的意思，其中心在於一個“師”字。而在初期道教的經典《太平經》中有相

當多的篇章是“眞人”與“天師”的對話問答。“天師”禀承上天的意旨，教化眞人順應天

地之道，從而輔佐世間君主至於太平之世，也是要作帝王之師的意思。《三國志》卷八張魯

傳裴注引典略：“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表明

太平道的首領也稱爲“師”。張角亦曾自稱“大賢良師”（前引皇甫嵩傳），《太平御覽》

卷六八七引司馬彪續漢書：“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大淵忍爾以爲稱“天師”的記載僅此一

例，或爲誤記5。但聯繋張角“天下大吉”的口號來看，無論是否爲誤記，其“師”的含義

都應當是上承天意而教化世間、致世太平的。

前引《後漢書》法雄傳：“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

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明年、伯路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

城、殺長吏”。另，九江賊徐鳳、勃海妖賊蓋登也都“衣絳衣”。絳衣，應當是一種具有宗

教含義的服飾。《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襃衣絳

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

天帝令我居此。”從這一記述來看，王襃自稱受天帝之命，卽是天帝所派的使者。張伯路服

絳衣、自稱“使者”，其意與此相類。關於“使者”的使命，可參照《漢書》卷七十五李尋

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暦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

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表明“使者”是承天帝之命來拯救世間的，

這與上面所討論的“天師”所承擔的使命是一致的，二者没有實質上的不同。正如《太平

經》卷五十生物方訣第七十一所説：“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6，“使者”卽

有道之人，亦卽“神人”、“神師”，二者其實是一回事。考古發現的鎭墓文、印章、封泥

等中也多見有“天帝使者”、“天帝神師使者”等字樣，可與前面的文獻記載相互印證。黄

巾軍中也有人稱使者，見於《後漢書》卷七十一朱儁傳：“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

使”。可知太平道與其前的“妖巫”·“妖賊”一樣，其首領都使用了“師”、“使者”一

類的稱號。

“使者”的宗教含義，當是始自李尋傳記載的甘忠可。後漢時期出現的《太平青領書》

亦卽《太平經》在思想上與甘忠可所造的《包元太平經》前後相承，是“天師”、“使者”

宗教思想的理論來源，這兩部典籍産生的地域均在目前討論的東部地區。“天使神者”、

“天帝神師”等鎭墓文、印章方面的考古材料主要分布在長安、洛陽地區，但東部地區也有

發現，如江蘇高郵就曾出土過“天帝使者”的封泥及符籙木片等材料7。可見這一思想自産

生之後，影響覆蓋了相當廣泛的區域，在後漢時期的民間也相當流行。卷人維汜因“訞言稱

神”而伏誅，而李廣、單臣、傅鎭等人，均是維汜的弟子，由此看來，維汜及弟子等已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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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組織性，可能已經形成了民間宗教團體。由衆多“妖巫”·“妖賊”發動的叛亂，

從而推測民間存在着不少類似的宗教性組織，當無不妥之處。他們在叛亂失敗之後，不可能

被完全消滅，仍有不少在民間秘密活動。整個後漢時期“妖巫”·“妖賊”的叛亂接連不斷，

可爲明證。太平道創立的時間與其前後銜接，在傳播、發展的過程中，信徒中當有不少來自

於這些民間宗教團體。張角曾經擁有《太平經》，太平道也使用了“師”、“使者”等稱號

可能是來自《太平經》這一系統，但如前所分析，太平道信徒可能有不少來自存在於民間的

“妖巫”·“妖賊”等宗教團體，“師”、“使者”的思想直接繼承自民間也是可能的。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是“黄帝”、“黑帝”等稱號。如九江馬勉“皮冠黄衣、帶玉

印、稱黄帝”，歷陽華孟稱“黑帝”，這些稱號都與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説有關。漢以火德

自居，《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

德、色尚赤”。黑色屬水、表示對火德的剋制，黄色屬土，表示對火德的更替，二者都是對

提倡火德的漢政權的否定。太平道也有類似的稱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春二月

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黄巾、同日反叛”。《續漢書》五行志也記

載：“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黄天”。“黄天”與“黄帝”的含義是相

同的。所謂的自號“黄天”，應該就是來自太平道的口號“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歷來的研究者對於這一口號，特别是“蒼天已死、黄天當立”一句，作了相當

多的討論，也各自有不同的觀點。概而論之，大致可分爲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爲“蒼天

已死、黄天當立”中的“蒼天”五行屬木，與漢之火德没有相剋關係，也無法推導出黄色的

土德應當興起的結論，因此與基於五行的五德終始説無關。如熊德基認爲“蒼天”祇不過是

自古流傳的口頭語的“天老爺”，影射統治者，黄天卽暗指起義者黄巾自己8；福井重雅的

研究認爲此句的重點在於“黄天當立”，“蒼天”並没有實際意義，而“黄天”也與五行無

關，指的是張角所奉事的“黄老道”的崇拜對象，張角之前馬勉等自稱的“黄帝”的含義同

樣如此9，方詩銘也在《黄巾起義先驅與巫及原始道教的關係》一文中表逹了類似的看法 10。

另一類觀點則認爲這一口號就是依據五德終始説而提出的。如吕思勉認爲：“蒼天疑當作赤

天，漢人諱而改之。然則角所依託者，實當時五德終始之説”11；大淵忍爾則認爲“蒼天”

所指卽爲木行無誤，“蒼天已死”意味着木行已盡，無木可生火則火行即漢德自然消亡，則

“黄天”卽土行當起而代之。筆者個人的意見傾嚮於第二類觀點，卽太平道的口號是來自於

五德終始説。然而吕氏所説漢人諱而改“赤天”爲“蒼天”無可考證，略顯牽强。大淵氏之

説雖然道理通暢，但作爲起義的口號來説，面嚮的是社會的中下層民衆，其含義應當是一聴

便知，所以很難想象會用如此曲折的方式。實際上，這一意義的表逹在當時還有一種更流行

的説法，文獻中亦有多處記載。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毁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黄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

漢行已盡、黄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又同卷武帝紀裴注引《典略》:

漢自安帝以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

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黄家當

興。

“漢行已盡、黄家當立”出自青州黄巾之口，其含義與“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是完全

一致的。所謂“漢行”的行，卽是五行之行，指漢火德之行，“漢行氣盡”的説法則更爲明

顯，“氣”卽是五行中火德之氣。文獻中的另一些記載非常明確地説明了這一點。

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見。（《後漢書》卷五十七李雲

傳）

紹旣並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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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爲黄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後漢書》卷七十四袁紹傳）

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後漢書》卷七十五袁

術傳）

可見漢所代表的火德衰微，當有土德興起而代之，是當時的共識，太平道的口號所反映

的也正是這一點，並無例外。後來的曹魏政權也是以土德自居，《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

裴注引《獻帝傳》：

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黄家興而赤家衰、

凶亡之漸。

……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

德承漢之火。

這裏很明確地提到了“黄帝”與“赤帝”、土德與火德，其含義顯而易見。魏文帝禪位

後定年號爲“黄初”，也是表示土德禪代火德之初的意思。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假如“黄帝”或“黄天”是指黄老道的崇拜對象，也就意味着張角

等人將自己視爲等同於所崇拜的神祇了，這與前面所討論的代天而言的“天師”、“使者”

的思想是相矛盾的。並且太平道與黄老道的關係，其實也不無疑問。皇甫嵩傳中講張角奉事

黄老道，此爲文獻中唯一提到太平道與黄老道關係的記載。但《後漢書》卷五十七劉陶傳載

“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此處所謂的“大道”，疑卽黄老道。後漢桓帝崇奉黄

老，張角假託黄老道之名，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是一種避免官方干涉的傳教策略，而實

際上未必與黄老道有關12。所以筆者認爲，“蒼天已死、黄天當立”中“蒼天”的意思卽如

熊德基所説，用來指代漢統治者，而“黄天”則代表取代漢之火德的土德。“黄帝”、“黄

天”的稱號，並非指黄老道所崇奉的對象，是代表土德的黄色之帝或天的意思，正如“黑

帝”是代表水德一樣。張角的太平道以黄天土德自居，要推翻漢之統治取而代之的思想，也

是繼承自之前民間宗教的先驅者而不是來自黄老道或《太平經》。此處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

長平陳景自稱的“黄帝子”的“黄帝”含義可能略有不同，或許是指崇拜的對象，那麽“黄

帝子”的意思便應是“黄帝”卽天帝在人間的代表者，猶如西方基督教中的耶稣基督，則

“黄帝子”的身份則相當於前面所討論的“使者”。

“妖巫”·“妖賊”還有一類“皇帝”、“將軍”一類的稱呼，看起來似乎與宗教關係

不大，但或許也不完全如此。方詩銘引用了潼關吊橋漢代楊氏墓群發現的鎭墓文材料，其中

有“建寧元年十一月乙巳朔九日□□直除皇帝使者”的文字，又《後漢紀》中長平陳景自號

爲“皇帝子”而《後漢書》中記爲“黄帝子”，認爲“天帝”、“皇帝”、“黄帝”可能是

通用的13。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勃海蓋登、沛國戴異等人稱號在“皇帝”前冠以“太上”

二字，“太上”一語常見於道教典籍，因而“太上皇帝”可能也具有宗教含義，或卽是“太

上黄帝”。當然“皇帝”這一稱號也可能與宗教無關，就是指世俗人間的帝王。各種對漢政

權的叛亂，本就是以推翻漢朝統治取而代之爲目的，因此單純從反叛的立場來説，自稱“皇

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将軍”的稱號與此類似。兩漢時期叛亂者自稱將軍相當常見，未

必都有宗教意義。從後漢初期的維汜弟子單臣、傅鎭到末期的張角兄弟，自稱“将軍”者也

爲數不少，其中徐鳳還自稱“無上將軍”。按《續漢書》百官志：“将軍、不常置。本注曰

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衞將軍。又有前、後、

左、右將軍”，並無“無上將軍”之名。依其字義，“無上”爲至高、無出其上之意，“無

上將軍”則爲最高之將軍，暗喻皇帝之意。《後漢書》卷二十祭遵傳：“（光武二年）涿郡

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

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又，《後漢書》靈帝紀：

“（中平五年十月）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這兩條記載可爲佐證。所以

“將軍”應當卽是普通意義上的將軍。但是也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之處。張伯路先是“冠赤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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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絳衣、自稱將軍”，後又稱“使者”，張角傳教時稱“大賢良師”，及到起事時則自稱

“天公將軍”，都具有兩種稱號。絳衣及“師”、“使者”所具有的宗教含義前面已有討論

“將軍”或許還有一層含義，卽是“師”或者“使者”在指揮軍事行動時的身份。張角兄弟

以“天”、“地”、“人”爲將軍號，其思想當是源於《太平經》，也帶有相當的宗教色彩

総而言之，“皇帝”、“將軍”的稱號帶有某些宗教含義也是可能的。但無論“皇帝”、

“將軍”的稱號是否具有宗教意義，都表明了這些宗教組織政治上的傾嚮性。在這一點上，

張角所領導的太平道也同樣繼承了其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治傾嚮。

綜合前面所述，張角所創立的太平道發起的黄巾起義，在地域上與其前所發生被史書稱

爲“妖巫”·“妖賊”的諸多叛亂大致重合，時間上前後相繼，太平道能够在十餘年間聚衆

數十萬，其信徒來自“妖巫”·“妖賊”一類民間宗教組織的當不在少數。太平道“黄天當

立”的思想，否定漢政權的政治傾嚮，也都是來自對這些民間宗教組織的繼承。“妖巫”·

“妖賊”及黄巾之亂的政治傾嚮，也使得其與流民發動的叛亂有本質上的區别。據研究，後

漢時期衆多的流民叛亂均生於後漢安帝卽位（106年）之後，由於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經濟

遭到破壊，從而使得破産農民的叛亂接連不斷。而在此之前，社會局勢基本安定，民間少有

叛亂發生，戶口統計呈上昇趨勢14。流民的叛亂是因爲自然災害的影響而導致經濟上的破産，

生活無依而爆發的反對當權者的行動，是一種無奈下的被動反抗。“妖巫”·“妖賊”及黄

巾起義則不同。從前面列出的記載可以看到，在安帝之前後漢初期社會穩定之時，就有妖巫

維汜及其弟子李廣、單臣、傅鎭等領導的叛亂發生。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包括黄巾在内的

“妖巫”·“妖賊”所發起的叛亂帶有更多的政治性色彩，是爲了實現某種政治目標而主動

發起的。因此有學者認爲，雖然社會矛盾的加劇、流民的增多是太平道等教團組織的勢力得

以擴大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教團是與盗賊、流民性質不同的集團組織，信徒與流民也有

所不同15。這種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太平道最爲重要的宗教特徵。

結語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最初發端於民間。民間具有道教性質的教團組織開始出現於何

時，文獻中没有明確的記載。但從本文列出的“妖巫”·“妖賊”的記述來看，维汜、李廣、

單臣等師徒已經具有初步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目標，並且能够組織起來付諸行動，表明至遲在

後漢的初期，這種民間的道教組織已初具雛形。“妖巫”·“妖賊”發起的接連不斷的叛亂，

涉及了相當廣泛的地域與人員，這反映的正是後漢中後期道教在民間産生、發展至最終成立

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民間的教團組織包括太平道在内無不與政治密切相關。這是初期

道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各“妖巫”·“妖賊”所代表的民間組織，無論是從思想上還

是人員上都爲太平道的産生及發展作好了準備。如本文所討論的，太平道的“師”、“使

者”及提倡土德、取代漢統治的“黄天”的思想都繼承自其作爲先行者的“妖巫”·“妖

賊”，是太平道政治立場的思想來源，這是太平道最爲重要的宗教特徵，决定了太平道的發

展及最終結局。當然太平道的宗教思想及教法的來源是多方面的，除“妖巫”·“妖賊”之

外，後漢時期廣泛流傳的黄老道、于吉·《太平經》一系民間道教等等，都是太平道的重要

來源，這方面已有諸多的前人學者作過分析研究，無需贅述。太平道正是在吸收、繼承了衆

多的先行者的思想及教法的基礎上得以發展壯大的，最終成爲東方地區道教成立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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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川地區初期道教相關問題的再檢討

處於成立期的初期道教，影響最大的在東部地域爲太平道，在西部則是分佈於今四川及

陝西漢中地區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因爲强烈的否定漢政權的政治傾嚮，發動了黄巾之亂，最

終遭到官方的鎭壓，基本上斷絶了傳承。五斗米道的情况略有不同。其中的領導人物之一張

脩在政治傾嚮上與太平道相似，也發動了叛亂，同樣也是以失敗告終。而在漢中建立政權的

張魯雖然割據一方，但否定漢政權的政治傾嚮没有表現得如太平道及張脩般激進，後來歸降

於實際掌握後漢政權的曹操，得以延續發展，因此道教的研究者們可以利用略晚一些的天師

道典籍對其進行研究。但這種研究仍然受到了文獻的限制，因爲真正關於張魯佔據漢中之前

的五斗米道記載並不多，所以研究者們對其創立初期的一些問題，也有着各種不同的觀點，

其中張脩的身份卽是討論的問題點之一。而四川地區初期道教中另一股力量，卽史籍中所載

的曾一度擁有不小的勢力的黄巾馬相，似乎長期以來被研究者所忽略。本章擬先對馬相的問

題作一討論，然后在這一基礎上，從另一角度對有關張脩的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淺見。

此外，五斗米道的相關文獻中，有張脩使教衆誦讀老子五千文的記載，敦煌寫本《老子

變化經》也是五斗米道老子崇拜的反映，本章的最後將嘗試對《老子變化經》的相關問題進

行簡單的討論。

一 關於黄巾馬相的討論

張角太平道所發動的黄巾之亂，其地域在漢帝國的東部地區，史籍所載的四川地區的馬

相，是唯一在此地域之外稱爲黄巾的勢力。《三國志》卷三十一劉焉傳：

是時凉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

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

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

犍爲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

馬相在綿竹起事、自號黄巾、然後進攻雒縣及蜀郡、犍爲郡，“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指的當卽是綿竹、雒縣所在廣漢郡及蜀郡、犍爲郡。後又攻破巴郡，不久被益州從事賈龍擊

敗身亡。《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傳所記與此基本相同，唯“凉州”作“益州”，同書卷八

靈帝紀中也作“益州黄巾馬相”。盧弼《三國志》集解曰：“潘眉曰、范書作益州、下云於

綿竹合聚、則在益州矣。凉州誤”１，趙幼文《三國志校箋》除引上盧弼説外，又案云：

“洪頤煊曰：《後漢書•劉焉傳》作‘益州賊馬相’以下文‘破壞三郡’皆在益州界證之，

馬相當是益州賊。張熷説同”２，均以爲《三國志》記載有誤，當從《後漢書》。

若依上述諸傳統史學家所説，則馬相爲益州人，在益州舉事，其“自號黄巾”，表明其

組織當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質。但僅僅根據這一點，並不能斷定馬相與張角的太平道相關，因

爲文獻中並没有太平道傳播到四川地區的確切記録。如此馬相有可能僅僅是假借黄巾的旗號

以招攬民衆，其組織雖也具有宗教性，或許某些方面也可能與太平道相同，但卻並不眞正屬

於東方地區張角太平道的一部分。

然而實情未必如此。諸家所據，卽是馬相起事後“破壞三郡”，卽廣漢、蜀郡及犍爲三

郡均屬益州，故而馬相亦當爲益州黄巾，這是以馬相的活動地域爲依據而得出的結論。但所

謂的“凉州逆賊馬相”，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指其活動的地域，若此則如諸家所説

的，“凉州”當改作“益州”。另一種理解可以指其出身之地，則“凉州逆賊馬相”即是指

來自凉州的逆賊馬相，如此則馬相所攻破的三郡均屬益州與稱其爲“凉州逆賊”並無矛盾之

處。

實際上後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大致與陳壽同時代的常璩所撰的《華陽國志》卷五公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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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劉二牧志中亦作“凉州黄巾逆賊馬相”３。《華陽國志》對《三國志》及陳壽的《益部耆

舊傳》等著作多有參考，然常璩本人出身蜀地，時代尚去漢末不遠，此處記載與《三國志》

相同，當自有其道理。

張角太平道所發動的黄巾之亂，初起於中平元年（184年），地域幾乎遍及東部諸州。

但張角兄弟於當年身死，黄巾之亂被鎭壓下去。中平五年（188年），黄巾餘部再起，以青

徐二州最爲强勢，豫州汝南、潁川黄巾也頗具聲勢。除此之外比較著名的黄巾餘部是活動於

並州的白波軍４。馬相於益州起事，恰與東部的黄巾餘部再起同時。凉州刺史部東、北與司

隷校尉及並州刺史部相鄰，南與益州刺史部的廣漢、漢中兩郡接界。中平元年黄巾軍失敗後

殘存餘部流亡各地，既然黄巾餘部再起之時並州地區有規模不小的白波軍存在，那麽有少部

分的黄巾餘部進入與並州、司隷相鄰的凉州並非没有可能。《晉書》卷二十九五行志下載：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黄巾黄單

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這一史料所載，與太平道行徑極爲相似，很

有可能屬於太平道的遺教。襄武晉時屬秦州隴西郡，後漢時則是凉州屬地。咸熙二年爲公元

265年，距馬相起事有 70餘年。這一史實表明三國末年凉州地區有可能存在太平道的餘衆。

東部地域太平道在漢末失敗之後，幾乎消聲慝迹，文獻中不見記載，因而《晉書》所載事件

中可能爲黄巾餘部之人是在三國時期從東部徙入凉州的可能性並不大，更有可能是傳承自漢

末流亡到本地的太平道餘衆。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漢末東部地區太平道發動的黄巾之亂在第一階段失敗之後，可能有

少數的黄巾軍餘部向西流散進入了凉州地區，馬相或許卽是其中之一。假如這一推測成立的

話，《三國志》劉焉傳記載活動於益州地區的黄巾馬相爲“凉州逆賊”，應該没有錯誤。如

此則可以比較肯定地認爲馬相與東部地區的太平道有關，爲太平道餘部的可能性相當大。然

而限於目前的史料，這一結論尚祇能停留於推測階段。

二 由黄巾馬相看張脩與“三張”的關係

後漢益州地區五斗米道的相關文獻中，張脩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文獻的記载中，名

爲張脩的人物共有三人，一是《典略》中提到的“漢中張脩”（《三國志》卷八張魯傳裴松

之注），一是《後漢書》卷八靈帝紀中的“巴郡妖巫張脩”，另有一人是“别部司馬張脩”

（《三國志》卷八張魯傳）。關於這三個張脩及其與“三張”（張陵、張衡、張魯）的關係

已有許多學者進行了討論。澤章敏就這一問題的討論進行了總結。澤氏認爲，“漢中張脩”

與“巴郡妖巫張脩”同一時期内活動於相鄰接的地域，應當是同一人物。至於“别部司馬張

脩”，則亦當爲同一人，但由於缺乏證據，祇能止於推測。張脩其人，當是張陵的弟子，五

斗米道内的重要骨幹人物５。大淵忍爾則認爲張脩或卽爲設於巴郡的雲臺山治的首領６。

筆者基本上贊同兩位學者的結論，對於張脩與三張之間的關係，此處從馬相起事的過程

出發，對這一問題作一些補充。

馬相起兵，從綿竹開始，“旬月之間”攻破雒縣、蜀郡、犍爲，這一線正是張陵所創五

斗米道的中心區域。張陵創教後，設立了二十四治卽二十四個教區來進行傳道及教團的管理

活動。這二十四治據《無上秘要》卷二十三引“正一炁治圖”、《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

治品》及《雲笈七籤》卷二十八《二十四治》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所載，絕大多數分佈

於綿竹－成都之間的地區。張陵傳其子衡、衡傳其子魯，其間五斗米道可能又有所發展，但

其中心仍然是在綿竹－成都之間這一區域，當無疑問。馬相能够在很短的時日裏攻佔這些地

區，表明五斗米道對這一區域没有控制權。因此可以推測，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與太平道的

“方”有所不同，僅是一個管理某一區域内教務的宗教機構，並不具有軍事方面的性質。

但是張脩領導下的巴郡及漢中地區的五斗米道可能有所不同。張脩曾於中平元年起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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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叛亂，可知必然建立有軍事方面的組織機構。此外，由張魯佔據漢中後增飾張脩的教法，

且“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可以推測張脩在漢中時，其組織已經具有初步的類似政府

機關的行政管理機能，對於民衆的控制當勝於三張，張魯在漢中政教合一的政權當卽是在張

脩的教團組織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此外從張脩起兵叛亂來看，其對於漢政權持完全否定的態

度，這一點與東方的太平道比較接近，而史籍卻未記載三張有任何反叛之舉。張魯雖然割據

漢中，但並没有表現出向外擴張的意圖。《三國志》卷二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

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

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

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

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

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

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

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

可見張魯雖也相信“漢行已盡、黄家當立”一類的讖語，在政治上對漢政權也持否定的

態度，但從文中講他“沈溺異道變化”來看，張魯並不認爲自己是應天命者，而更傾嚮於做

一名宗教家，因而投降了實際掌握漢末政權的曹操。這一點與東方的太平道及張脩的政治傾

嚮是不同的。

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張脩雖然名義上仍是屬於五斗米道地方上的首領，但實際上具有

相當的獨立性，可能並不接受三張一系的領導。

據《三國志》卷三十一劉焉傳載，劉焉到逹益州時，正是黄巾馬相被賈龍擊破之際，劉

焉“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張脩或就是此時投入劉焉麾下成爲别部司馬的。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同劉焉傳），如前所

分析，張魯在軍事上没有太多的勢力，但由於是名義上的五斗道的最高首領、又有其母的關

係，所以得到重用。張脩雖然舉事失敗，但在漢中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劉焉應卽是出於

張脩在漢中的影響力的原因，纔讓其與張魯同征漢中。由於張脩在教内的地位低於張魯，所

以祇能是做張魯的副手，故《華陽國志》卷二云“魯遣其黨張脩攻固”，將張脩看作張魯的

下屬。張魯能够佔據漢中，張脩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張魯襲殺張脩，奪其部屬，據漢中自立，遂與益州劉璋分裂。《三國志》卷三十一劉璋

傳：

旣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

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前面已有分析，張魯的主要活動區域當是在綿竹－成都一帶，而在軍事方面本没有强大

的勢力，因此這裏所講的“魯部曲多在巴西”，當是殺張脩後所奪的原屬於張脩的部屬。這

表明“别部司馬”張脩就是原先活動於巴郡、漢中一帶的“巴郡妖巫”張脩。澤章敏所言二

者當爲同一人物僅止於推測，其實可以在此得到一些佐證。

綜合以上所述，張脩當是五斗米道内的一個重要人物，主要活動於漢中、巴郡地區，其

或如澤章敏所説，爲張陵之弟子，或如大淵忍爾所説，爲設立於巴郡的雲臺治的治頭首領，

這都是其可能的身份。張脩所控制的漢中及巴郡的五斗米道教團組織與三張比較單純宗教團

體不同，具有軍事化的組織及行政管理機能。這可能是由於張脩的勢力範圍離三張的五斗米

道中心地區較遠，並且與三張有不同的政治主張的緣故。所以張脩實際上是五斗米道内比較

獨立的一支勢力，他領導下的教團的組織結構應該對張魯建立漢中政權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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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斗米道的老子崇拜與《老子變化經》

《三國志》卷八張魯傳裴注：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

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

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

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

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

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

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

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

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

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張脩在漢中，任命“姦令祭酒”，主持講習老子五千文，表明張脩領導下的巴郡、漢中

地區的五斗米道是存在老子崇拜的。敦煌發現的早期道教經典《老子變化經》７中的一些文

字表明，對老子的崇拜在張魯一系的五斗米道中也同樣存在。《老子變化經》的成書年代，

吉岡義豊認爲成書於漢末８，楠山春樹則認爲當有六朝時人加筆９，也有學者認爲是出於六朝

時期１０，筆者個人傾嚮於吉岡氏、楠山氏兩位學者的觀點，該經或存在六朝時人添加的内容，

但最初的成書年代當在後漢末年。在下面將要進行的《老子變化經》與五斗米道關係的討論

中，也會看到這一點。

《老子變化經》中所載漢代老子顯化人世共有五次：

陽加元年始見城都、爲鶣爵鳴山。

建康元年、化於白祿山託葬澗。

大（本）初元年、復出白祿廟中、治崔号曰仲伊。

建和二年於崩山、卒出城都左里城門、壊身形爲真人。漢知之、改爲照陽門、

楚國知之、生司馬照。

永壽元年、復還白祿山、号曰僕人大賢。問、閇口不言。變化卅年、建廟白祿

爲天傳。

值得注意的是經中所述老子顯化的時間與地點。陽加元年，卽陽嘉元年（132年），是

最早的一次。其後依次爲建康元年（144 年）、本初元年１１（146 年）、建和二年（148

年），最後一次爲永壽元年（155年）。這一段時間，也正是文獻所載張陵入蜀創立五斗米

道的時間。《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傳：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順帝於 146～167年在位，陽嘉、建康均其年號。張陵順帝時在蜀地學道創教，時間上

正好重合。《老子變化經》所云“陽嘉元年始見城都、爲鶣爵鳴山”，“爵鳴山”（或鶣爵

鳴山？）地屬成都，具體位置不詳，但正如學者所論，這一名稱很容易使人想到張陵學道的

“鶴鳴山”１２。鶴鳴山的位置，據前引《後漢書》劉焉傳李賢注：“山在今益州晉原縣西”。

依《元和郡縣圖志》１３，“本漢江原縣、屬蜀郡”，“鶴鳴山、在縣西七十九里、絕壁千尋。

張道陵天師學道於此”。漢江原縣在成都西南，據《華陽國志》載“去郡一百二十里”１４，

離成都不遠。由此看來，“爵鳴山”若非“鶴鳴山”，則二山相去亦是不遠。“白祿山”也

是《老子變化經》中多次提及的一處地點，具體位置不詳，或者“白祿”卽是“白鹿”，

《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上•彭州：

九隴縣、本漢繁縣地、舊曰小郫、言土地肥良、比之郫縣也。梁於此置東益州

後魏改爲九隴郡、取九隴山爲名也。隋開皇三年罷郡爲九隴縣、屬益州。皇朝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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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改屬彭州。白鹿山、在縣西北六十一里。１５

又《華陽國志》載：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

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

山，開明氏遂亡。１６

“逢”、“彭”古音同，逢鄉卽是唐之彭州所在，兩處所記之白鹿山當是同一地方，屬

漢之繁縣地。按《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１７，張陵所設二十四

治中，有陽平治、鹿堂山治、鶴鳴神山上治、漓沅山治四處均在繁縣，可知此地屬五斗米道

的中心地域。張陵二十四治多集中於成都－綿陽一線，《老子變化經》所載老子顯化的地點

在地域上也是與之重合的。

六朝時期的道敎文獻中，張陵的學道、創教與太上老君卽神格化的老子密切相關。葛洪

《神仙傳》卷五張道陵篇：

聞蜀民樸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隠居。既遇老君、遂於

隠居之所、備藥物依法脩煉、三年丹成……。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

法、脩行千日、能内見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

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爲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爲陰官。１８

又《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

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上八、中八、下八、應天二十四

氣、合二十八宿、付天師張道陵、奉行布化。１９

“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中，還有數個治所與太上老君相關，兹摘舉如下（均自《三洞珠

囊》卷七二十四治品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

（鹿堂山治）永壽元年、太上老君將張天師、於此治上與四鎭太歲大將軍、川

廟百鬼、共折石爲要、皆從正一盟威之道。

（涌泉山神治）昔廣漢馬明生學道得仙、太上老君至此化形、住此治。

（玉局治）在成都南門左二里。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

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腳玉床、卽名玉局治也。

“鹿堂山治”條中的記載，永壽元年太上老君與張陵“與四鎭太歲大將軍、川廟百鬼、

共拍石爲要、皆從正一盟威之道”，從宗教史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爲張陵降伏了衆多的邪魔

外道，使其“皆從正一盟威之道”，卽其所創立的五斗米道統一了當地原有的民間宗教教團

組織，確立了其宗教領袖的權威地位。値得注意的是，《老子變化經》中老子最後一次在人

間現身的時間也是在永壽元年。《老子變化經》中所記載的老子顯化的時間與地點，基本上

與張陵在四川地區的創教活動相始終，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現象。雖然《神仙傳》及“張天

師二十四治圖”時代較晚，而且作爲宗教經典，卽使除去其中的神化内容，其所述的宗教人

物事跡也未必完全可信，但這些記載與《老子變化經》的相合之處，仍然暗示着其中所包含

的一些内在聯繫，至少對於天師道的信徒來説，他們所崇奉的大道是由太上老君傳授並受其

庇佑的，而這也正是《老子變化經》這一類經典出現的原因之一。

《老子變化經》中載道：

欲知吾處、讀五千文過萬邊、首自知身、急來詣我。吾与精神、子當念父、父

當念子、怡忽相忘、去之萬里。所治解台、神不爲使、疾來遂我、吾絕剛紀。青白

爲表、黄黑爲裏、赤爲生我、從一而始、中有黄氣、可絕酒。

“欲知吾處”中的“吾”，是老子自稱，經中老子是與道合一的神，知老子所在之處卽

是得道，而得道的方法則是“讀五千文過萬邊（遍）”，這與張脩在漢中“使都習”五千文

的教法一致，而上引經文中最後“中有黄氣、可絕酒”，表明誦讀老子五千文對遵守“禁

酒”的誡律也有助益。這一思想卻非張脩所有，而是張魯佔據漢中之後的教法内容。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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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略》載，張魯“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説明這些不是張脩本有的教法，而屬

於張魯“增飾之”的部分。“依月令、春夏禁殺”，與襄楷所評“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

的《太平經》思想一致，又禁酒在《太平經》中也有提及，並且對於販賣酒水的酒家“皆使

修城廓道路官舍”２０，這與前引的典略中張魯”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

除”相當相似。《太平經》是後漢時期初期道教思想的匯總，張陵出身東部地區，受到此類

思想影響當屬正常，張魯增飾的這些教法，應該是繼承自其祖父，《老子變化經》中“禁

酒”思想卽反映出這一點。由此看來，《老子變化經》當是張魯一系五斗米道在漢中所作的

道教經典。

結語及遺留問題

黄巾馬相對於四川地區本地的五斗米道來説，是一支外來的宗教力量，文獻中的一些缐

索表示他有可能是東部地區太平道的餘部。但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這祇能是推測之論。對

於馬相在四川地區起事過程的分析，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五斗米道中的張魯一系與張脩一系

的一些差異，爲張脩身份的論斷提供一點佐證，進而爲五斗米道初創時期歷史的討論啟發一

點新的思路。

《老子變化經》中關於老子在人世間顯化的描述，顯示出其與四川地區、特别是與張陵

創教過程的密切聯繫。文獻載張脩在漢中使教衆讀老子五千文，這一教法亦爲張魯所繼承。

但張魯在漢中的教法，較之張脩有所增飾，《老子變化經》中讀老子五千文過萬遍可以得道

又有助於禁酒的内容，反映了這一事實。從這些特徵推論《老子變化經》爲張魯一系在漢中

所創之經典，當是合乎邏輯的。

然而這一結論也尚存在未能解决的問題。アンナ•サイデル的研究認爲《老子變化經》

中老子的神格與被認爲屬張魯所作的《老子想爾注》並不一致，因而得出了並非五斗米道經

典的結論２１。因此，如何解釋《老子變化經》與《老子想爾注》的關係，是一個必須面對的

問題。另一個問題是，最終被五斗米道所吸收的四川地區後漢中晚期存在於民間的西王母信

仰２２，與老子信仰之間的關係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將是筆者以後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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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寫本原文作“大初”，此據吉岡義豊改。見氏著《道教と佛教》第一 13頁，國書刊行會，1980年，東京。

１２アンナ•サイデル：漢代における老子の神格化について，吉岡義豊、M•スワミエ編：《道教研究》第三

册，豊島書房，1968年，東京。

１３《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中華書局，1983年，北京。

１４《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增訂漢魏叢書》（二），大化書局，1983年，臺北。

１５《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中華書局，1983年，北京。

１６《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增訂漢魏叢書》（二），大化書局，1983年，臺北。

１７《道藏》第 25册。

１８胡守爲：《神仙傳校釋》，中華書局，2010年，北京。

１９《道藏》第 25册。

２０王明：《太平經合校》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中華書局，1960年，北京。

２１アンナ•サイデル：漢代における老子の神格化について，吉岡義豊、M•スワミエ編：《道教研究》第三

册，豊島書房，1968年，東京。

２２有關西王母的討論，請參考本文第三章：漢代的西王母信仰與初期道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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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漢代的西王母信仰與初期道教思想

西王母在漢代是被廣泛崇拜的神仙，屢見於文獻典籍中。傳説中的西王母掌有不死之藥

因而成爲追求昇仙長生的兩漢時期人們的崇拜對象，西王母仙境也成爲人們嚮往的神仙世界。

約在前漢末年，西王母由遠離人間世界的神仙變爲民間宗教崇拜的對象。文獻中關於西王母

的記載，大致可以看出這一轉變的軌跡。西王母圖像也正是開始出現於這一時期，恰與初期

道教思想的産生基本同時。隨着初期道教的逐步成立，西王母也最終成爲初期道教神仙體系

中的一個重要成員。

漢代考古資料中，畫像石、畫像磚、墓葬壁畫及銅鏡等諸多遺存中西王母是很常見的題

材，在初期道教興起的諸地域均有西王母像及西王母仙境題材的發現。隨着時代的推進，對

西王母仙境的描繪也在發生變化，表現出其宗教思想内涵的改變。西王母仙境樣式的差異也

存在於在各地域間，體現了地域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宗教思想的不同。本章将在西王母初期道

教關係的討論的基礎上，對這種差異進行分析。

一 文獻記載中的西王母信仰

文獻典籍中對西王母的描述，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及《竹書

紀年》。《山海經》有三處記載，列舉如下１。

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

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内北經：

西王母梯几而载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虚北。

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

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

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在卷二之末及卷三，講述的是周穆王與西王母相會之事２：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玄圭白璧、以見西

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

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

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

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群、於鵲與處

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

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名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竹書紀年》中也記有西王母與穆王之會３：

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宫。

《山海經》與《穆天子傳》（包括《竹書紀年》）描述了兩種形象的西王母。《山海

經》中西山經與海内北經記載的西王母形象基本是人身虎首（或虎齒）豹尾、蓬髮戴勝，很

顯然並不是人類的形象，僅僅是“其狀如人”，祇有大荒西經爲“有人戴勝”，但所描述的

西王母形象同樣是“戴勝”、“虎齒”、“豹尾”，與前二者相同。《穆天子傳》中所載的

西王母，則是西方國家或部落的統治者，自然應當與人的形象無異。小南一郎的研究認爲，

《山海經》中西山經時代可上遡到戰國初期，海内北經、大荒西經依次較晚，大荒西經有可

能晚至漢代。《穆天子傳》中國王或部落首領形象的西王母，是作爲神的西王母歷史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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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表現４。按照這一觀點，西王母的形象經歷了一個由非人的神的形象向人類形象轉化

的過程。《山海經》西山經中“其狀如人”到大荒西經“有人戴勝”的文字上的差異，或許

也是這一過程的反映。但《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也並不是普通的西方國家或部落的統治

者，“我惟帝女”表明了其非同常人的身份，“將子無死、尚能復來”也表逹了西王母希望

穆王能够長壽再來昆侖山、暗示着西王母自身是長生不死的。换言之，西王母同時具備兩種

身份，一是西方國家或部落的統治者，一是天帝之女，不死的神仙。

漢代的文獻中，也有一些人間的王者與西王母交往的例子。如賈谊《新書•脩政語》：

“堯曰、……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又《焦氏易林》卷一“坤之噬嗑”：“稷

爲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福、賜我嘉子”，所記爲堯與西王母的來往。小南一郎在舉出上

面這兩處記載後，又舉《荀子•大略》中“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並以《論衡•無形》中的“禹益見西王母”相參照，認爲也存在有禹與西王母相見的傳説。

他認爲這些傳説中的古代聖王與西王母的交往，從西王母那裏學到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讓

國家安定的方法，而且後者顯得更爲重要，聖王們正是爲此目的方不辭遠涉異域去訪問西王

母。這些傳説反映了西王母具有一種給國家帶來安定的力量的觀念５。這種期望國家安定的

思想，應該是當時的社會上層西王母信仰的表現。

除了上述社會上層的西王母信仰外，漢代的西王母信仰，更爲普遍的内容是長生不死的

神仙思想。司馬相如《大人賦》：

西望昆侖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

歸。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廼今日睹西王母

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

不足以喜。６

其中的“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仍然可以看出來自《山海經》的傳承，但想來此時人

們心目的西王母，應該是外形上與人類無異了。文字中注重的並不是西王母的相貌，而是對

“長生若此而不死”的嚮往。《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

月”，更是表明西王母掌有“不死之藥”，而且人們可以向西王母求到這種仙藥，因此得到

西王母的仙藥從而可以長生不死就成了西王母信仰的主要内容。這一時期，西王母除了賜予

仙藥讓求仙之人長生不死昇入仙界之外，並没有其他救助世人苦難的能力。這一點到了前漢

末年發生了一些的變化。

漢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 3年）民間爆發了大規模的“行西王母籌”事件，《漢書》中

《哀帝紀》、《天文志》、《五行志》對此事件均有記載，以卷二十七《五行志》所記最爲

具體：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藁或棷工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同

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乗車奔馳、以置驛傳行、經

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設張博具、歌舞祠西

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

至秋止。

卷十一哀帝紀：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

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

從記載看，這一事件起於“關東”卽函谷關以東，並“經歷郡國二十六”，影響到的地

域甚廣，後來初期道教興起的山東、江蘇、河南等主要地區應都包括在内。時間由正月直至

秋天，持續也相當長，由此可見民間西王母崇拜之流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記載中，西王母

具備了救助世人的神力。西王母的救世功能爲此前所無，這是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信仰。

《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載：“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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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

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哀帝時，因“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以

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哀帝在其詔書中説：“卽位出入三年、災變

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盗賊並起”（以上均引自《漢書》李尋

傳），可見當時社會危機之嚴重。此事發生於哀帝建元二年（前 1年），前述“行西王母

籌”事件卽在其後兩年發生。這兩個事件都是當時人們面對自然災害及社會危機時作出的反

應。甘忠可所造的包元太平經，卽是後來道教經典《太平經》的前身，是從漢統治者的立場

來尋求社會危機的解决之道。如前面所介紹，社會上層對西王母的信仰也有致世太平的含義

民間的行西王母籌，將西王母賦予救世的功能，則更多體現了社會下層的宗教思想。二者是

在同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産生的，均爲當時剛剛興起的初期道教思想的反映。

到了後漢時期，西王母除了賜與仙藥使人長生不死、昇入仙界外，還向脩道者傳授仙道。

1991年河南偃師縣南蔡莊鄉發掘了一座後漢建寧二年（169年）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一方

《河南梁東安樂肥君之碑》記載了道人肥致的神奇事跡７。根據碑文的記載，肥致“師魏郡

張吴齋、晏子、海上黄淵、赤松子與爲友生、號曰真人”，“雒陽東鄉許幼仙師事肥君”、

“從君得度世而去”，説明以肥致爲中心已形成了一個頗有規模的集團，或許已具備一些教

團組織的雛形。在碑文的最後記載道：

土仙者大伍公、見西王母崐崘之虚、受仙道。大伍公從弟子五人、田傴、全□

中、宋直忌公、畢先風、許先生、皆食石脂仙而去。

“土仙”卽是後來道教所説之“地仙”，大伍公與肥致的關係不太明確，但既刊於同一

碑石上，必然是密切相關的。大伍公見西王母於昆侖山，得到的不是不老的仙藥，而是“受

仙道”，亦卽可以長生不死的脩煉方法，西王母在救世的基礎上，又具備了教化的功能。這

段碑文説明至遲在後漢的後期，隨着民間初期道教組織的遂漸産生，西王母已經從神話傳説

中的神仙人物變成了可以傳授仙道、教化世人的初期道教的神祇。

二 東西方西王母仙境的差異

漢代西王母像的出現，大致與初期道教思想的興起同時。目前發現比較早的西王母像，

是河南洛陽附近發現的漢代壁畫墓中的西王母像，如洛陽卜千秋墓中所出，時代是前漢後期
８。東部以山東中心的畫像石上的西王母像，出現的時代可能稍晚一些，在前漢末至後漢初

年。後漢中晚期以降，西王母像發現的數量相當多，除壁畫、畫像石外，也常見於後漢末期

流行的畫像鏡上。這個時期的西王母像在最主要的分佈區域是以魯南蘇北爲中心的東部地區

四川地區及陝北、晉西北地區，西王母像出現較早的河南洛陽、南陽等地反而少有發現。前

兩個地區正是初期道教興起的最重要的地域，這兩個地區西王母像及對西王母仙境描寫上的

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個地區初期道教思想的一些不同。到於陝北、晉西北地區，

目前尚發現有關初期道教興起的線索，該地區的西王母像所反映的思想信仰及與其他地區是

一種怎樣的關係，尚需要進一步的探求，本文暫不對其進行分析。

四川地區的西王母像發現於畫像磚、石棺以及摇錢樹、燈座、銅鏡等各種器物上，類别

相當豐富。時代上大體從後漢中期偏早開始，一直延續至三國時期仍有發現。該地區的西王

母仙境，核心的構成要素是西王母像與雙闕所代表的天門圖像。

雙闕圖像是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中常見的題材，各地區均有發現，歷來研究者對此也多

有討論。20世紀 80年代在四川省巫山縣發現的一些後漢時期的鏨刻有西王母及“天門”榜

題的鎏金銅牌飾９，使得學者們對部分雙闕圖像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認爲由雙闕所代表的天

門圖像與西王母像、四靈圖像等一起構成了昇仙圖像１０，張勳僚則在分析了這些銅牌飾圖像

後，又對畫像石棺上的類似圖像組合進行了討論，指出這些圖像所反映的已不是一般的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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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是與四川地區的初期道教有關１１。根據這些材料，可以進一步對西王母仙境作出更

具體的描述：西王母仙境以雙闕代表的天門爲入口，雙闕之間有迎謁的人物，西王母則端坐

於天門的後方。多數牌飾畫面比較簡單，僅以天門及迎謁的人物代表整個仙境（圖 3－

1，a、b、c）。銅牌飾的面積較小，因而對西王母仙境的描繪比較簡潔，僅繪出最基本的要

素，在畫像磚、畫像石上面的西王母仙境，内容則更爲豐富一些。

圖 3－1 巫山出土的銅牌飾（摹本）

a.巫山土城坡南東井坎出土  b.巫山江東嘴小溝子出土

c.巫山北高塘出  d.巫山磷肥廠出土

四川新都發現的一块西王母畫像磚，西王母位於畫面正中偏上，端坐於龍虎座上。西王

母的兩側分別爲鳳鳥與九尾狐。西王母面前爲宴飲場面，畫面的右下角有一人物，高冠博袍

斜擁節杖，手中執物，拱手面向西王母跪坐１２（圖 3－2，a）。手持節杖者當是使者一類人

物，表現的是向西王母乞求仙藥的場景１３。發現於四川新都縣新民鄉梓潼村的永元元年（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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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畫像磚與前述畫面大致相同１４。西王母居於正中，端坐於龍虎座上，兩側及前面爲三足

烏、九尾狐和蟾蜍，畫面的右下角爲兩個宴飲的人物，左下角殘缺。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墓

葬是由七座墓葬構成的墓葬群中的一座，而這七座墓葬呈北斗七星狀排列，表現出與初期道

教思想相關的宗教内涵。上述兩個例子基本可以代表畫像磚上的西王母圖像。新都永元元年

畫像磚，下面與其相隔兩層装飾性花紋磚也有雙闕圖像，與西王母像共同構成西王母仙境的

畫面，與銅牌飾上的西王母仙境相比，畫面中除了西王母、雙阙等基本要素外，還有三足烏

九尾狐和蟾蜍等神獸，以及在西王母仙境中的宴飲人物像。在西王母仙境兩側是向着仙境走

過來的車馬隊列，應是對墓主人昇仙過程的描述（圖 3－2，b）。

圖 3－2 四川新都發現的畫像磚

a.新都西王母畫像磚（拓本）  b.新都永元元年畫像磚墓墓室北壁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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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石棺上的西王母仙境，除了上述内容外，對仙境中的場景有更多的描繪。如簡陽鬼

頭山崖墓所出的畫像石棺１５，前端爲鳳鳥、後端爲伏羲女媧及玄武圖，棺左側爲白虎、天門、

大倉等圖像，棺右側爲仙人博弈、日月神、龍、仙人騎鹿等，各處圖像基本都有文字榜題

（圖 3－3）。雖然這具石棺的畫像中没有出現西王母的形象，但據其有“天門”榜題的雙

闕圖像以及“先人騎”、“先人博”、“大蒼”等圖像及其榜題來看，毫無疑問描繪的就是

西王母仙境的情景，除了有神獸、仙人等常見的内容外，還有天倉這種仙境中的建築設施。

圖 3－3 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摹本）

a.石棺前端鳳鳥圖 b.石棺後端伏羲女媧圖

c.石棺右側仙境圖 d.石棺左側天門天倉圖

（採自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

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四靈圖像和日、月神像在一起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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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種四靈與日月圖像的組合在其他的石棺上也經常可以見到，如瀘州洞賓亭出土的畫像

石棺，前端爲雙闕、西王母、東王公及朱雀、玄武像１６，後端圖像爲伏羲女媧像，棺左側爲

青龍、右側爲白虎像（圖 3－4，b、c、d）。後端伏羲女媧像已模糊，據羅二虎的介紹，各

舉日月１７。兩端分别爲雙闕和伏羲女媧像是畫像石棺比較常見的圖像組合，伏羲女媧多各舉

日月，如郫縣新勝鄉出土的一具石棺上所刻１８（圖 3－4，a）。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一端的

伏羲女媧像没有舉日月，故而在棺的一側有羽人形象的日月神像，但總地來説，伏羲女媧各

舉日月的表現方式更爲普通一些。在前面提到的鎏金銅牌飾的資料中，也有一類牌飾的内容

不是天門圖像，而是四靈圖像（圖 3－1，d）。這種四靈圖像的牌飾與西王母雙闕圖像的牌

飾應當分屬棺木的不同位置，其意義應該與石棺上的四靈圖像相同。

圖 3－4 四川漢代畫像石棺（拓本）

a.郫縣新勝鄉畫像石棺伏羲女媧圖 b.瀘州洞賓亭畫像石棺前端

c.瀘州洞賓亭畫像石棺左側青龍圖 d.瀘州洞賓亭畫像石棺右側白虎圖

四靈圖像表示宇宙的四方，與表示日月的圖像一起，便構成了一個簡單的宇宙模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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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模型與西王母仙境一起，組成了天上的神仙世界。這是在四川地區具有代表性的西王母題

材的圖像組合，已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模式，可以反映出該地區初期道教的宗教思想中對於

宇宙及神仙世界的認識狀况。從圖像中可以看出，在這個模擬的世界中，西王母仙境處於中

心的位置，而在西王母仙境中，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西王母又處於其中央偏上的最爲重要

的位置。李凇在總結四川地區的西王母圖像時，認爲“可以把四川喪葬圖像分爲三個系統，

卽西王母系統、天國圖像系統、成仙圖像系統”，西王母系統“可看作是天國圖像系中的核

心子系統和中心”，西王母是“天國中惟一的主宰”１９。雖然西王母能否稱爲“天國中惟一

的主宰”卽神仙世界最高的神祇這一觀點仍值得商榷，但在四川地區的漢代圖像系統中，西

王母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則是無庸置疑的。

圖 3－5 徐州栖山畫像石墓中椁畫像

a.頭部擋板外側（摹本） b.足部擋板外側（摹本） c.頭部擋板内側（摹本）

 d.足部擋板内側（摹本）e.東擋板外側（摹本） f.東擋板内側（摹本）

 g.西擋板外側（拓本） h.西擋板内側（摹本）

（採自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

相對於四川地區，東部地區的西王母圖像的出現年代要早一些，約在後漢早期。徐州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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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栖山畫像石墓出土的西王母畫像，畫面從左至右爲西王母戴勝憑几端坐於樓閣中，樓下有

青鳥銜食，樓外有二仙人搗藥，一旁有人首蛇身、馬首人身、鳥首人身及佩劍者拜見，其右

爲弋射圖及建鼓舞等２０（圖 3－5）。該畫像石的時代爲後漢早期，從圖中可以看到，畫面

中有搗藥、仙人等表示仙境的圖像，在構圖上來説，圖中左半部分的神人都面向西王母，也

是以西王母爲中心，但西王母没有居於畫面的正中，體量也不大，甚至小於樓閣外面的拜見

的神人，整體上西王母的形象並不是很突出。另一個後漢早期的例子可以參看山東嘉祥縣出

土的一幅畫像石，畫面共分五層。西王母形體較大端坐於第一層當中，座位伸入第二層中，

左右有持仙草跽坐或站立的侍從，最外側是跪拜的羽人。第二層西王母的正下方是搗藥的玉

兔，两側是雲車、怪獸等。這兩層表現的是西王母仙境。下面三層是車馬出行及狩獵等内容
２１（圖 3－6，a）。這幅畫面中西王母居於正中偏上的位置，体形較大，與四川地區的同類

畫像比較相似。

圖 3－6 東部地區西王母像及雙闕圖（拓本）

a.山東嘉祥出土西王母畫像石 b.山東平陰新屯出土雙闕圖 

c.山東平陰新屯出土雙闕圖 d.山東沂水岜山出土雙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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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早期的西王母畫像，也同樣有與雙闕同時出現的組合。本地區雙闕圖像在前漢

的晚期就已出現，時代上要早於西王母圖像。其基本的圖像構成要素爲雙闕（或樓閣）與鳳

鳥及長青樹。如山東平陰縣新屯出土的一幅畫像石，畫面中間爲單檐的雙闕，闕兩側各有一

墙一樹，樹上各有一鳥相對而立２２（圖 3－6，b）。同是平陰縣新屯出土的另一幅畫像石，

則是畫面中間爲一重檐樓閣，樓頂立一鳥，下層樓檐角下各墜一魚，樓内刻六博盤和博籌，

樓左右爲對稱的長青樹，樹頂各有一鳥相對而立２３（圖 3－6，c）。這種畫像也有一些簡化

的形式，如山東沂水縣岜山出土的一幅畫像石，畫面中僅有雙闕和雙鳥２４（圖 3－6，d），

前舉徐州沛縣栖山畫像石墓西王母像刻於中椁東側外壁，而足部擋板的外壁則是雙樹與雙鳥

的畫像，這應該是雙闕圖的另一種簡化形式。此外，在該墓中椁的内壁，也刻有這種圖像，

並且在頭部擋板的内壁及東側板内壁刻有白虎圖像（圖 3－5）。這種圖像的組合同樣也見

於河南地區，時代與上述山東、江蘇等地的材料大致相當，與四川地區畫像石棺上的圖像非

常接近，曾布川寬對此類圖像有專門的討論，認定其爲對昆侖山仙境的描述２５。從兩地圖像

組合的相似性來看，這一結論應當是没有疑問的。山東、河南等地的畫像石以及西王母像出

現的時代都要早於四川地區，這種圖像組合上的相似性的現象或許是基於一種廣泛流傳的宗

教思想，也有可能四川地區的同類圖像是受到了中原地區的一些影響而産生的。

但是四川地區的圖像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逐漸地成爲一種比較固定的模式並一直延續下

去，而在東方地區到了後漢中期以後則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始於東王公像的出

現。

有關東王公記載的比較早的文獻，當屬《神異經》與《十洲記》。《神異經》東荒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

又中荒經：

昆侖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

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

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

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

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２６

《十洲記》：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污、與東

海等。水既不醎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

宫、太真東王父所治處。２７

這些記載表明，東王公與西王母分别爲主管東西方仙境的神仙。二書舊題均爲東方朔所

撰集，應爲後人假託，學者們多認爲成書於六朝時期。這些文字在時代上可能略晚，但從漢

墓畫像石的發現來看，西王母在西、東王公在東，二者東西相呼應存在的思想，在後漢時期

就已經相當成熟了。研究者們一般認爲東王公的産生不早於 2世紀，目前所知最早的提及東

王公的文字，見於後漢元興元年（105年）的銅鏡銘文２８：

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廣漢造作尚方明鏡。幽涷三商、周得無極、世

得光明、長樂未英。富且昌、宜侯王、師命長、生如石。位至三公、壽如東王父西

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

東王公像出現之後，在墓地祠堂或墓室的畫像配置中，西王母大多與東王公一起出現，

位置也是東西相對。如著名的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其中的武梁祠的東、西壁上方的三角形

區域内分别是東王公和西王母的圖像，兩幅畫面東西相對，構圖一致，表明了東王公、西王

母具有對等的地位２９（圖 3－7）。在東王公圖像出現之前，人們昇仙的目的地是西王母所

在昆侖山，正如前面對四川地區西王母仙境做出的分析，西王母仙境是神仙世界的中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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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王公出現之後，在這種對稱的圖像組合方式下，西王母原先具有的崇高地位遭到了削弱，

西王母成爲位於西方的昆侖仙境的主神，而昆侖仙境則僅僅是神仙世界的一部分，至少在東

方還有一個與之匹敵的以東王公爲中心的仙境。

圖 3－7 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拓本）

東王公的出現削弱了西王母地位的同時，這兩種圖像也開始具備了方位性。目前發現的

西王母、東王公配對出現的圖像，二者總是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相對出現。那麽西王母東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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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除了表示東西兩個神仙世界，同時也代表了天上世界的東西兩個方位。實際上，此時西王

母、東王公這兩種圖像已經被符號化了，其原本的東西仙境主神的含義已經不再爲人們所重

視，而是成爲仙界東西方位的象徵。巫鴻的研究也同樣指出了這一變化，認爲西王母和東王

公所表現的是漢人的陰陽觀念，取代了原先以伏羲女媧代表陰陽觀念的表逹方式３０。小南一

郎認爲這種變化使得西王母失去了原本位於宇宙的南北軸向、溝通天地、統領陰陽的機能，

變成了宇宙東西軸向中位於西方的一端，最初集陰陽於一身的性質也轉變爲僅代表了其中陰

的一方３１。西王母與東王公確實有代表陰陽的含義，在晚一些的六朝道教經典中可以看到，

但陰陽的形象，莫大於日月，漢代圖像中常見有伏羲女媧手捧日月的畫面，其爲陰陽的代表

當無疑問。然而這種圖像在後漢中晚期西王母與東王公符號化後仍然存在，例如下面將要介

紹的山東臨沂吳白莊畫像石墓及沂南北寨畫像石墓，西王母、東王公畫像都與伏羲女媧表示

的日月神像同出，因此至少在後漢時期的畫像石圖像中，符號化後的西王母、東王公與其説

是陰陽觀念的表現，不如説是東西方位的象徵。

圖 3－8 山東臨沂吳白莊畫像石墓出土西王母、東王公像

a.前室西過梁西面（西王母圖）（摹本） b.前室西過梁東面（東王公圖）（摹本）

c.中室北壁横額（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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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東王公畫像在一些墓葬中的位置，也表明了其符號化的傾嚮。山東臨沂吳白莊

發掘的一座畫像石墓３２，時代爲後漢晚期。墓葬畫像中西王母凡四見，其中有兩處與東王公

成對出現。一處在前室西過梁，東王公、西王母分别位於過梁的東、西兩面，另一處在中室

北壁的横額，東王公、西王母在同一畫面中，也是分東西方位相對而坐（圖 3－8）。這些

圖像均在墓室墙壁上方與門楣同高的位置，從發掘報告的介紹看，該墓當爲券頂，在中室的

横梁之上尚有透雕的神鳥圖像，因而西王母東王公圖像所在的位置並不是該墓所有畫像的最

高處。相對於前述武梁祠中的西王母東王公圖像來説，其所代表的具體神祇的含義似乎更進

一步地被弱化了，僅僅是表示位於東西仙境的兩位神仙。該墓内也發現有單獨出現的西王母

像，這也許是早期獨尊的西王母仙境崇拜的殘留。漢代畫像石在墓葬内的整體的佈局配置，

最初應當是有一個比較系統的指導思想的，但製作畫像石的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工匠，

隨着時間的推移，畫面佈局最初的含義遂漸模糊，因此在一些墓葬裏畫像石畫面内容的配置

上也發現有不嚴謹的地方，這或許是單獨的西王母圖像存在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

著名的沂南北寨漢畫像石墓３３，也有成對的西王母、東王公圖像。這樣的圖像共有兩

組，一在墓門的東、西立柱上（圖 3－9），一在中室中間的八角柱的東、西兩面（圖 3－

10）。墓門是由現實世界走向墓室所代表的死後世界的入口，實際上也是昇入仙界的起點。

墓門兩側的西王母、東王公圖像，完全就是神仙世界東西兩個方位的像徵，指引墓主人死後

昇仙道路的方向。中室八角柱上的西王母、東王公圖像，也同樣代表着各自的方位，該石柱

的南北兩面，卽是爲人所熟知的“佛光童子”像。小南一郎曾有論文探討佛教圖像與西王母

東王公圖像及與傳統的四靈圖像的關係３４，也同樣是從西王母、東王公像的方位性出發的。

從該墓西王母、東王公圖像的配置來看，它們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爲仙境地位崇高的神仙的原

始含義，變成了代表天國世界東西方位的象徵性的符號。

圖 3－9 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墓門西王母、東王公像（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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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中室八角柱畫像（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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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東部地區的西王母信仰在東王公出現之後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

王母作爲仙境核心神祇的功能被遂漸弱化，西王母仙境也不再是昇仙者所追求的唯一的目的

地。東王公與西王母的相對分佈，使得二者具备了很强的方位性，最終成爲一個指示天上仙

境方位的象徵性符號，這一點與前面分析的四川地區的西王母仙境是相當不同的。值得注意

的是，前面所舉的最早提及東王公的元興元年銅鏡銘文中，有“廣漢造作”的字樣，説明是

出自四川地區。這表明當時四川地區的人們是知道並承認東王公的存在的，但目前考古學發

現的資料表明，四川地區的東王公像非常少見，那麽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祇能歸結爲這是當

時人們人爲選擇的結果，該地區的人們雖然承認了東王公的存在，但並不認爲其具有與西王

母同等的地位，西王母及西王母仙境仍然是地位超然、獨一無二的存在。

結語

雖然西王母是居住於西方昆侖山的神仙，但從文獻記載看及考古發現的材料來看，漢代

對西王母的信仰是從中原地區開始的。這種信仰經歷了一個乞求仙藥、長生昇仙的民間信仰

到具備救助世人、傳授仙道能力的宗教化過程，究其原因，則是受到了正在興起的初期道教

宗教思想影響所致。漢代墓葬中的西王母圖像，正是隨着初期道教的興起，西王母由普通的

民間信仰的神仙轉變爲道教神祇這一過程的反映。

在初期道教興起的東部地區與四川地區，漢代墓葬圖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及以其爲核心的

西王母仙境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四川地區的西王母仙境，基本構成要素與東部地區早期的

同類題材圖像類似，由西王母、雙闕、日月及代表方位的四靈等基本圖像組合起來，描繪出

一個天上神仙世界的基本模型。這個神仙世界是以西王母仙境爲中心的，西王母是其中居於

核心地位的神祇。在四川地區，西王母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東王公最終也未能成長爲一個

可以與西王母相比肩的神。而在東方地區，最初的西王母信仰與四川地區相差不大，這應該

源於其共同的社會背景與類似的宗教思想，但後漢中期之後，東王公出現並成爲與西王母相

匹配的神仙，西王母獨尊的地位被遂漸弱化，慢慢地西王母、東王公像的方位性越來越爲人

們所重視，後漢晚期的材料表明，西王母、東王公圖像已變化爲像徵神仙世界方位的符號。

因而在東部地區所表現出來的對天上神仙世界的描繪中，西王母、東王公與四靈圖具有大致

相同的方位特性，它們是這個神仙世界的一個構成部分，卻並没有過於突出的地位。兩個地

區的這種差異，反映出不同地域的宗教思想雖然發源於同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但隨着時間

的推移，原本相似的思想遂漸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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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大倉”與早期道教存思法
－以佐伯有清氏《“食大倉”考》为基礎     

在後漢時期的畫像石及墓葬壁畫題記中，常見有“食大倉”的字樣。早些時候已有學者

在討論畫像石或壁畫題記時，對部分“食大倉”題記作了一些解釋説明。20世紀 80年代，

日本學者佐伯有清氏最早收集整理了“食大倉”類題記的資料，檢討了其前學者們的各種意

見，對這一類材料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1。

佐伯氏的研究已相當詳細全面，但在分析“食大倉”題記的含義時，仍然循從了吉祥祝

願語義這一傳統的結論，雖然也提及了神仙思想及五斗米道，但對於“食大倉”可能包含的

初期道教的宗教思想未能進行分析。近年來，有學者開始對這類材料所包含的宗教思想進行

探討，如陳路指出“大倉”卽是“天國的糧倉”2，張勳僚等認爲四川大邑縣董場鄉畫像磚

墓的“天倉”畫像磚（材料見後面介紹）是五斗米道遺物3，楊愛國在論文中指出了“食大

倉”題記與漢代道教可能存在的聯繋4，但這些論述仍然較爲簡略，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本章的目的之一，卽是在佐伯氏及其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食大倉”題記與初期道教的

關係進行分析。

佐伯氏論文寫成的時間較早，論文中列舉的材料雖然也是以山東省出土的數量最多，在

當時發現資料較少的情况下，這類材料的地域性並不明顯，因而佐伯氏的研究也難以在這一

方面給予足够的注意。在其論文發表後，又有一些資料陸續面世，資料的增多使得這類材料

的地域性逐漸顯現出來，但到目前爲止學者們尚未對這一問題有所論述。對“食大倉”題記

分佈的地域性及各自的特徵進行總結，是本章的另一個目的。

六朝時期存思法是一種重要的道教煉養方法，經典记載的道教存思法中，“太倉”也是

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與漢畫題記中的“食大倉”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本章的最後部分，将

對這一點嘗試一些簡單的分析。

一 “食大倉”題記的發現

佐伯氏的論文中共收集了 11處漢代畫像石及墓葬壁畫的材料，對資料的介紹相當詳實，

並重新校訂了文字的釋讀，因此這 11處的材料基本上採用佐伯氏的研究結果，不再對其出

處及文字釋讀做詳細的介紹，僅對筆者略有不同看法的個别材料稍作説明。這11處材料爲：

（1）河北望都一號漢墓壁畫

此上□下□馬皆食大倉

（2）河北望都二號漢墓壁畫

[皆]食大倉榖

（3）山東安邱漢墓畫像石

此上人馬皆上食於天倉

（4）山東東阿薌他君石祠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

（5）河南白沙鎭出土漢畫像石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急如律令

（6）内蒙古和林格爾漢壁畫墓

繁陽吏人馬皆食大倉

上郡國都尉西河長史吏兵馬皆食大倉

護烏桓校尉幕府薌倉……[此]上人[馬][皆][食][大][倉]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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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東曲阜徐家村畫像石

此蔵中車馬□□龍虵虎牛皆食大倉

（8）山東臨沂畫像石

此上人馬食大倉

（9）山東肥城北大留畫像石

此[上]人馬食大山倉

（10）山東嘉祥宋山三號漢墓畫像石

此中人馬皆食大倉飲其江海

（11）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

其當飲食當就天倉飲江海。

其中的“天”字，原刻作“夫”，佐伯氏及其前的學者們將其讀爲“夫（太）”，意爲

“太（大）倉”之誤刻。“夫倉”意思不可考，而“大”誤刻爲“夫”的可能性較小，從山

東安邱畫像石題記可知同時期“天倉”的稱法是存在的，故“夫”字當爲“天”字之誤刻。

除了佐伯氏所收集到的這11處的材料之外，其後又有一些材料發表，兹將筆者所收集

到的資料分别介紹如下。

（12）山東東平百墓山一號畫像石墓5

前室與右耳室間石柱北面上部陰刻“此（内）人馬皆食大倉”題記。由於没有照片、拓

本等圖像資料，因而此處文字的釋讀均依原文。

（13）安徽宿縣褚蘭二號墓6

褚蘭二號墓是一座由地面上的石祠、墓垣和地下的墓室構成的漢代畫像石墓。石祠内北

壁正中有一方凸字形的小墓碑。碑額題爲“辟陽胡元壬□墓”，碑文已漫漶不清，不能通讀

間斷的碑文爲：

建寧四年二月壬子……爲冢墓石……父以九月乙巳母以六月……多子孫……上

人馬皆食大倉……律令……禄慕高榮壽四敬要帶朱紫車……金銀在懷何取不得貴上

……德子孫常爲……

其中的“上人馬皆食大倉……律令”，或與前述河南白沙鎭畫像石題記相似，卽當作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急）（如）律令”之類。

（14）許昌市郊出土畫像磚7

畫像中間爲雙闕，中有一持戟者，左側一車，右側爲一建築和常青樹。車上方有“上人

馬皆食大倉”隷書文字。

（15）江蘇泗洪縣曹廟鄉出土畫像石8

畫面上方刻一朱雀、中部爲二龍、下部爲一翼龍。左上邊緣刻有隷書 14字：

此人馬禽狩雞犬皆食大倉飲大湖

（16）山東泗水南陳畫像石墓9

畫面内容爲孔子見老子。右側有題記三行，其36字：

漢安元年泰歲在午使師弟伯天□作壽石堂室人馬甫大魚皆食大倉長生久壽不復老□

（17）山東臨沂五里堡漢畫像石墓10

石邊欄内刻九頭人面獸及人物、异獸等，有題記兩行，内容基本一致：

人馬［禽］守百鳥皆食太倉飲於河梁之下

人馬［禽］守百鳥皆食於太倉飲於河梁之下

（18）山東平邑縣南武陽功曹闕題銘11

刻於石闕南面：

故南武陽功曹鄉啬夫府文學掾平邑君□□卿之闕卿□□□□□□困苦天下相感

□□□□仟□□□三□觀朝廷□□明君□直任人□□二□來□德□道以爲國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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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子文學叔□□石工□□□鄉啬[夫]□□□□□□□□

□□伯□廷□直四萬五千此上□□皆食□倉

（19）山東棗莊市市中區齊村鎭王山頭出土畫像石12

畫面内容爲胡漢交戰圖，畫面外有題記十四行。原圖録所附釋文爲：

延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朱作紀失母以延光三年二月廿五日葬弟□四人□□□小

弟□□守成□□□□□生墳堂司空□於□□□□□□季公□□飲□水□置丑鳳□位

少□□衆□取五百復從作恩□□□爲□□□元□□小置永□□□□□錢一千司室成

□□□□□爲錢三萬五千□□延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除唯諸掾令□□願母賤販壽葬

天以□□□馬有□者皆食□大好□

所發表的圖版尺寸較小，文字難以卒讀，但仔細觀察最後兩行，結尾處當作“此上人馬

有口者皆食□□□如□□□”，應當也是“食大倉”類文字，後面的“如”字，或許卽是

“如律令”一類。

（20）江蘇銅山縣大廟漢代石祠題記13

畫面分上下兩部分，上層爲人物建築圖，下層爲泗水撈鼎圖，畫面邊框右上部有題記：

此□室中人馬皆食大倉

（21）安徽宿縣禇蘭寶光寺漢墓石祠畫像石14

石祠正壁中間下方有一方凸字形墓碑，碑有額題“鄧掾冢墓”，碑文隷書7行：

熹平三年十二月乙巳朔廿一日乙丑新廣里鄧季皇年七十四薄命蚤離明世長入幽冥悲哉傷

心子男伯宗無兄弟持服□□□豐造立石宫碑墓□目十二……氏之□盡矣上人馬皆食□□□□

山林飲湖澤他如律令

（22）湖北隨州市漢墓陶俑15

該墓時代爲後漢末期，編號 M1：15的隨葬器物爲一件黄緑色釉陶跪式俑，背後陰刻隷

書6字：

此人皆食大倉

（23）江西黎川縣漢代畫像磚16

磚上銘文：

此上人馬皆食大倉

（24）成都私人所藏畫像磚17

畫面中以一建築爲背景，建築前有 4人。其中一人端坐，身側有一人侍立。另有一人持

笏跪於端坐之人前，一人雙手捧物立於其側。畫面右上角有隷書“大倉”二字，畫面左側隷

書“皆食此大倉”。

（25）四川大邑縣董場鄉畫像磚墓18

磚右下角爲一重檐歇山頂的倉房，倉房上有一鳥。中部有一人戴冠佩劍，手捧簿籍。人

與倉房之間有隷書“盡食天倉”四字。

（26）四川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19

畫面中一座建築的左上方刻有“大蒼”榜題，“大蒼”卽“大倉”。此榜題僅有“大

蒼”二字而無“食”字，但所要表逹的内容是一致的。

以上是現已見諸文字報導的材料，此外還有幾處尚未正式報導20：

（27）山東濟寧博物館藏永元五年祠堂畫像

題記有“此上人馬皆食大倉”文字。

（28）山東長清孝里鎭大街村後漢畫像石墓

墓門門楣左側有隷書題記一行：

此中人馬皆食大倉□

（29）山東東平石馬村 1號畫像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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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門門楣題記一行：

此人馬皆食大倉

（30）陝西旬邑百子村後漢壁畫墓

墓葬前室西壁南段糧倉旁題記：

此人馬皆食……

所缺文字當是“大倉”一類。

上面列舉的 30處材料中，其中（2）、（4）、（7）、（10）、（11）、（13）、

（16）、（18）、（19）、（21）、（27）有明確的紀年，列表如下。

山東平邑功曹闕 章帝章和元年 87年

山東濟寧博物館藏永元五年

祠堂畫像

和帝永元五年 93年

山東棗莊市中區齊村鎭王頭

山畫像石

安帝延光三年 124年

山東泗水南陳畫像石 順帝漢安元年 142年

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 桓帝元嘉元年 151年

山東東阿薌他君石祠 桓帝永興二年 154年

山東嘉祥宋山三號漢墓畫像

石

桓帝永壽三年 157年

山東曲阜徐家村畫像石 桓帝延熹元年 158年

安徽宿縣褚蘭 2號墓 靈帝建寧四年 171年

安徽宿縣禇蘭寶光寺 靈帝熹平三年 174年

河北望都二號漢墓 靈帝光和五年 182年

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紀年中較早的爲後漢章帝章和元年（87年）與和帝永元五年

（93 年），屬後漢早期，其他多數都集中在順帝至靈帝時期，屬於後漢晚期，其中尤以桓、

靈帝時期最爲多見。其他的材料雖然没有明確的紀年，但也基本屬於後漢晚期。（25）四川

大邑董場鄉畫像磚墓的年代雖有所争議，但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並不會因爲政治格局的改變

馬上就産生變化，所以卽便其年代爲三國時期，從文化性質來講，仍然是後漢四川地區文化

的延續。從發現的地域來看，有半數（15處）都出自現在的山東省境内，其他江蘇、安徽、

河南等幾處也相距不遠，可以看作是一個以山東爲中心的東部區域。另外四川地區有三例，

儘管材料不多，但與東部地區相比仍有一些差别，可以視爲另一個較小的區域。兩個區域間

的差别將在後面討論。

二 “食大倉”與初期道教思想

在討論前述資料（9）山東肥城北大留畫像石：“此[上]人馬食大山倉”時，佐伯氏引

用了何新《諸神的起源 －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中的論述21：

泰山，古又記作太山。太、大、天三字古代通用（太、大古音相同，而在甲骨

文中天大通用）。所以泰山就是大山，也就是天山。這個名稱表示了他具有上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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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意義。

因而，泰山也可記作大山或天山，則“大山倉”與資料（3）“此上人馬皆上食於天

倉”中的“天倉”意思相同。“天倉”或“大山倉”，所指都是位於天上仙境的糧倉。佐伯

氏又依據漢代鏡銘中的“上大山見仙人”語句，認爲這是神仙思想的表現，並引用《要修科

儀戒律鈔》中所引“太眞科”語句22：“十月一日同集天師治、付天倉及五十里亭中、以防

凶年飢民往來之乏、行來之人不装糧也”，從而認定“天倉”一詞也爲五斗米道所使用。這

些見解都極其精辟，遺憾的是佐伯氏没有更進一步地深入討論，最終仍然没有脱離“食大

倉”爲一種吉祥祝願語句這一傳統解釋的範疇。

後漢時期，泰山還有一個含義，卽人死後的歸宿之地。如中村不折所藏熹平四年（175

年）鎭墓文：“上天倉倉、地下芒芒、死人歸陰、生人歸陽。生人有里、死人有鄉。生人屬

西長安、死人東屬大山”23，又羅振玉《遼居雜著丙編•古器物識小録•鎭墓文》中所録鎭墓

文：“生屬長安、死屬大山、生死異處、不得相防”，均表明“大山”是死者靈魂所歸之處

前引熹平四年鎭墓文中還有“大山将閱”的文字，表明大山還存在管理死者靈魂的冥界機構

因而“大山倉”也可能指人死後靈魂所歸的地下世界的糧倉。墓葬中的壁畫或畫像石所要表

現的都是墓主人死後在另一個世界裏的生活情景，所以無論是天界還是地下世界的糧倉，其

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不是現實世界中的事物，而是屬於人死後的彼岸世界。

“大倉”最初的含義，當卽是“大的糧倉”之意。《莊子》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用“礨空”與

“大澤”、“稊米”與“太倉”相比，以喻大小之懸殊。漢代時政府始設太倉。《漢書》卷

一高帝紀：“（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並設有太倉令，《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

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内、籍田五

令丞”。《續漢書》百官志：“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傳漕穀”。又從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及《續漢

書》郡國志三：“東陽故屬臨淮。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的記載看，可知“太倉”與

“太倉令”不僅僅設置於京師，各地方郡國也有設置。然而“食大倉”題記中“大倉”的含

義並非指現實中設於京師或郡國的太倉，而僅僅是對這一名稱的借用，下面卽就此進行討論。

前面所列舉的材料中，多數具有一個基本的句式，卽“此上人馬、皆食大倉”，“大山

倉”、“天倉”的句式與此基本相同。所以從這一點看，“大倉”與“大山倉”、“天倉”

也應當有基本相同的含義，亦卽位於人死後彼岸世界的糧倉。兩漢時期神仙思想相當流行，

人們相信死後靈魂可以昇入仙界，所以這些“大倉”、“大山倉”或“天倉”所在的彼岸世

界，當是人們所嚮往的仙人居住的仙境，故“大倉”卽是位於仙境的“天倉”。（26）四川

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大蒼”圖像的旁邊，卽是雙闕形象，上有榜題“天門”，表明是天上

仙境的入口，可證“大蒼”卽是位於仙境的“天倉”。關於“天倉”，見於《史記》卷二十

五天官書：“胃爲天倉”，《正義》曰“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

之分野。胃主倉廩、五穀之府也”。此處的“胃”指二十八宿中的胃宿，“胃主倉廪、五穀

之府也”，故而爲天倉。漢代天人相應思想流行，宇宙中存在的天象星宿，在人體小宇宙中

均有臟器相對應。胃宿所對應的人體器官，卽是五臟中的胃。《黄帝内經•靈樞》本輸篇：

“胃者五穀之府”，同書脹論篇：“胃者、太倉也”，與對胃宿的叙述一致，祇是此處將

“天倉”記作“太倉”。《初學記》卷十二“司農卿第十四”：“韓楊天文要集曰、天倉者

大司農也”24，也表明“天倉”卽是“太倉”。“天倉”亦卽天上的糧倉，屬於神仙世界，

其地位相當於人間世界的太倉，因而借用了“太倉”這一名稱，所以“食大倉”題記的意思

是指就食於天界的“天倉”，“太倉”與“天倉”含義是相同的。反映漢代道教思想的經典

《太平經》中卽有關於“天倉”的記載，卷一百一十二“有過死謫作河梁誡第一百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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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倡樂樂諸神、神亦聴之。善者有賞、音曲不通亦見治。各自有師、不可无

本末、不成。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溫易服、亦陽尊陰卑。粗細靡物金銀綵帛珠玉

之寶、各令平均、無有横賜、但爲有功者耳。不得無功受天衣食。25

這裏有“食天倉、衣司農”之語，“司農”亦是漢代官名，但既然是“受天衣食”，自

然“天倉”、“司農”所指都不是人間的事物，均是天界對人間世界機構名稱的借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佐伯氏文中認爲“食大倉”體現了當時人們的神仙思想，無疑是正確

的方向，但這種神仙思想並不是簡單的求仙欲望的表逹，而是已經成爲正在形成中的初期道

教思想中的一部分。前面列舉材料時已指出，“食大倉”流行於後漢晚期，有明確紀年的材

料更以桓靈二帝時最爲集中。這一時期作爲“食大倉”題記載體的畫像石、畫像磚、墓葬壁

畫等資料中，表現昇仙願望的題材也同樣極爲豐富，“食大倉”題記本身卽是這一題材的一

個組成部分。（16）泗水南陳漢安元年題記“皆食大倉”後尚有“長生久壽不復老□”，最

後一字按文意或爲“死”字，卽當作“長生久壽、不復老死”，正與初期道教長生成仙的思

想相吻合。文獻方面的記载表明，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卽出現於這一時期，由琅邪人宫

崇獻與順帝，而順帝不用，桓帝延熹 9年平原人襄楷再次向桓帝推薦此書（《後漢書》卷三

十襄楷傳）。《太平青領書》的出現，表明此時初期道教思想逐步發展成熟，同時民間處於

成立期的初期道教也開始建立教團組織、並取得初步的發展。“食大倉”題記發現較多的東

部地區，與漢末張角太平道興起的地域基本重合。《典略》載：“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

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靈帝光和年間（178－184）已是張角發動黄

巾之亂的前夕，太平道已有相當大的規模。在張角創立太平道之前，東方地域的民間教團組

織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史書所載的衆多“妖巫”、“妖賊”就是民間初期道教組織活動情

况的反映，張角的太平道在信徒、宗教思想及政治傾向上等各方面都對這些民間教團組織有

所繼承26。“食大倉”題記的出現早於太平道的成立，所以未必就是太平道的遺存，而更可

能與這些民間的政團組織有關。在四川地區，張陵於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

符書以惑百姓”（《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傳），創立五斗米道，也與“食大倉”題記的時

代相吻合。“食大倉”題記與這些民間的教團組織在時代、地域上的一致，表明二者之間當

有密切的關係，而不是偶然的巧合。

前舉（5）河南白沙鎭畫像石題記及（21）安徽禇蘭寶光寺後漢墓石祠碑文均以“如律

令”結尾，（13）安徽宿縣禇蘭二號墓石祠碑文等材料中也有“如律令”字樣，使人很自然

地想到同一時期主要流行於河南、陝西屬於漢代兩京地區的鎭墓文。鎭墓文體例上多以模倣

當時政府文書的“如律令”結尾，其與後來道教文書之間的淵源關係早已爲學者們所公認。

“食大倉”題記中出現的“如律令”字樣，應當是受到了鎭墓文或者類似的思想影響的結果

祇不過鎭墓文是喪葬儀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法術效用，而“食大倉”題記並不具備這種

效用，這可能是在所有的“食大倉”題記中“如律令”字樣出現的比率並不高的一個原因，

但其所體現出來的與初期道教的關係則是相同的。

三 “食大倉”的地域差别

前面列舉材料時已經提到，“食大倉”題記的發現可以分爲兩個區域，一個是以山東爲

中心、包括周邊河南、江蘇、安徽等部分地區的東部地區，（1）、（2）河北望都一、二號

墓及（23）江西黎川縣畫像磚等雖然相隔較遠，但從發現的材料特徵看，當是受到這一區域

的影響所致。（22）湖北隨州的材料比較特别，出自一件陶俑上而不是畫像石題記，但地域

上也與東部接近，這些也應歸屬於東部地域。另一個是四川地域，發現的數量並不多，但與

東部地區相比，不僅地域相隔甚遠，特徵上也有所不同，因此當作爲另一個區域。

兩個地區的差異首先體現在文字的表逹格式上。東部地域的基本句式爲“此上人馬、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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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大倉”，除“大倉”外，尚有“大山倉”（山東肥城北大留畫像石）、“天倉”（山東安

邱畫像石、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的説法。除就食於“大倉”外，還有“飲江海”一類

的句子，如（10）山東嘉祥宋山三號墓（“皆食大倉飲其江海”）、（11）山東蒼山嘉元年

畫像石（“就天倉飲江海”）、（15）江蘇泗洪縣曹廟鄉畫像石（“皆食大倉飲大湖”），

（17）山東臨沂市五里堡漢畫像石（“食於太倉飲於河梁之下”），（21）安徽宿縣禇蘭寶

光寺漢墓石祠畫像石也有“山林”、“湖澤”的詞句，表明了對於仙界的描述更加豐富多樣。

此外，表示飲食主體的“此上人馬”一句，有些材料中更爲詳細、具體，如（7）山東

曲阜徐家村畫像石題記爲“此蔵中車馬□□龍虵虎牛”，（15）江蘇泗洪縣曹廟鄉畫像石則

作“此人馬禽狩雞犬”，（17）山東臨沂市五里堡漢畫像石作“人馬［禽］守百鳥”，無論

是比较較簡單的“此上人馬”還是更爲復雜的説法，都表逹了一種“一人得道、雞犬昇天”

的思想。（7）山東曲阜徐家村畫像石題記作“此蔵中”，“蔵”卽“藏”，“此蔵中”意

卽爲此墓室中，（20）江蘇銅山縣大廟石祠碑文作“此□室中人馬皆食大倉”，“此□室”

或當爲“此石室”，其他的“此上”或“此内”，含義當與“此蔵中”或“此石室”相同，

因而所謂的“此上（内）人馬”，指的就是墓内壁畫或畫像石中所繪的供墓主人驅使的人或

動物，在墓主人死後都可以與其一同昇入仙界，於仙界的“大倉”、“江海”中飲食。立於

後漢時期的《仙人唐公房碑》碑文中有“於是逎以藥涂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

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倏然與之俱去”27，所表逹的是相同的思想，表明這一思想在

後漢時期相當流行。

相比之下，四川地區的文字則比較簡單，不僅没有與東部地域“此上人馬”相對應的句

子，也未見“江海”或“大湖”、“山林”等説法。然而雖然文字非常簡略，其所表逹出來

的思想，與東部地域則是相同的。前面提到的漢《仙人唐公房碑》，最初立於漢中城固，後

漢時期漢中與今四川同屬益州刺史部，屬於同一文化地域，文化特徵大體相同，故而這種

“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的思想同樣流行於四川地區，應無疑問，所以四川地區“食大倉”

材料與東部地域所反映的當是相同的宗教思想。但總地看來，東部地區在後漢早期就已有發

現，數量較多，分佈也比較廣泛，句式相對一致而又富有變化，而四川地區目前發現的數量

較少，文字也相當簡單，遠不及東部地區。因此可以推測，以山東爲中心的東部地區是“食

大倉”這一思想的發源地，四川地區當是受到了某種影響。史載五斗米道的創始者張陵爲沛

國人，沛國在今江蘇北部，正處於東部地區，《神仙傳》稱“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

間、已成道矣”28，至晚年方入蜀創教，四川地區發現的“食大倉”材料，或許與此有一定

的關係。

兩個地區的“食大倉”材料還存在一個差别。佐伯氏文中在對“食大倉”題記相對應的

壁畫或畫像石的畫面内容進行考察後，認爲“食大倉”語句與對應的畫面内容没有必然的聯

繋。佐伯氏所考察的 11處材料，按分佈地域及特徵來講，基本屬於東部地區，從目前的發

現來看，如果将考察的範圍限定爲東部地區，這一結論無疑是正確的。然而若將四川地區的

材料也加入考察的範圍，則祇能説“食大倉”語句與畫面内容無關僅是東部地區的特徵，四

川地區則與此不同。（24）成都畫像磚畫面中心爲一建築，建築的右上角有“大倉”二字，

左側文字爲“皆食此大倉”，這個“此”字表明所説的“大倉”卽是畫面中的建築。與此相

類，（25）大邑縣董場鄉畫像磚“盡食天倉”四字書於一座倉房建築的左側，（26）簡陽鬼

頭山畫像石棺的“大蒼”二字題於倉房的左上角。這表明四川地區發現的“食大倉”題記與

畫面是密切相關的，每一處材料的畫面中都有倉房式的建築，題記中的“大倉”卽是此建築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不同之處。前述《要修科儀戒律鈔》中所引“太眞科”語句：“十月一

日同集天師治、付天倉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飢民往來之乏、行來之人不装糧也”，説明

在五斗米道所設立的天師治處，存在着叫做“天倉”的建築。《典略》中載：“及魯自在漢

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敎使起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三國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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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張魯傳亦載：“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過多、鬼道輒病之”，其中所講的“義舍”當卽是此類建築。這一文獻記載表明，五斗米

道已經將“大倉”爲仙界的糧倉這一思想付諸了實踐，在天師治中建立了與天界相對應的

“大倉（天倉）”。《無上秘要》卷二十三載天師道二十四治“應天二十四炁、合二十八

宿”29，天師治中“天倉”的設立，正是這種天界與人間相對應的思想的反映。史料中所載

的“義舍”是張魯在漢中所立，但從“食大倉”題記材料的發現及上面的分析來看，或許此

類事物早在張魯占據漢中之前在五斗米道的某些治所中就已經存在了。初期道教組織興起於

後漢中晚期，其共同的特徵在於各自都表現出政治上的傾向性，由此導致了後漢末年的社會

動蕩。相比東部地域來説，四川地區戰亂相對較少，因而五斗米道得到了較多的發展，張魯

更是得以在漢中建立“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三國志》卷八張魯傳）的地方政權，

因而一些宗教思想得以在現實中施行，“食大倉”題記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史實。

此外，（6）内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和（30）陕西旬邑壁畫墓與以上兩個地區略有不同。

在這兩處材料中，“食大倉”題記都記於有糧倉的畫面中。其中内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一處

與“繁陽縣倉”的題記同在一個畫面中，而且題記具體地指明了當食大倉者爲“繁陽吏人

馬”、“上郡國都尉西河長史吏兵馬”及“護烏桓校尉幕府”等，這一特徵顯然表明題記與

畫面内容是相關的，與東部地區不同，而與四川地區比較相似。但從文字的表逹方式上看，

比較接近於東部地區的“此上人馬皆食大倉”的句式，同時就食者的主體也比較具體，又表

現出東部地區的一些特徵。所以這兩處材料或許不屬於前面述兩個區域中的任何一個，而是

單獨的一個區域。但由於目前的發現僅有這兩處，陕西旬邑的材料也未全面公佈，所以這一

問題留待於以後更多資料的發現與研究。

四 “食大倉”與早期道教存思法

如前所述，“大倉”卽是“天倉”，前引《太平經》中有關“天倉”的記載，表明“大

倉”、“天倉”是供給天界諸神飲食的。六朝時期道教的存思修煉方法相當流行，具有代表

性的經典有《黄庭經》、《老子中經》、《太上靈寶五符序》、《上清大洞眞經》等，“太

倉”一詞在這些經典也相當常見，並且是道教存思法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下面主要以

《老子中經》30爲例，對與“太倉”相關的存思法略作分析。

《老子中經》中所記述的存思法，是以人的身體的小宇宙對應於外部世界的大宇宙，存

想人體内部的神仙，逹到與大宇宙相對應的神仙相合而致長生不死的目的。其中一個非常重

要的方法，是對“眞人子丹”的存想。眞人子丹又稱元陽子丹、赤子，是道君之子，相對於

人體小宇宙來说，卽是修道者自身。第三十七章：“老君曰、萬道衆多、但存一念子丹耳。

一、道也。在紫房宫中者、膽也。子丹者、吾也。吾者、正己身也。道畢此矣”。第二十一

章中也説：“兆審欲得神仙、當知天地父母赤子處”，眞人子丹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老子中經》第十二章：

經曰、吾者、道之子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

玉床上、黄雲華蓋覆之、衣五綵珠衣。母在其右上、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教而

護之。故父曰陵陽字子明、母曰太陰字玄光玉女、己身爲元陽字子丹。眞人字仲黄

眞吾之師也。常教吾神仙長生之道、常侍吾左右、休舍太倉、在脾中與黄裳子共宿

衞吾、給事神所當得、主致行廚。故常思眞人子丹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食

黄精赤氣、飲服醴泉。元陽子丹長九分、思之令與己身等也。父母養之、乃得神仙。

這一章講述了存思眞人子丹的方法，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食黄精赤氣”，在《老子中

經》中多處都有提及。除上引第十二章外，如第十一章：“黄精赤氣填滿太倉中、赤子當胃

管中正南面坐、飲食黄精赤氣、卽飽矣。百病除去、萬災不干、兆常思存之、上爲眞人”。

49



赤子亦卽眞人子丹所處的胃，是聚集黄精赤氣的地方，第二十章：“胃爲太倉、三皇五帝之

廚府也。房心爲天子之宫、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故胃爲太倉、日月三道之所行也”，因而

胃中的黄精赤氣，不僅供給眞人子丹，同樣供給其他諸神。此處所提及的房、心均爲二十八

宿之一，故而此處的胃當也有胃宿之意，其中所講到的諸神，是互相對應的體内神及體外神

所以“太倉”也同樣具有兩種含義。在人身體内爲胃，體内諸神皆從胃得到飲食的供應，而

對應於外部宇宙，則卽爲胃宿，亦天界諸神的糧倉。故此章中又説：“故胃中神十二人諫議

大夫、名曰黄裳子、黄騰子、中黄子、主傅相太子、玄光玉女、主取金液审丹芝草玉液松脯

諸可飲食者”，又第四十七章：“胃者、太倉也、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中黄金釜金甑、玉

女小童主給使之、故呼曰黄裳子致行廚矣”，此正與第十二章所講的黄裳子“主致行廚”相

呼應。

存思眞人子丹，不僅是修道人本身可以得道成仙，也包括了其眷屬等人，第十二章：

“思之九年、乘雲去世、上謁道君。吾之從官、凡三萬六千神、舉吾宗族、皆得仙道、白日

昇天”，這同樣反映的是“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的思想。

由以上分析可知，《老子中經》中眞人子丹的存思過程中，“太倉”是一個相當關鍵的

概念，不僅可以滋養眞人子丹，使修道者自身修成仙道，獲得長生，同時也能使修道者之宗

族眷屬一起得道成仙，共同昇入仙界，並且大倉也是宇宙中供給諸神飲食的天倉，求道者在

得道昇入仙界之後，仍然要就太倉中飲食，這與前面所分析的“食大倉”題記所表逹的含義

完全一致，表明在“太倉”這一概念上，二者之間是有相當密切思想淵源的。

關於《老子中經》的年代，研究者們尚未有定論。荷蘭漢學家施舟人（Kristofer 

M.Schipper）以爲當成書於後漢時期31，近年中國有學者也持此説32，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

要》則認爲出於魏晉時期33，日本學者前田繁樹則認爲成書於 5世紀，但前田氏又指出經中

所講的存思法在成書之前可能已經存在了34。從現有的文獻記載看，這種可能性無疑是存在

的。《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

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十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内視令見之法、

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35

可知當時道教的存思之法已相當豐富。按《抱朴子内篇》的觀點，這些方法雖然有效，

“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關於“守一之道”：

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

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宫

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閒、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

（同書地真篇）

可見守一之法實質上也是一種存思法。葛洪生活的年代距漢末不過一百餘年，如此數量

的存思方法當不是短時間創造出來的，後漢時期應該已開始出現。根據文獻的記載，漢代已

經存在對於體内神的存想。《漢書》卷廿五郊祀志下谷永的上奏文中有“化色五倉”之術，

顔師古注：“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這

卽是一種以存思五臟神爲方法的長生辟穀之術。《太平經鈔》乙部“以樂卻災法”36：

夫人神乃生内、返遊於外、遊不以時、還爲身害。卽能追之以還、自治不敗也

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

上有藏象、下有十鄉、臥卽念以近懸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報二十四時氣、五行

神且來救助之、萬疾皆愈。

這是一種存思五臟神治療疾病的方法。又卷七十二“齋戒思神救死訣”：

天地自有神寶、悉自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興衰、爲天地使、以

成人民萬物也。……然欲候得其術、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爲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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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相應也。畫之爲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者蓋其外、相氣色次

之、微氣最居其内、使其領袖見之。先齋戒居閒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

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

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也。……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神、出爲四時五行神

精。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神、與人藏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四時兵

馬、可以拱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

相氣次之、微氣最居内、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焉。其先畫像於一面者

長二丈、五素上疎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戟、

西方这騎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騎神持鑲楯刀、中央之騎神持劍鼓。思之當先睹内神

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内神、覩之爲右此者、無形象之法也。……

此處對五臟神的存思法介紹得比較詳細，基本是以五行思想爲基礎，天地間的五行四時

之氣進入體内成爲五臟之神而進行觀想的方法，實質上也是一種體外大宇宙與體小宇宙相對

應的理論體系。《老子中經》也同樣基於陰陽五行的理論，以體外大宇宙與體内小宇宙的神

仙相對應，祇不過其神仙體系更爲龐大復雜，五臟神僅僅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部分，但卻是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爲《老子中經》以眞人子丹的存思法爲主，而眞人子丹卽代表了修身者

自身，人體内的五臟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其他衆多的體内神的存思都與體内的臟器密切

相關。又《老子中經》中的最高神“上上太一”及諸多的神仙名稱和官職等，都有相當濃厚

的漢代特色37。因此，《老子中經》中所載的存思方法，卽便不能確認後漢時期已經存在，

在略晚一些的魏晉時期至少有一部分已經出現，當無疑問，《老子中經》是這一類存思法的

系統化的總結。那麽，卽使《老子中經》成書較晚，其所載的存思方法在時代上可以與“食

大倉”題記的年代相銜接，則其思想的源頭由此上溯到後漢時期，應當没有問題。

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後漢時期的“食大倉”題記中的“大倉”，所指的並不是現實世界中由

政府所設立的太倉，而是位於仙境、供給神仙飲食的天倉，“大倉”的名稱，祇是對人間世

界太倉的借用。“食大倉”所要表逹的是不僅是墓主人自身死後昇入仙界、並且也希望其宗

族眷屬也一起昇入仙界，就天倉飲食的願望。“食大倉”題記發現的地域，也正是後漢時期

初期道教主要的産生地域，時代與地域上的吻合表現了其與初期道教密不可分的内在聯繋。

四川地區的發現，基本可以認定與五斗米道密切相關，東方地區是這一宗教思想的發源地，

早在太平道之前就有此類材料出現，應是更爲廣泛地流行於民間的初期道教思想的反映，而

未必就是太平道的遺存。

六朝時期流行的道教存思方法中，“太倉”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存思法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眞人子丹，與太倉這一概念密不可分。“太倉”不僅指人體内臟器中的胃，同時也是

位於神仙世界、供給諸神飲食的倉儲。這一概念的含義，與後漢時期發現的“食大倉”題記

所表逹的内容是一致的。雖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認爲在後漢時期就有了《老子中經》等

經典中所記載的道教存思方法，但毫無疑問“食大倉”題記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内涵是早期道

教存思法的思想源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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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考古發現的後漢時期“天帝使者”與“持節使者”

在後漢時期的一些墓葬中，發現有一種書寫於隨葬陶器（瓶或罐）上的文書，這類文書

學者們多稱其爲“鎭墓文”或“解除文”。另外，一部分鉛版或墓磚上的“買地券”類文書

在體例及内容上與鎭墓文非常接近，本文中統稱爲鎭墓文。鎭墓文多發現於以漢代長安、雒

陽地區爲中心的陝西關中及河南等地，其他如山西、安徽、江蘇等周邊地域也有發現。由於

鎭墓文在體例、内容等各方面與早期道教文獻關係密切，是反映上述地域處於成立階段的民

間初期道教活動狀况的重要材料，因而甫一發現便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注意，至今已有相當

數量的論著發表。

此外，漢代的墓室壁畫、畫像石、畫像磚等墓葬圖像中，有一種手持節杖的羽人或人物

形象的圖像，其所持的節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上端有三個圓形的表示節旄的突起。這

些持節形象姿態上有站立、跪伏、騎乘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般都與昇仙的主題有關。在

畫像石中發現有“持節使者”的題記，所指的卽是這類形象。有學者認爲這種持節使者圖像

卽是“天帝使者”1，而“天帝使者”在鎭墓文中也是相當常見的一個稱號。本章擬根據考

古發現的鎭墓文及墓葬圖像材料，從“天帝使者”及“持節使者”與各界神祇及死者靈魂之

間關係的角度，對二者進行考察並作簡單的對比。

一 鎭墓文中作爲發信者的“天帝使者”

多數的鎭墓文書具有大致相同的體例，内容多爲以“天帝”或“天帝使者”的口吻通告

地下世界的冥神，爲死者解謫除殃，及佑護死者在世的親族。這種通告的主體，有研究者稱

其爲“發信者”2。現在發現的鎭墓文材料中，發信者基本上可分爲“天帝”與“黄帝”、

“黄神”三個系列。“天帝”系列中可見“天帝”、“天帝白止”、“天帝使者”、“天帝

神師”、“天帝神師使者”等稱號，“黄帝”、“黄神”兩系列中可見的稱號有“黄帝”、

“黄（皇）帝使者”、“黄帝青鳥”及“黄神使者”、“黄神北斗”等，其中最爲常見的就

是“天帝使者”。“天帝”爲當時人們所信奉的最高神，應無疑問。至於“天帝使者”的身

份，學者們則有不同的見解。吳榮曾與張勳僚均認爲“天帝使者”並非神祇，而是人間的巫

覡或道士的自稱3。而林巳奈夫在討論沂南漢畫像石墓圖像時，分析了兩件具有基本相同圖

像的帶鈎的資料，其中一件有“天帝使者”銘文，指出“天帝使者”是一個頭戴弩、手足持

劍與手戟、足間有盾類似熊的神祇形象，四面有四神圍繞，處於世界的中央4。小南一郎在

研究中引用了這個結論，又舉河北望都漢墓出土的光和五年磚券文字“大□士謹爲劉氏之家

解除咎殃”中的“大□士”當作“大方士”，認爲天帝使者的職司是由人世的方士代爲施行

的5。池澤優則認爲“天帝使者”作爲神祇的名稱與施術者的自稱兩種可能均存在6。

“天帝使者”這一思想，始於前漢末年。《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載：“初、成帝時、

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暦包元太平十二經、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

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眞人赤精子”卽是天帝派往下界的使者。按“赤精子”的解釋，

《漢書》卷十一哀帝紀顔師古注引應劭語：“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而葛洪

《神仙傳》中則謂爲顓頊時老子化身。無論哪一種解釋，“赤精子”都不是凡人而是神仙，

因此從這一點上説，“天帝使者”首先是作爲一個神祇的稱號存在的。作爲神祇的“天帝使

者”當然不可能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其職司自然需要現實中的人來代爲施行。這些人或被稱

爲“巫覡”，或被稱爲“方士”，或被稱爲“道士”，也就是鎭墓儀式中的施術者。這些人

掌握有别人所不能的溝通天上、地下及人間世界的法術，就成爲“天帝使者”在人間世界的

代理者。如《太平經》卷五十生物方訣第七十一所説：“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

”7，久之“天帝使者”與施術者也就合而爲一，從而成爲巫覡或道士的自稱。《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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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術列傳：“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所記述的大概就是這

樣的人物。

因此，作爲鎭墓文中所出現的“天帝使者”這一稱號來説，當如池澤優所説，可能是鎭

墓儀式中施術者的自稱，也可能是神祇的名稱。不過多數的情况下，應當是施術者的自稱，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發現於河南洛陽史家灣漢墓的永壽二年（156年）鎭墓文8：

永壽二年五月□□□□巳、直。天帝使者旦□□□之家塡（鎭）寒暑□□□□

移大黄印章、迫佼四時五行、追逐天下、捕取五□豕之符、晝制日夜□□乘傳居署

趏度閡梁□堇攝録佰鬼名字、無合得桃（逃）亡、近留行遠。□生□溪山主濩致榮

□□□□旦女嬰、執火大夫燒汝骨、風伯雨師揚汝灰、没□□者、使汝築灰垣五百

□□戌其上、没戌其下、秦其□汝黄帝呈下、急□舟□□神玄武、其物主者慈石。

他□建□。

文中的“旦”當卽是施術者的名字，這就很明確地表明了施術者在儀式中自稱爲“天帝

使者”。所以儘管大部分的鎭墓文中並没有記載施術者的名字，多數情况下，“天帝使者”

應該都是屬於施術者的自稱，表明自己是在代行天帝使者的職責。但也有例外，如黑川古文

化研究所所藏的一件鉛券背面的光和七年（184年）鎭墓文9：

光和七年九月己酉朔、十三日甲申、直閉。天帝使者告河南雒陽土鄉土亭部社

伯都干、移仟亭佰□□徼、虞氏墓連得疾病、恐得冢墓爲言、今故齎錢六千與虞漢

威爲賣買行、自今以後不得相干錯、漢威景升萇、汝復錯蘇氏、自令罪重、今故齎

錢□乘、於伯頭爲信、千秋萬歲勿復相索、如天帝使者律令。

這篇鎭墓文的發信者仍然是“天帝使者”，需要注意的是結尾的一句：“如天帝使者律

令”。鎭墓文的體例模倣了當時官府文書的格式，多以“如律令”結束。“律令”原指政府

頒佈的各種法律條文及敕命等，代表了統治者的權威。鎭墓文中的“律令”則指的是天帝所

頒下的律令，一些鎭墓文中卽有此類文字，如羅振玉《遼居雜著丙編•古器物識小録•鎭墓

文》所著録劉伯平鉛券：

……乙亥朔、廿二日丙申、執。天帝下令移、前雒東鄉東邸里劉伯平薄命……

醫藥不能治、歲月重復、□與同時、魅鬼尸注、皆歸墓父大山君召……□□相念、

苦勿相思。生屬長安、死屬大山、生死異處、不得相防。須河水清、大山……有天

帝教如律令。

結尾處多了“有天帝教”的字樣，這裏的“教”當爲“教化”之意，表明律令是依天帝

教化所頒。而前舉光和七年鉛券則作“如天帝使者律令”，“天帝使者”出現在“天帝”的

位置，如若不是施術者書寫的失误，卽是將“天帝使者”與“天帝”看作了性質類似的存在

那麽此處出現的“天帝使者”所指的就不是施術者自身，而是施術者所代表的神祇的名號。

發信者中與“天帝使者”類似的稱號還有“天帝神師”和“天帝神師使者”，前者如河

南陝縣劉家渠出土的陽嘉四年（135年）唐氏鎭墓文10：

陽嘉四年戊子朔、廿一戊申。天帝神師臣□謹爲唐氏合家厭……律令。

後者見於中村不折所藏出土於陝西西安郊區的永和六年（141年）鎭墓文11：

永和六年、□□□子朔、廿一日壬申、直□。天帝神師使者为□□□之墳墓東

□□□□□□□□□□□墓□□墓伯、墓丞相、墓□史楮□□□□□所□者市曹主

人□□□、今日吉日、解五□□□殺、及與中央□□□□。天帝使者告□□□□墓

門亭長、主□□□□到烝召作行差□□□。

“天帝神師”與“天帝神師使者”稱法相近，當爲同義詞。而永和六年鎭墓文中“天帝

神師使者”與“天帝使者”同時出現，文意上均爲發信者，説明“天帝神師使者”與“天帝

使者”實際上所指相同，並無差别。則“天帝神師”與“天帝使者”或均是“天帝神師使者

”的略稱。前引《太平經》中“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的文字，可爲這一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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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佐證。陽嘉四年唐氏鎭墓文“天帝神師臣”後面一字雖已不可辨讀，但與前舉永壽二年鎭

墓文“天帝使者旦”的寫法類同，應當也是施術者的名字，表明此處的“天帝神師”也是施

術者自稱。此外還有一些發信者爲“天帝”的鎭墓文，當然不是施術者自稱爲“天帝”，而

是施術者表明自己是代天帝下令，其中隠含了自己卽是“天帝使者”的意思。

總而言之，“天帝使者”最初應該代表了一種天上的神祇，是由天帝派遣到人間行使某

種職責的使者，而事實上人間並不存在眞正的“天帝使者”，祇能是掌握各種法術的道人的

自稱。

天帝使者作爲鎭墓文中的發信者，其發信的對象亦卽受信者，一般情况下是地下冥界的

諸神。如山西出土的熹平二年（173年）張叔敬鎭墓文12：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酉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張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

墓右、中央墓主、塚丞、塚令、主塚司令、魏門亭長、塚中游徼等、敢告移丘丞、

墓伯、地下二千石、東塚侯、西塚伯、地下擊犆卿、耗里伍長等。今日吉良、非用

他故、但以死人張叔敬、薄命蚤死、當来下歸丘墓。黄神生五嶽、主生人録、召魂

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築高臺、死人歸深自埋。眉鬚以落、下爲土灰。今故上復除

之藥、欲後世無有死者。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鉛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

死人持給地下賦。立制牡厲、辟除土咎、欲令禍央不行。傳到、約勒地吏、勿復煩

擾張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這篇鎭墓文中列舉了諸多的冥神稱號，使用了“告”與“敢告移”兩種不同的用語。這

與前面提及的“如律令”一样，也是仿照了官府文書的文體，體現了受信對象層次上的不同

“告”指將天帝的命令直接下逹給“三丘”、“五墓”、“墓左”、“墓右”等守護張氏墓

地的神祇，而“移”則是将天帝的命令間接地傳逹給“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

等地下冥神，從地位上來説，後者的地位要更高一些。但也有數量不少的例外，如中村不折

所藏西安市郊出土的永壽二年（156年）鎭墓文13：

永寿二年二月己未朔、廾七日乙酉，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今

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時重復、年命與家中生人相拘。籍到復其年命、削重復

之文、解拘伍之籍。死生異簿、千秋萬歲、不得復相求索。急急如律令。

這篇鎭墓文中對於“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也使用了“告”字，可見這

一點在鎭墓文中並不是很嚴格。

鎭墓文中地下冥神是最主要的發信對象，對於死者靈魂的解謫除咎、誡令死者不要驚擾

生人並佑護在世的親人等事情，是由這些冥神來完成的。在這種情况下，天帝使者本身與死

者的靈魂没有直接的交涉。但也有少数的例子，是由使者直接下令給死者的靈魂的，如前引

河南洛陽史家灣汉墓出土的永壽二年鎭墓文中“執火大夫燒汝骨、風伯雨師揚汝灰”等文字

中的“汝”字所指卽是死者，表明此是使者對死者靈魂直接下逹命令，而不是通過地下管理

死者靈魂的冥神去執行，類似的例子還見於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出土的一件“符籙木片

”14：

乙巳日、死者鬼名爲天光、天帝神師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卽去、南山

□□令來食汝。急如律令。

“天帝神師”已如前述，與“天帝使者”身份相同。在這兩個例子中，“天帝使者（神師）

”與死者的靈魂是直接交涉的，從文義上看屬於對惡靈的警告，或許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應用

場合。

綜合起來，“天帝使者”及施術者與天上、人間、地下三界的關係大致可以這樣描述：

施術者受到死者在世親人的委託，以“天帝使者”的身份嚮地下世界的冥神頒佈天帝的詔令

告知地下管理死者靈魂的神祇免去死者在地下的罪責與勞役，約束死者不得驚擾生人，並疪

護世間死者的親人世代富貴、子孫昌盛。祇有在極少的情况下（受信者爲惡靈），“天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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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纔會與死者靈魂發生直接關係，文字内容上多有警告的含義。

前面曾提及鎭墓文中的發信者，除“天帝”、“天帝使者”等稱呼外，還有“黄帝”、

“黄神”等名稱。關於“天帝”、“黄帝”、“黄神”這幾者之間的關係，學者們多有論及

但尚未有定論。江優子的論文中對主要的論點作了歸納並分析了其出土的地域，認爲不同的

稱法間存在地域上的差别15。總地來説，“天帝”及“天帝使者”等稱法在鎭墓文分佈區域

内各地都有發現，地域性並不明顯，而“黄帝”一系的稱法主要見於河南地區，“黄神”一

系的稱法則見於長安以西的寶雞地區。張勳僚對鎭墓陶器的器形分析也表明，在鎭墓文分佈

的地域内，以河南爲代表的東部地區與以關中爲代表的西部地區在器形上是不同的，前者以

罐形陶器（張氏所劃分之 B型）爲主，而後者以瓶形陶器（張氏所劃分之 D型）爲主16。“

天帝使者”是相對於“天帝”的，與此相對應地，也有相對於“黄帝”的“黄（皇）帝使者

”，表明二者具有相似的身份及職司。前舉洛陽史家灣汉墓出土的永壽二年鎭墓文中有“移

大黄印章”的文字，此處的“大黄印章”或卽是“黄神越章”。迄今爲止“黄神越章”在河

南、陝西均有發現，與“天帝使者”的分佈一樣，没有明顯的地域性，並且鎭墓文中也有“

天帝使者”使用“黄神越章”的例子,如中村不折所藏鎭墓文17：

天帝使者、黄神越章、爲天解讎、爲地除央、主爲張氏家鎭利害宅、襄四方諸凶央。奉

勝神藥、主辟不詳（祥）、百禍皆自肖亡、張氏之家大富昌。如律令。

又、前述史家灣漢墓出土的永壽二年鎭墓文中，發信者爲“天帝使者”，而結尾處也有

“黄帝”的字樣。這説明“天帝”與“黄神”或“黄帝”之間雖然存在差異，但界限並不明

顯。鎭墓文的時代從後漢初年一直延續到後漢末期，且有着比較固定的體例，表明這一葬儀

術法在民間應該存在着一種使之傳承延續的方式。這種方式最初可能是師徒授受的形式，後

期或許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地域性組織，是初期道教民間教團組織的雛形。地域上分佈的不同

導致的一些差異，形成的原因可能卽是由於來自不同地域教團組織的傳承，而前面提到的界

限的模糊性，又表明了不同組織之間存在的交流。

二 漢代墓葬圖像中的“持節使者”

漢墓中發現的持節使者像，從持節者的服飾上大致可分爲羽人像和戴冠著袍的人物形像

羽人是人與鳥的組合，基本特徵爲肩生兩翼、兩腿生羽。《論衡•無形》：“圖仙人之形、

體生毛、肩變爲翼、行於雲”，正是羽人形象的生動描述。兩漢時期墓室圖像中的羽人，按

圖像表現大致可分爲跽坐、持節、騎乘、飛翔等不同種類。目前考古發現的持節羽人時代較

早的代表性的例子是河南洛陽卜千秋墓發現的“昇仙圖”中的持節羽人形象 18。該墓由主墓

室與兩側的耳室組成的中型磚室墓，“昇仙圖”位於墓葬主墓室的頂部。圖中持節使者位於

隊列的前方，與龍、虎等瑞獸引導着墓主人夫婦。持節者爲羽人形象，肩生雙翼，袒腹，腰

下有羽衣裝飾，兩腿前後分立，雙手持節站立（圖 5－1，a）。畫面兩端有日、月像，畫面

中人物、瑞獸間飾以雲氣紋，表明處於仙境之中，整幅畫面的以“昇仙”爲主題，持節羽人

是引導昇仙的使者。

除了卜千秋墓壁畫中引導昇仙的持節羽人形象外，漢代墓葬畫像中還有一些持節人像也

具有同樣的含義。四川南溪縣長順坡出土的一幅刻劃在石棺一側的畫像中，西王母位於最左

側，端坐於龍虎座上，旁邊立一侍者。侍者右面爲一半開的門，門中一人探身嚮外張望。門

前跪有一持節人像，其身後有瑞獸、鳳鳥，畫像最右側爲相對站立的二人，身側各立一侍者
19（圖 5－1，c）。對於這幅畫像的解釋，高文認爲是“養老圖”20，這一觀點已有學者提出

了異議21。按漢代畫像中的“養老圖”中標志性的圖像爲手持鳩杖的老者，如山東沂南漢墓

中室西壁南側的畫像，左側站立的老者身後架上豎立的鳩杖22及成都曾家包漢墓中的“養老

圖”，右側坐姿的老者所持的鳩杖23，都有很明顯的鳥形杖首（圖 5－2，a、b）。然而細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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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縣長順坡石棺畫像，實爲上端有三個突起的節杖而非鳩杖，因此這幅畫像的含義當如張

勳僚所説，爲引導昇仙的畫面。山西離石縣馬茂荘後漢晚期墓前室東壁的右側畫像，表現的

也是昇仙的場景24。畫面分左右兩格。左格較窄爲雲氣紋裝飾，説明處於天上仙境。右格上

半是昇仙的隊伍，有兩輛多頭神獸駕挽的雲車，各有二名騎天馬持幡的導騎，兩車的中間，

有一騎天馬持節杖的人物，卽是引導昇天的使者（圖 5－2，c）。一般來説，引導昇仙的畫

面中，持節的使者應該處於隊列的前方，這裏可能因爲是縱嚮的畫面，所以在構圖上有所變

化。

圖 5－1 

a.河南洛陽卜千秋墓壁畫（摹本） b.江蘇徐州雎寧九女墩畫像石（拓本）

c.四川南溪縣長順坡畫像石棺（拓本）

另一個持節羽人的例子見於徐州雎寧九女墩出土的後漢時期的畫像石。畫面左側爲一羽

人，其右爲一連枝燈。右面爲持節羽人及瑞獸、仙草等。持節羽人肩生羽翼，單腿跪地，斜

擁節杖，一手執芝草前伸25（圖 5－1，b）。這幅畫像中的持節羽人像與卜千秋墓中的持節

羽人形象所表現的內容有所不同，九女墩畫像中的持節羽人表現的應當是乞討仙藥的情景。

四川長寧縣古河鄉出土的長寧二號畫像石棺一側，也發現有持節人物圖像。畫像可分左右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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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a.山東沂南北寨漢墓畫像（拓本） b.四川成都曾家包漢墓畫像磚（拓本）

c.山西離石縣馬茂荘漢墓畫像（拓本）

部分，右邊部分爲兩株交纏在一起的連理樹，樹下兩人爲賓客迎謁狀。左邊部分左側爲一“

懸圃”，上有二羽人對弈。“懸圃”右爲瑞獸、羽人、猴和持節人像。右邊相對站立二人，

手執靈芝仙草。持節人像面嚮“懸圃”躬身而立，一手前伸26（圖 5－3，a）。這幅畫像中

雖然没有西王母，但羽人對弈在四川地區以表現西王母仙境爲主題的畫像中經常出現，所以

畫面的場景也應是天上仙界，畫面情節與上述徐州雎寧九女墩畫像類似，表現的主題可能也

是乞求仙藥。四川的漢代畫像中，還發現一類跪拜於西王母前的持節人像。如四川新都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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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王母畫像磚，西王母位於畫面正中偏上，端坐於龍虎座上。西王母的兩側分別爲鳳鳥與

九尾狐。西王母面前爲宴飲場面，畫面的右下角有一人物，高冠博袍，斜擁節杖，手中執物

拱手面向西王母跪坐27（圖 5－3，b）。四川大邑縣董場鄉出土的西王母畫像磚內容與此相

似，畫面上部中央爲端坐於龍虎座的西王母，兩側爲肩生雙翼的侍者，手中分別持靈芝和嘉

禾。西王母面前有一高冠博袍的人物，手持節杖，一手伸向旁邊的蟾蜍28（圖 5－3，c）。

董場鄉畫像磚的年代爲三國時期29，當是漢代文化傳統的延續。張勳僚的研究認爲，大邑縣

董場鄉畫像磚所表現的也是昇仙情景，圖中的持節人物與上述南溪縣長順坡石棺畫像中的持

節人物一樣，都是接引昇仙的使者30。但前述的昇仙畫面中，昇仙者位於畫面中比較顯著的

位置，在持節使者的引導下走嚮仙界。而無論是新都畫像磚或大邑縣董場鄉畫像磚，畫面整

體表現的是西王母所在的仙境，位於畫面正中偏上的西王母明顯是畫面的中心，而看不到昇

仙者，這與昇仙的場景是有區別的。因此我們認爲，這兩幅畫像所表現的是西王母仙境中持

節者嚮西王母乞求仙藥的情景，與前述徐州雎寧九女墩畫像石的主題相類。浙江海寧縣後漢

畫像石墓中的一幅畫像，與上述情景類似而又略有區別。圖中持節人像戴冠，着寛袖大袍，

坐姿，右手執節杖，左手前伸，其身前有一人跪拜於地31。與前面持節者嚮西王母乞求仙藥

不同，這幅畫像描述的應該是持節的使者嚮求仙者賜與仙藥的場景。

圖 5－3 

a.四川長寧縣長寧二號畫像石棺畫像（拓本）

b.四川新都畫像磚（拓本）c.四川大邑縣董場鄉三國墓畫像磚（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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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a.四川樂山麻濠 1號崖墓“持節方士”像（摹本）（採自唐長壽《樂山崖墓和彭山崖墓》）

b.四川瀘州大驛壩石棺畫像（拓本）c.河南南陽出土畫像石（拓本）

d.陝西綏德四十里鋪漢墓畫像（拓本）

漢代墓葬畫像中還發現有一些持節人像，或許也與長生昇仙的思想有關。四川樂山麻濠

1號崖墓中有一個“持節方士”的形象32，立姿，高冠博袍，一手持節杖，另一手握一袋狀

物，置於胸前（圖 5－4，a）。麻濠 1號崖墓因其後漢時期的佛像而爲人們所熟知，信立祥

認爲此像是佛教僧侶33。四川瀘州大驛壩出土的七號石棺的一側，繪有站立的持節人像，一

手執節杖，另一手置胸前，面前置一大鼎34（圖 5－4，b）。有學者認爲畫像表現的是道士

煉丹的主題，頭部有類似佛像的頭光，可能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35。這幅畫像人物姿態及服

飾與麻濠 1號崖墓的持節人物比較接近，兩幅圖像表現的可能是相同的主題。從其高冠博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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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飾來看，與前述新都、大邑縣董場鄉畫像磚中的持節人物相似，應當還是屬於與初期道

教有關的圖像。四川地區是漢代五斗米道的重要發祥地，同時也是漢代佛教圖像發現較多的

地區。但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四川地區佛教的傳播情況尚不清楚，佛教在當時被人們認爲是

神仙方術的一種，因此佛教圖像的出現更有可能與當地道教的産生與流行有關 36。瀘州大驛

壩石棺畫像，有學者認爲畫像描述的場景與“武帝得鼎”的故事相似 37。“武帝得鼎”的記

載見於《史記•孝武本紀》：“（元鼎元年）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

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毋欵識”。依此記載，則圖中持節人物當爲“

巫錦”。若是如此，這幅畫像也仍然與初期道教信仰有關。初期道教的來源雑而多端，民間

流傳的巫術也是其中之一。“巫錦”被追求長生昇仙的道士當作了神仙人物，這種可能性也

是存在的。

此外，漢代畫像中還有一些持節人像，據目前的資料看來，應當沒有特別的宗教含義，

屬於世俗題材的畫像內容。例如發現於南陽市區的一幅畫像石，畫面內容可分爲三部分，左

面爲施笞圖，受刑者匍匐於地，施刑者一手揚箠，一手握劍，跨步上前施刑。中間一人持節

嚮另一人施禮拜謁，後有一衞士執戟恭立。右面爲“二桃殺三士”故事38（圖 5－4，c）。

類似的拜謁場景在湖北省姚家港後漢墓出土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39。再如陝西綏德四十里

鋪墓門右立柱畫像，由上而下第三組人物中一人坐姿，擁節籠袖前視，另一人持扇侍立一旁
40（圖 5－4，d）。這類圖像表現的都是世俗生活中的場景，看不到宗教方面的含義，都應

該是單純的世俗生活題材，此處不作討論。

漢代的羽人，實際卽是仙人，前引《論衡》中的文字已説明了這一點。此外，漢代畫像

石題記也爲此提供了證據。四川簡陽鬼頭山畫像石棺羽人博弈圖及羽人騎鹿圖上有“先人博

”、“先人騎”的題記41，“先人”卽“仙人”，亦卽畫像中的羽人。山東蒼山縣元嘉元年

畫像石墓的題記也同樣説明了羽人卽是仙人。羽人是生活在仙界中的，因此持節羽人像可以

看作是從仙界降臨到人間的使者。另外的持節人像，多數高冠博袍，與世間人物形象相類似

表明這些持節的使者是由生活於人世間的人物擔任的，可稱其爲“持節道人”像。無論是引

導昇仙，還是乞求仙藥，都是爲了滿足人世間的求仙者亦卽墓主人追求長生不死、昇入仙界

的願望。持節羽人（仙人）與持節道人所起到的作用有一個相同之處，就是往來於仙界與人

世之間，負責求仙者與仙界的溝通，因而他們的身份是相同的，都可以稱爲“持節使者”。

三 “天帝使者”與“持節使者”的比較

從鎭墓文的内容來看，天帝使者主要是代表天帝嚮地下冥神發佈命令，由作爲地下管理

者的衆多冥神來解除死者靈魂應受的責罰與勞役，並將人間與地下世界隔絶開來，防止死者

可能對在世的親人帶來的危害。在多數的情况下，天帝使者與死者的靈魂没有直接的聯繋，

所有的事情都是通過地下冥神來完成的，僅僅在死者成爲“惡靈”的極少数的情况下，天帝

使者纔會以一種警告的語氣直接與死者靈魂交涉。持節使者的職責或爲死者嚮西王母乞求仙

藥，或是直接守護、引導死者靈魂昇入西王母仙境，二者最終的目的都是長生不死。在這個

過程中，持節使者是直接與死者靈魂發生關係的。這一點與天帝使者不同。另一個不同點是

天帝使者作爲代表“天帝”的代表來頒佈命令的，而從目前的材料看，持節死者引導死者昇

入的均爲西王母仙境，也就是説，這兩種使者的身份所對應的上級神祇是不同的。我們可以

用下面的示意圖來表現二者之間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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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天帝使者”與“持節使者”對比

持節使者對死者靈魂基本上是一種守護性質，乞求仙藥、引導昇仙均是出自一種良好的

意願，是以死者昇入西王母仙境，最終逹到長生不死的目的，其基本思想爲昇仙長生，並不

涉及死者與生人之間的關係。當然墓葬本身就是一個與生前世界相隔絶的空間，同樣也表逹

出一種陰陽異途的觀念，但並没有象鎭墓文書那樣明確地表示出來。天帝使者最主要的目的

就在於隔絶死者對生者的干擾與侵害，爲死者解謫除咎也是基於這一出發點，所以表現出很

明確隔絶陰陽兩途的思想。另外，鎭墓文中並没有出現希望死者長久存在的内容，其中雖然

也可以看到“壽如金石”、“千秋萬歲”的字樣，但卻不是相對於死者的。如陝西户縣朱家

堡陽嘉二年（133年）鎭墓文42：

陽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日甲戌、徐（除）。天帝使者謹爲曹伯魯之家移央去

咎、遠之千里。咎□大桃不得留、□□至之鬼所徐（除）□□。生人得九、死人得

五。生死異路、相去萬里。從今以長保孫子、壽如金石終无凶。何以爲信、神藥厭

塡（鎭）、封黄神地章之印如律令。

文中的“壽如金石”是對於死者人世的親族來説的。“千秋萬歲”的例子如前舉中村不

折所藏永壽二年鎭墓文中“死生異簿、千秋萬歲、不得復相求索”的句子，所指的是陰陽相

隔的效用一直持續“千秋萬岁”。上述例子均看不到希望死者長久存在的目的。不過，按照

小南一郎的研究，鎭墓的喪葬儀式是爲了使死者的靈魂更快地融入“祖靈”的世界，從而纔

能更好地佑護在世的親人子孫43，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永久存在的方式，與引導死者昇入仙境

具有類似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説，二者最終的歸宿是相似的。

前面曾分析了天帝使者具有天上神祇及人間施術者卽道人兩種可能的身份，而持節羽人

（仙人）與持節道人兩種不同的形象，也是二者比較相似的一點。持節仙人（羽人）與作爲

神祇的天帝使者一樣，在現實世界中也是不存在的，祇能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中。持節道人的

形象，也同樣反映了初期道教成立階段民間教團組織的活動狀况。

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材料看，鎭墓文的分佈具有地域性，而持節使者分佈的範圍比較廣泛

可能更具有普遍性。但其中持節道人形象多見於四川地區，或許與該地區後漢晚期五斗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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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有一定的關係，也是一種地域性特徵的表現。

餘論

除去考古發現的“使者”圖像或文字材料，文獻中也有後漢時期一些人自稱爲“使者”

的記載。如發生於漢安帝永初三年到永初四年（109～110年）的海賊張伯路叛亂，據《後

漢書》卷三十八法雄傳：

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

殺二千石令長。……明年、伯路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

吏。轉入高唐、燒官寺、出繋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

印綬、黨衆浸盛。

又後來黄巾軍的南陽首領張曼成也稱“神上使”（《後漢書》卷七十一朱儁傳）。也有

一些自稱爲“黄帝”的，如《後漢書》卷六順帝紀所載：

（永熹元年）春正月、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三月、九江賊馬勉稱

黄帝。

這些包括黄巾軍在内的具有宗教性質的叛亂在文獻中多以“妖巫”、“妖賊”稱之。後

漢年間，“妖巫”、“妖賊”的叛亂多有發生，事實上所謂的“妖巫”、“妖賊”卽是初期

道教性質的民間教團組織，其教團組織的産生及政治上的傾嚮性具有前後相繼承的關係 44。

這些“妖巫”、“妖賊”多出現在後漢帝國雒陽以東的東部地域，與鎭墓文的分佈區域有所

重合。東部地域“使者”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傾嚮，與東部地域民間教團組織的政治性是一

致的，應當是東部地域初期道教教團的一個突出的特徵。關中地區也出現過“妖巫”、“妖

賊”一類的組織，如裴優、駱曜等，其中裴優也自稱“皇帝”45，但數量及規模都不及東方。

鎭墓文中也有“使者”、“黄帝”等作爲發信者的稱號，就身份來説，作爲鎭墓文中的

“天帝使者”、“黄帝”等與叛亂首領所稱的“使者”、“黄帝”，都代表了某個宗教性團

體的首領人物，但就其宗教内涵來看，卻有相當大的差别。“妖巫”、“妖賊”等叛亂者所

稱的“使者”，儘管與前引《漢書》李尋傳中所提出的“使者”概念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

但卻繼承了其以救世爲目的的政治性。而鎭墓文中的“天帝使者”等發信者，更多地是一個

施術者的身份，不具備政治方面的含義。

当然，鎭墓文僅僅是喪葬儀式遺留下來的文書，並不能全面地反映當時民間初期道教的

情况。從有紀年的鎭墓文發現的情况來看，鎭墓文發現最多的是在順帝、桓帝时期，亦卽文

獻所載“妖賊大起”的時期，可知鎭墓文的流行與文獻所載“妖巫”、“妖賊”是有一定聯

繋的，具有類似的性質，但與東部地區的“妖巫”、“妖賊”及同地域的裴優、駱曜相比，

政治性並不明顯，所以黄巾之亂後鎭墓文的發現雖有所减少卻並未絶跡，魏晉時期河西地區

鎭墓文以及南方六朝買地券等墓葬文書的流行，表明這類組織也受到了一些影響而嚮周邊地

區遷移，但並没有象太平道那樣遭到官方的明令禁止而徹底消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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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魂瓶“持節仙人”考
－鎭墓文守護思想在江南的延續     

魂瓶，又稱堆塑罐、榖倉罐等，日本的學者則多稱其爲神亭壺，是一種由後漢晚期的五

聯罐發展而來、三國至西晉時流行於長江下游地區的特點鮮明的器物。魂瓶不是一種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青瓷器，而是隨葬於當時較高規格的墓葬中的一種具有特殊宗教用途的隨葬品。

這種器物從開始發現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諸多的研究者對其形制變化及其上面堆塑的神

佛人物、飛鳥瑞獸、樓閣建築等各種形象進行分析，進而探討其功用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宗教

含義。特別是出現在魂瓶上的佛教圖像，更成爲關注的焦點之一。魂瓶上出現的各種神佛人

物形象中，有一種“持節仙人”的形象，或許是因爲數量較少的緣故，研究者們對其尚未有

太多的關注。這種圖像本身是漢代“持節使者”像的延續，其所反映的宗教思想也與後漢時

期的初期道教思想有關。本文擬對這一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一 魂瓶“持節仙人”圖像溯源

由於條件所限，筆者尚沒有機會親身觀摩所有出土的魂瓶，所以祇能借助於發表的文字

圖録資料或學者研究論文中的描述，來對魂瓶上的“持節仙人”像進行考察。其中所受助益

最多的是《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録》（以下簡稱《圖録》）１與仝濤氏的博士論文《長

江下游地區漢晉五聯罐和魂瓶的考古學綜合研究》（以下簡稱仝文）２。但魂瓶是一種造型

相當復雜的器物，發表資料中的文字描述及圖片資料很難面面俱到，這對於“持節仙人”圖

像的判讀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就目前的資料看，能夠確定的“持節仙人”圖像數量不多，僅

有以下6件。

（1）南京趙史崗 7號墓出土，施釉紅陶器３。上部有雙闕、重檐屋門，檐上有飛鳥，雙

闕兩側各排列 6名拱手坐俑，最高瓶口處有圓形蓋。下面器身腹部貼塑有鋪首、佛像、麒麟、

鳳凰與持節仙人。該墓同時出土有吳鳳凰二年（273年）的地券。（圖 5－6，a）

（2）南京西崗西晉早期墓出土，青瓷器４。上部爲三層樓閣，五個罐口部均有四角攢尖

頂蓋，並圍繞衆多飛鳥，有重檐屋門及雙闕。雙闕左右兩面塑有樂舞的胡人及走獸。下部罐

腹貼塑佛像、獅子、持節仙人、朱雀、辟邪、麒麟等。時代爲西晉早期。（圖 5－6，b）

（3）安徽省淮陰市境內出土，青瓷器５。上部可分爲三層。最上層是罐口上的重檐廡殿

頂方亭蓋，四亭柱爲坐熊。中層爲方形庭院，四面開門，各有廡殿頂門廊，四角建屋。下層

四面開門，設廡殿頂門廊，前門外兩側立雙闕。後門兩側塑胡人吹奏。下部罐肩、腹貼塑獸

頭、持節仙人、騎獸仙人等。時代爲西晉。（圖 5－6，c）

（4）浙江省紹興縣境內出土，青瓷器６。上部分二層，上層爲一方形廡殿頂重檐樓閣，

樓外有胡俑，四隅置四小罐，小罐上覆廡殿頂。下層四門開門，各置廡殿頂門廊，四隅置闕

並塑跽坐俑。下部罐腹貼塑持節仙人、伎樂和佛像。時代爲西晉。（圖 5－6，d）

（5）浙江諸暨縣晉墓出土，青瓷器７。上部有四角攢尖頂，四角樓及雙闕，下部貼塑有

鳳凰、仙人騎龍、持節仙人。時代爲西晉。（圖 5－6，e）

（6）江蘇吳縣獅子山晉墓出土，青瓷器８。上部分三層，上層為覆在罐口上的四角攢尖

頂，中層爲置於“玄武”上的四角樓，下層爲重檐屋門、雙闕、龜趺碑。堆塑有飛鳥、仙人

拱手坐俑等。下部貼塑有鋪首、天祿、仙人騎獸、佛像、持節仙人等。時代爲西晉中期。

（圖 5－6，f）

魂瓶發現的主要區域在漢代屬於揚州刺史部的吳郡、丹陽郡及會稽郡的北部，也是三國

時期吳的中心地域，上述幾件器物也出自這一地區。從時代上看，祇有南京趙史崗出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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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確定的年代，爲三國吳的晚期，總地看來，這幾件器物的年代從吳晚期到西晉時期，與

魂瓶流行的年代相當。也就是説，有“持節仙人”形象的魂瓶在魂瓶流行的主要地域及各個

時期都有發現，並不局限於某個區域或某一段時間。這一點説明了此類魂瓶所反映出的問題

不是一種個別存在的特殊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圖 5－6 魂瓶“持節仙人”圖

a.南京趙史崗 b.南京西崗 c.安徽淮陰 d.浙江紹興 e.浙江諸暨 f.江蘇吳縣獅子山

儘管發表的圖片質量給辨認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仍然可以看出，這些器物上的“持節

仙人”形象是相同的。這些貼塑的“持節仙人”形象均位於魂瓶的腹部，側身立姿，雙腿前

後略開，雙手執節杖，節杖上端有三個圓形突起狀的物體，應卽是節旄。關於人物的服飾，

或者是由於製作比較簡單，或者因發表的圖片較小，很難分辨。但在《中國の博物館》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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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南京博物院》一書中發表了前述南京趙史崗（書中作趙子崗）出土釉陶魂瓶的較大幅面

的彩色圖版９，從圖中可以看到，持節人物的腰部垂下三片三角形衣飾，上面刻劃有縱向的

細線。這種形象，與漢代墓室圖像中相當流行的羽人形象非常接近。1983年南京雨花臺區

長崗村六朝墓地 5號墓出土了一件青瓷釉下彩繪盤口壺，帶有鳥形鈕蓋，從器蓋到整個器身

均有黑褐色彩繪。其中壺的腹部貼塑有四個鋪首與兩尊佛像，其餘部分繪有兩排持節羽人，

上排 11人，下排 10人，羽人間爲仙草和雲氣紋飾。持節的羽人側身站立，兩腿前後略分開，

雙手持節杖，節杖上端有三個圓形突起，後背與腿部有細綫繪成的嚮後展開的羽毛狀紋樣１０，

圖像樣式與前述南京趙史崗魂瓶上的“持節仙人”非常接近（圖 5－7，a）。這座墓葬的時

代爲吳末至晉初，也與南京趙史崗出土魂瓶的 7號墓年代相當，兩件器物腹部也均貼塑有佛

像。對比這兩件器物可以確定，趙史崗魂瓶上的“持節仙人”形象，與這件彩繪盤口壺上所

繪的圖像一樣，都是羽人的形象，所不同的是一爲貼塑，一爲彩繪而已。由此我們可以推想

其他魂瓶上的“持節仙人”應當也都是同樣的羽人形象。此外，浙江嵊縣大塘嶺發現的東吳

太平二年（257年）墓的墓磚上模印有一人像，腰部以下嚮後伸出有羽狀飾物，似爲羽人形

象，立姿兩足前後開立，雙手持長杖形物１１（圖 5－7，b）。因爲模印製作比較簡單的緣故，

圖像的一些細節不夠清晰，但從整體上看，應當也是與上述相類似的持節羽人形象。該墓年

代略早於鳳凰二年的魂瓶，這一發現也表明當時這一類持節羽人像是比較流行的。

魂瓶上出現的持節羽人形象，可以追溯到漢代的墓葬圖像。本章前文曾介紹了漢代所發

現的持節羽人圖像，從魂瓶上的持節羽人的姿態、服飾來看，最爲相似的是洛陽卜千秋壁畫

墓所發現的持節羽人圖像，當卽是魂瓶上此類圖像的源頭。但卜千秋壁畫墓的時代爲前漢後

期，與魂瓶的時代相去較遠。上述東吳太平二年墓磚上的模印持節羽人形象，與魂瓶上的貼

塑持節羽人像時代過於接近，基本上可視爲同一時期的圖像，因此二者之間算不上是前後繼

承的關係。再早一些的如前文所介紹的徐州雎寧九女墩的圖像雖爲持節羽人，但姿勢不同，

浙江海寧畫像石上賜與仙藥的持節道士圖像，服飾與人物姿態也有差異，這兩處的材料也不

是魂瓶持節羽人像的直接來源。所以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卜千秋墓與魂瓶持節羽人之間傳承

的軌跡目前尚不夠清晰，時代與地域方面都有很大的缺環，這一點有待於今後更多的考古發

現。

圖 5－7 其他器物上的持節羽人

a.南京雨花臺長崗村出土青瓷器彩繪持節羽人圖像

b.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太平二年墓磚模印持節羽人圖像（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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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魂瓶“持節仙人”的宗教含義

魂瓶上堆塑有各種建築樓閣、神仙人物、飛鳥瑞獸等形象，建築樓閣的入口處通常立有

雙闕。這種由樓閣、雙闕及各種神仙人物構成的圖像組合，與四川地區漢代的西王母及“天

門”圖像表現了類似的主題１２。四川地區的“天門”圖像，其基本的圖像特徵是以雙闕爲代

表的“天門”及“天門”內的西王母像。“天門”是仙界的入口，以西王母像爲中心的仙境

則代表了墓主靈魂通過“天門”昇入仙界後所見到的仙界情景１３。實際上，這種以雙闕、西

王母仙界爲基本特徵的昇仙圖並不僅見於四川地區，在各地發現的漢代畫像石資料中都可以

看到。與發現魂瓶的江南地區地域上比較接近的魯南蘇北和河南的南陽地區，至遲在前漢晚

期到王莽時期的墓葬畫像中這一主題就已經出現了１４。

但是魂瓶上的昇仙圖像組合與漢代已經有所不同。漢代的昇仙圖像中的仙界是以西王母

爲中心來構造的，墓主人靈魂昇入的仙界，是位於昆侖山的西王母仙境。無論是東方的魯南

蘇北地區、南陽地區，還是位於西南的四川地區，西王母都是仙界的代表性圖像，其他仙界

中的各種形象，比如玉兔搗藥、九尾狐、昆侖神山及仙草瑞獸等等，都是圍繞西王母這個中

心圖像安排佈局的。這一現象在四川地區的畫像石或畫像磚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如本章前面

所舉的新都縣與大邑縣董場鄉的畫像磚，西王母像明顯大於其他畫像，位於畫面正中偏上最

顯著的位置，端坐於龍虎座上，其他的人物、瑞獸等都朝向西王母。在東方魯南蘇北地區的

畫像中，西王母也同樣是處於中心地位，祇是大約在後漢中期以後，又出現了一個與西王母

相配對的東王公，西王母的中心地位發生了變化，西王母像的性質也隨之有所改變１５。魂瓶

中以雙闕與樓閣建築爲要素組成的昇仙圖像體系裏，代表仙界的樓閣建築中看不到西王母或

東王公的形象，這相對於漢代墓葬畫像中的昇仙圖像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但是後漢末期到

西晉時期，在吳地發現的被人們稱之爲“神獸鏡”的銅鏡上面，西王母、東王公還是相當常

見的題材。這類銅鏡中有一些也發現有佛像因而被稱之爲“佛獸鏡”，佛像的造型與魂瓶上

發現的佛像相同，時代約在三國中期至西晉時期，也與魂瓶佛像的時代相當１６。這説明這一

時期在魂瓶流行的地域，對西王母、東王公的崇拜是仍然存在的。那麽魂瓶昇仙圖像中沒有

西王母就不是因爲時代的推移而産生的變化，而是由於宗教思想的差異。

小南一郎的研究認爲，魂瓶的整體造型上構成了一個“壺形的宇宙”，器身部分代表了

地下世界，器物上部的神佛人物、樓閣建築等同時代表了地上與天界（最高的部分代表了天

界）１７，那麽漢代的昇仙圖實際上僅對應了魂瓶上部的一部分內容。從宗教思想上講，漢代

的昇仙圖像反映的是以西王母仙境爲目標、追求長生的神仙思想，這種思想源自於戰國時代

漢代逐漸轉變爲初期道教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各地發現的墓葬畫像可以看出，這一種思

想在漢帝國内流傳甚廣，幾乎遍佈全國各地。魂瓶所反映的是一種與此密切相關、内容類似

而又略有不同的宗教思想。

我們從“持節仙人”的角度對這種情况略作分析。漢代的西王母昇仙圖像中並不一定都

存在引導的持節使者，但在其存在的場合，作爲“天帝使者”的持節羽人或道士，無論是出

現在昇仙的隊列中還是西王母仙境中，他們的使命是基本一致的。他們或帶領求仙者進入仙

界，或爲求仙者乞求不死的仙藥，都是作爲求仙者與仙界之間溝通的中介，最終引導求仙者

逹到長生不死、昇入仙界的目的。因此漢代昇仙圖中的持節使者，都是身處於仙境或朝向仙

境的途中的場景中，與場景中的其他神仙、人物等在構圖上形成一種呼應關係。目前發現的

魂瓶上的“持節仙人”，則是單獨地出現在器物腹部，與同時出現在腹部的其他圖像沒有直

接的構圖上的聯繋。結合前述小南氏分析的魂瓶對宇宙的模倣，魂瓶的腹部代表的是地下世

界，那麽位於這個位置的“持節仙人”所起到的可能是一種對地下世界的守護作用，與漢代

的持節使者所擔負的使命是不同的。小南氏認爲，人死後的靈魂因故滯留，可能對世人特別

是其親近之人造成危害，因此在喪葬禮儀中使用魂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死者的靈魂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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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入“祖靈”的世界亦卽仙界，與“祖靈”融合一體，從而惠及在世的親人子孫１８。從本

章前面對鎭墓文的分析來看，其基本內容爲宣告生人與死人屬於不同的世界，並實施法術免

去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勞役與可能遭受的懲罰（爲死者解謫），讓死者的靈魂盡快去往所屬的

世界，不來擾害在世的親族，並惠及在世的親人。這與魂瓶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１９。聯繫上

面的分析，出現在魂瓶腹部的“持節仙人”，其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是守護死者的靈魂順利

地昇入“祖靈”世界亦卽仙界，同時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死者靈魂對在世親人的干擾與侵害，

有隔絕陰陽兩界的作用，這與鎭墓文的最終目的一致。當然，有“持節仙人”的魂瓶目前來

看數量並不多，但在魂瓶的腹部，除了“持節仙人”外，尚有很多騎獸仙人、佛像、瑞獸等

圖像，他們應當也起到了與“持節仙人”相同的作用。這可能是由於時代的變化，“持節仙

人”獨有的特性不再那麽突出，其他的神仙（包括佛）也可以完成原先“持節仙人”的任務。

綜合上面的分析，魂瓶上塑造的仙界，在圖像方面可能受到了漢代墓葬畫像中西王母昇

仙圖像的影響，從而表現出一些共同的圖像特徵，但在具體的宗教思想上，二者是有所區别

的。在這一方面，魂瓶可能更多地受到了來自中原地區鎭墓文代表的初期道教思想的影響，

從而表現出對死者靈魂的守護，在使其靈魂順利昇入仙界的同時，又禁制其對在世親人的侵

害的宗教内涵。同樣地，魂瓶上的持節羽人形象在圖像特徵上繼承了兩漢時期墓葬畫像中的

同類形象，但在表現出的宗教思想方面，兩漢時期昇仙圖像中持節使者引導昇仙的功能被大

大弱化了，代之而來的是與“解注”術的實施者相似的宗教内涵。從這一點來看，魂瓶上的

“持節仙人”與主持解除儀式的“天帝使者”關係更爲密切一些。

除了考古材料中所見到的持節者形象外，文獻中也有一些有關初期道教首領手持節杖的

説法。《三國志》卷八張魯傳裴注引《典略》曰：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

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

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

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

從這一記載可知，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的首領在爲人治病時，均“持九節杖爲符祝”，可

見此節杖是一種法器，同時又是一種身份的標志。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首領人物都被稱作“

師”，而師的宗教含義實際上與使者相近２０。又《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策傳裴注引《江表

傳》：

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

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賔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

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

大淵忍爾認爲“函”爲“臿”字之誤寫，鏵卽是臿，“仙人鏵”是一種帶有漆繪的臿形

杖２１。于吉是當時江南民間道教的領袖人物，也同樣以符水爲人治病，“仙人鏵”與九節杖

一樣，同樣是法器及身份的象徵。這些記載中的民間教團組織首領都持杖，在形象上與“持

節仙人”具有相似性。但文獻中的持杖的道教首領，其施法的對象是生活在現實中的衆人，

而魂瓶上的“持節仙人”，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守護的是地下世界死者的靈魂，在這一點上

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不過手持節杖爲人療病這一行爲，賦予了“杖”一種神秘性，使之成爲

具備神奇力量的法器，而守護地下世界，同樣也需要有法力方能做到，在這一方面，二者又

是有一些相通之處的。

結語

魂瓶流行的地域，後漢時期地屬揚州刺史部，三國時期則爲吳的中心地區。作爲一種普

遍流行於這一地域、與民間宗教信仰相關的隨葬器物，它所反映的祇能是同樣流行於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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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道教。這一地區很早便有民間的道教組織存在。《三國志》卷四十六吳書孫堅傳载：“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熹

平元年卽公元 172年，較之太平道首領張角發動黄巾之亂僅早 12年。按文獻的記載，張角

於此時已經在北方開始傳教，太平道的勢力或許已經開始進入揚州地域。許昌的叛亂衆以萬

數，表明其組織有不小的規模。雖然這一叛亂很快就被鎭壓下去，但殘存下來的徒衆當不在

少數。張角太平道在揚州的傳播，恐怕與此不無關係。

于吉的徒衆也不在少數，其最終爲孫策所殺，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傳教活動，而在於對孫

策在民衆中的威信構成了威脅。實際上吳國的各代君主都喜好道術。後漢末年，北方戰亂頻

起，江南及四川地區相對來説兵禍較輕微，北方大量人口向吳、蜀兩地流動。北方曹氏掌權

後，對道教方術採取抑制政策，也有不少方士道人來到江東。所以東晉、南朝時期江南宗教

的繁榮，從此時起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魂瓶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流行起來的。鎭墓文

在北方漸趨消失，而吳晉南朝的買地券的流行，也與此有關。魂瓶的宗教思想體系，應當就

是在這個時期，吸收了來自北方中原地區的一些因素而完成的。魂瓶上“持節仙人”圖像所

表現的出來的内涵，是受到了中原地區這種守護思想的影響，可看作是該思想在新的地域及

新的時代中的一種延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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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後漢早期佛教圖像與初期道教

佛教傳入中國，由於文獻的匱乏，確切的時間不得而知。比較可信的材料是《三國志》

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註引《魏略》中所記伊存授浮屠經一事，當在漢哀帝元壽元年

（公元前2年）。後漢時期佛教在中國有了一些發展，從《後漢書》、《三國志》等正史中

有限的記載可以看到，已經有相當的地域以及不同的社會人群對佛教有了接觸與瞭解。

後漢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初期道教關係密切。後漢時期初

期道教的成立區域，與文獻中記載的當時佛教傳播的地域多有重合。年代與地域上的重合，

顯示着二者之間存在一種相當密切的關係。文獻所載的最早接觸佛教的漢人的活動及他們對

佛教的理解，證實了這種密切的關係是確實存在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不少地區陸續發現的一些後漢時期與佛教有關的圖像資

料，這些考古材料極大地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使得深入研究兩種宗教間的密切關係成爲

可能。學者們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各自的觀點，試圖從這

些材料出發對早期佛教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及其與本土宗教、思想的關係作出更爲細致的描

述。在這些研究中，多數研究者是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爲立足點，用晚些時期比較成熟的中

國佛教造像作爲參照，來分析這些考古圖像資料的。雖然學者們也意識到了中國本土的宗教

信仰給予這些圖像的影響，但從中國本土的思想觀念尤其是正在産生、發展的初期道教的角

度出發，來分析、對待這些材料的研究並不多，關於初期道教對這些圖像的産生所起的作用

及影響，製作、擁有這些圖像的人的身份以及這些圖像本身反映出來的宗教内涵等問題也没

有給予充分的論述。

本章謹就目前所發現的後漢時期的這些佛教圖像資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其與

初期道教的關係作一分析。

一 後漢早期佛教圖象的發現與研究

1 早期佛教圖像的發現簡介１

迄今爲止所發現的早期佛教圖像，按其形態特徵，大致可以分爲三類。

A類：墓室中的浮雕佛像。

共有兩處，均在四川省樂山。

（1）麻濠崖墓佛像２

刻於墓内前室與中後室之間的墓門之上，佛像高 37厘米，结跏趺坐，高肉髻，圓形項

光，身着通肩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置膝上手握衣角。（圖 6－1，a）

（2）柿子灣崖墓佛像３

共有二尊，保存較差。一尊刻於中室門楣正中，高 28厘米，有圓形項光，高肉髻，着

通肩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不明；另一尊刻於左後室門楣正中，高 35厘米，右手上舉，

胸腹間有衣褶下垂，左手下衣端完好，似結跏趺坐。兩處崖墓中的佛像造型、衣着、坐式、

手印等基本相同，雕刻技法均爲高浮雕。（圖 6－1，b）

B類：摇錢樹佛像。

這是目前發現最多的一類，下面按出土地點逐一介紹。

（1）彭山崖墓摇錢樹座４

陶質，高 21厘米，底部有龍虎銜璧，上部有三人，皆成浮雕狀，中間一像結跏趺坐，

高肉髻，右手施無畏印，兩側各有一像侍立。（圖 6－1，c）

（2）四川綿陽何家山 1號後漢崖墓５

該墓出土的摇錢樹榦上鑄有 5尊形制相同的佛像。每尊佛像高 6.5厘米，結跏趺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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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横橢圓形項光，頂有肉髻，雙目微合，兩耳較大，上唇有髭，身着通肩衣。右手施無畏

印，左手握拳執衣下擺，衣角下垂呈U形，繞於右手腕，再垂至足前。（圖 6－2，c）

圖 6－1 四川地區早期佛像

a.四川樂山麻濠崖墓 b.四川樂山柿子灣崖墓（摹本）

c.四川彭山崖墓摇錢樹座 d.四川綿陽白家嘴崖墓

（3）四川綿陽白家嘴崖墓６

其中19號與 49號墓出土了帶有佛像的摇錢樹榦。19號墓的摇錢樹榦有佛像一尊，佛像

高4.4、寬 2.8厘米，結跏趺坐，頂有肉髻，着通肩衣，右手握衣角，左手施無畏印。49號

墓出土 3尊形制相同的佛像，高 5.6、寬3.5厘米。結跏趺坐，頂有肉髻，高而寬大，鼻梁

高挺，眉毛和上唇髭突出，左耳肥大。着通肩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圖 6－

1，d）

（4）四川安縣摇錢樹佛像７

安縣發現的摇錢樹保存比較完整，共有 6尊佛像，其中樹頂端一尊，樹榦 5尊。頂端佛

像高6.5、寬4.1厘米，結跏趺坐。頭後有圓形項光，頂有高肉髻，唇上方有上卷的鬍髭。

身着圓領衣，左手施無畏印，右手握衣角，胸前兩手之間置一圓璧。項光外圍及佛像領口處

有蓮華装飾。兩側各跪一人，頭戴尖頂帽，大眼、有鬚，着圓領衣，面向佛像，雙手作揖。

此像的背面有相同的圖案，唯與正面左右相反。（圖 6－2，a）樹榦上的5尊佛像形制相同，

高 5.3、寬 2.5厘米，结跏趺坐。頭後有橢圓形項光，高肉髻，雙目微合，闊鼻，面部豐滿。

着圓領衣，右袒。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下垂，再延經右手腕下垂，中間形成長長的 U

形。佛像兩側各側立一小人，頭戴尖頂帽，面朝向佛，雙手撫佛的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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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四川摇錢樹佛像

a.四川安縣 b.陝西城固 c.四川綿陽何家山 1號後漢崖墓 d.貴州清鎭漢墓

（5）重慶酆都槽房溝摇錢樹佛像８

出自槽房溝 9號後漢墓中。佛像下半部已殘，殘存高度 5厘米，頭後有橢圓形項光，高

肉髻，無口髭，右手施無畏印，着圓領衣，右袒。該墓中出土了一件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四

日作”銘文的陶質器座。“延光”爲後漢安帝年號，“延光四年”爲公元 125年，此像爲迄

今發現的最早有確切年代的佛像。

（6）陝西城固摇錢樹佛像９

出自陝西漢中城固縣一座後漢磗室墓中。此像與前面介紹的四川安縣摇錢樹頂端的佛像

大小及形象基本一致，高 6.5、寬4.1厘米，結跏趺坐，頂有肉髻，唇上方有上卷的鬍髭。

着圓領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胸前兩手之间置一圓璧。項光外圍及佛像領口處有

蓮華装飾。佛像右側跪一人，戴高冠，有鬍髭，面向佛像揖拜。背面也有相同的圖案。（圖

6－2，b）

（7）貴州清鎭漢墓摇錢樹佛像１０

出自貴州清鎭 11號漢墓，是殘存在摇錢樹榦上的兩尊相同的佛像。其中之一銹蝕嚴重，

保存較好的一尊高 4.7、寬 2.8厘米，結跏趺坐，頂有高肉髻，着通肩衣，雙手置於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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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一手施無畏印，一手握住衣角，雙手之間的衣服下擺呈U形。（圖 6－2，d）

圖 6－3 四川地區早期佛教圖像

a.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摇錢樹佛像 b.四川什邡畫像磚（拓本）

c.四川樂山西湖塘陶俑 d-g.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陶俑

（8）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摇錢樹佛像１１

出自四川忠縣（今屬重慶市）涂井 5號及14號墓中，共3株摇錢樹幹計 14尊佛像。佛

像形態大致相同，唯 14號墓其中一件摇錢樹上的佛像尺寸略小。以 5號墓的佛像爲例：高

5.6、寬3.5厘米，結跏趺坐。頂有高肉髻，臉形豐腴，圓眼高鼻，眉毛隆起。着圓領衣。

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兩手之間衣角下垂呈U形。（圖 6－3，a）

另外，據研究者介紹，四川梓潼縣也有摇錢樹佛像出土：“樹榦中央有一圓雕人像，高

9.8厘米，寬4厘米，裸體，頭、鼻較大，尤其雙耳甚大，大眼，圓睛，右手握左手贴於胸

前，跽坐，鼓腹，腹部略下垂”１２。前面所介紹的佛像，都具有“高肉髻”、“着圓領衣”、

“施無畏印”、“U形衣角”等基本一致的特徵，而這一件從介紹看，該像爲“裸體”、

“跽坐”，有着明顯的不同，因此應該不是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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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類：具有佛教特徵的圖像

表現的不是佛的形象，但包含有具有佛教特徵的部分圖案紋樣。

（1）四川什邡縣畫像磗佛塔圖像１３

1972年發現於什邡縣皂角鄉。畫像磗上有佛塔及“菩提樹”的形象，磗的形制和質地與

後漢時期的畫像磗相同。從近年發表的圖像資料看，兩側的“菩提樹”應該是蓮華的圖案。

（圖 6－3，b）

（2）四川樂山西湖塘施無畏陶俑１４

1986年樂山市西郊西湖塘出土。俑高 20.5厘米，着漢式衣冠，作侍立狀，右手舉至胸

前施無畏印，左手動作不甚清晰。頭冠正中可見蓮瓣形装飾。（圖 6－3，c）

（3）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白毫相”俑及頭飾蓮華俑１５

前述忠縣涂井的5號墓中出土有陶俑 65件，根據發掘報告的介紹，至少有 14件“額前

眉際有類似佛教的白毫相”；此外，還有不少頭部装飾有蓮華的俑。蓮華圖案也存在於傅統

的装飾紋樣中，但從該墓出土有佛像及上述“白毫相”等情况看，應該與佛教有相當密切的

關係。（圖 6－3，d-g）

圖 6－4 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佛教圖像（摹本）

（4）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畫像１６

墓葬中室八角柱的南、北兩面的上端各有一童子像。二像服飾相似，均着花領衣，衣下

緣作花瓣狀，腰束華巾、巾下垂流蘇。南面童子戴露頂的帽子，頂上用帶結髮，手捧魚狀物

北面童子束髮成髻，手捧一鳥，二童子頭後均有佛光狀的圓圈。另南面中部有一帶雙翼的坐

像，左手握於胸前，右手伸開似施無畏印。（圖 6－4）

除上述的材料之外，四川地區一些西王母圖像上也出現了一些類似“白毫相”、“高肉

髻”的佛教圖像特徵，但由於西王母圖像是很明確的傳統圖像題材，因此这些圖像不宜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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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圖像中去。

此外，發現於江蘇省連雲港市孔望山的摩崖畫像，因有佛教内容而廣受關注，學者們也

對其時代及造像題材多有論述，發表了各自不同的觀點。近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

中心等單位聯合對其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及考古發掘，出版了《連雲港孔朢山》一書，書中詳

細介紹了摩崖圖像及相關的遺跡，並概述了之前學們的各種觀點，認爲孔望山所有摩崖造像

的時代均爲後漢時期，其整體圖像是基於“老子化胡説”的道教圖像１７。然而筆者認爲其所

謂“老子像”的判定及據老子化胡説對“涅槃圖”的解釋等觀點缺乏足够的説服力，尚有進

一步探討的必要，因此本文中對此處的材料暫且擱置不論。

從時代上看，上述材料在後漢中期到三國時期。由於絕大多數材料没有明確的紀年，因

此某些圖像的年代的判定上，研究者們發表了不同的意見。大致上，在發現之初，多數材料

被描述爲“後漢時期”、“後漢晚期”，隨着發現的增多及研究的逐漸展開，學者們對於時

代的研究也漸次深入。綜合學者們的論述，多數材料的時代應當在後漢的晚期或末期。重慶

酆都槽房溝後漢延光四年墓的發現，則可以將這些佛像出現年代的上限上推至後漢中期。四

川忠縣涂井崖墓，時代可能略晚，爲蜀漢前期，但其出土的摇錢樹與後漢時期同類器物並無

不同，當屬後漢時期文化的延續，因而此處将其一並介紹。參考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將上述

發現的材料總結如下表。

材料 地點 類型 時代

重慶酆都槽房溝後漢墓 重慶酆都縣 B 後漢中期（延光四年）

四川綿陽白家嘴崖墓 四川綿陽 B 後漢中晚期

四川安縣摇錢樹佛像 四川安縣 B 後漢中晚期

陝西城固摇錢樹佛像 陝西漢中城固縣 B 後漢中晚期

四川什邡縣畫像磗 四川什邡縣 C 後漢晚期

麻濠崖墓 四川樂山 A 後漢晚期至末期

柿子灣崖墓 四川樂山 A 後漢晚期至末期

彭山崖墓摇錢樹座 四川彭山 B 後漢晚期至末期

四川綿陽何家山崖墓 四川綿陽 B 後漢晚期至末期

四川樂山西湖塘陶俑 四川樂山 C 後漢晚期至末期

貴州清鎭漢墓 貴州清鎭縣 B 後漢晚期至末期

山東沂南畫像石墓 山東沂南縣 C 後漢末期

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 四川忠縣（今屬重慶市） B，C 蜀漢前期

從地域分佈上看，除個别材料發現於東部外，絶大多數發現於今四川省，尤以綿陽－成

都－樂山一線最爲集中，以此爲中心，北及陝西省的漢中地區，南至貴州省，都有所發現。

這些地區在後漢時期均屬益州刺史部，總體的文化特徵屬於漢文化，而又具有其自身的地方

特色，是一個以四川盆地爲中心的區域性文化圈。

在圖像特徵方面，A、B兩類表現佛陀形象的圖像，均爲結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左手

握衣角，胸前兩臂之間有呈 U形的衣紋，頂有肉髻，頭有項光。圖像的特徵相當一致，似乎

這些圖像在製作的過程中是遵循了同一種樣本，在後漢中期至蜀漢時期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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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多少變化。

此外，具有類似性質的早期佛教圖像，在以江蘇南京、浙江紹興爲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

區也有發現，多見於一種被稱爲“穀倉罐”或“魂瓶”的青瓷器上。該器物主要流行於西晉

時期，三國時期雖然也有少量發現，但應屬於一種文化現象的開始而非象摇錢樹那樣是後漢

文化的延續，所以不是本文討論的對象。

2 研究概述

這些佛教圖像的陸續發現，引起了考古、宗教史、美術史等各領域的研究者的注意，對

這些佛像相關的問題發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除上述時代方面的討論外，學者們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這些圖像的性質與早期佛教傳來的路線上。有關早期佛教傳來路線的研究不在本文討

論範圍之内，就此從略１８。下面主要介紹一下迄今爲止有關圖像性質的研究。

四川地區的材料，最早發現的是麻濠崖墓和柿子灣崖墓的佛像。由於這些圖像具有相當

明顯的佛教圖像的特徵，因此研究者們自然而然地將其歸屬爲佛像。最早將相關材料綜合起

來進行研究的是俞偉超，他在其論文中明確地肯定了包括四川麻濠、柿子灣佛像及沂南漢畫

像石墓佛光童子像在内的一些圖像就是後漢時期的早期佛教圖像。雖然俞氏也提及“當時的

佛教信仰，確是和其它起自本土的信仰交糅在一起，它还處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迺至傳

統的土地崇拜的附屬地位”，其表現手法“旣使用着外來的粉本，也同時混雑使用着固有的

傳統底本”，但這些圖像是佛像是毫無疑問的，表明“佛教圖像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傳佈，

在内地，佛教信仰已擴大到地方豪右這一階層的某些人之中”１９。隨着同類發現的逐漸增多，

更多的學者也參予了相關問題的探討，但有關這些圖像的性質，多數研究者基本上遵循俞氏

的觀點，對於這一問題不再深入討論。

但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巫鴻在分析了這一時期中國藝術中的佛教因素後指

出，“盡管這些因素均來自印度佛教藝術，但以上所舉個例中没有一例具有原有的佛教意義

或宗教功能，相反，他們卻以其新奇的形式，豐富了中国本地宗教信仰和傳統觀念的表逹。

將這些作品視爲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表現，以之爲原有佛教意義的眞實體現，勢必是一

種誤讀。事實上，這些作品甚至不能被看成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的綜合，而僅僅是反映了漢代

流行藝術對某些佛教因素的偶然借用”２０。楊泓也認爲：“目前發現於四川地區的東漢至蜀

漢的文物中，尚難肯定有眞正是佛教信徒供養禮拜的圖像，已知資料中墓室雕刻的圖像和

‘摇錢樹’座和樹榦上的佛像，應是受到佛教藝術影響而出現的作品”２１。二人的觀點基本

上是一致的，卽雖然這些圖像具有很多佛教藝術的特徵，但其實質上並不具備眞正的佛教藝

術中佛像的宗教内涵與功能，不是眞正的佛像或佛教藝術。

也有研究者從這些資料與同一時代正在興起的初期道教的關係入手，認爲這些圖像（主

要指摇錢樹上的圖像）所表現的並不是佛，而是道教的神祇。其中鮮明認爲摇錢樹上的圖像

是五斗米道創始者張陵的形象２２，而温玉成則認爲摇錢樹佛像表現的是初期道教所信奉的太

上老君－老子的形象２３。但這兩種觀點由於缺乏足够的説服力，因而没有太大的影響。與之

相似地，巫鴻在後來的研究中，也進一步提出：“根據不斷增加的考古材料，我們基本上可

以認爲四川所發現的2世紀至3世紀的‘佛像’實際上是當地道教美術的一個組成部分，與

其把它們叫做早期佛教圖像不如把它們稱爲早期道教圖像”２４。不過巫鴻認爲初期道教並不

存在老子偶像的崇拜，所以也没有將這些圖像判定爲某一位具體的道教神祇。

筆者認爲，從這些圖像所表現出來的特徵上看，是此前中國傳統的圖像所不具備的，特

别是A、B兩類所表現的確實是佛的形象，這一點應該是没有疑問的。但製作、供奉這些佛

像的人是什么身份，崇祀這些圖像又是出於一種什么樣的信仰，是一個值得認眞討論的問題

下面從幾個方面來對這一問題詳細地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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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教圖像的屬性分析

從前面的介紹可知，目前所發現的這些圖像資料都出自後漢至三國時期的墓葬當中，是

墓内畫像或隨葬品的一部分。因此，這些墓葬的墓主人的族屬、墓内與佛像同時存在的其他

畫像及隨葬品的性質，與佛像之間是存在一定的聯繋的。對於這些墓葬的形制、墓内畫像及

隨葬品的分析，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些佛像。下面就先從這幾個方面作一詳細的探討。

1 墓葬及墓内畫像

其中墓葬的形制比較清楚的有：樂山麻濠、柿子灣、彭山、綿陽何家山、忠縣涂井，均

爲崖墓，重慶酆都爲洞室磚墓，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及貴州青鎭爲石室墓。此外綿陽白家嘴與

安縣的佛像僅知其出自崖墓中，但墓葬的具體情况並不清楚。

山東沂南畫像石墓位於漢代畫像石流行的山東東南部，有前、中、後三個主室及東西共

五個側室（東三、西二），是典型的後漢时期畫像石墓的結構。而四川地區的崖墓，是四川

以及雲南、貴州部分地區，在漢至六朝約五百年時間中廣泛流行的一種具有地方特點的墓葬

形式。據目前的材料，崖墓在東起巫山、西至漢源、昭覺、北抵廣元、南逹雲南眧通、貴州

遵義的範圍内都有發現，其時代最早可至前漢末年或王莽時期，晚至南北朝前期，以後漢時

期爲數最多。有些大型崖墓是一個家族的埋葬之處，會延用很長一段時間，有的崖墓因爲某

種原因不再使用，甚至有尚未完成的墓室，如前面介紹的柿子灣崖墓的右後室，就是處於尚

未完成的狀態。崖墓的形制，有單個墓室的，也有前後兩、三個墓室或前面一個横向的前室

後面多個縦向的墓室組成的大型崖墓，有的崖墓中还設有側室、耳室等。後漢時期中原地區

比較流行的墓葬多以磚或石建築墓室，較大一些的墓葬同樣也由多個墓室構成，甬道、側室

耳室等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墓葬結構中也相當常見，前述沂南畫像石墓卽屬此類。從這一點上

看，四川地區的崖墓與中原地區的墓葬在結構上是相似的。當然崖墓也有與中原後漢時期墓

葬不同的地方，比如横向前室、多個並列後室的“前堂後穴”式的大型崖墓，這種形式不見

於中原地區，應該是爲了適應大家族數代人合葬的需要而産生的一種形式。但總地説來，崖

墓這種埋葬形式是在中原地區墓葬的基礎上，融入了四川地區本地的一些特點與需要而形成

的。從平面的佈局看，崖墓與中原地區流行的磚室墓（或磚石混合、石室墓等）是基本一致

的，在埋葬觀念上没有本質上的差别。因而，崖墓雖然是後漢時期四川地區獨具特色的一種

埋葬形式，但與同時期其他地區漢人的墓葬具有的共同性是占主要地位的，都屬於漢文化系

統，是四川地區漢人的一種埋葬形式。

至於重慶酆都槽房溝的洞室墓，在關中地區與河南洛陽地區是很常見的一種墓葬形制。

貴州青鎭漢墓的形式，也常見於同時代其他地區的漢人墓葬。由此可知，這些發現有佛教圖

像的墓葬與同時期其他的漢代墓葬在形制上並無特别之處，都是生活在當地的漢人死後的埋

葬形式，是漢文化的一部分。

沂南畫像石墓内的畫像石主要題材有“車馬出行”、“樂舞百戲”、“歷史故事”、

“神話傳説”等，是漢代畫像石具有代表性的題材。四川崖墓内的畫像石刻也同樣如此。如

麻濠與柿子湾崖墓的石刻畫像，大致上所表現的内容有三類：一是反映墓主人世間生活場景

的“宴飲”、“迎謁”、“舞樂百戲”等；二是表現傳統的忠孝等倫理觀念、歷史故事等，

如“荆軻刺秦王”、“董永事父”、“老萊子”、“閔子騫”等畫像；三是表示辟邪祥瑞的

各種神靈、動物形象，如瑞鳥、神獸、羊、朱雀等。這些刻有佛像的墓葬中所發現的畫像石

其題材内容總體上與同時代的畫像石、畫像磚的題材、表現内容並無不同，同是漢代畫像石

藝術的一部分。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前面的結論，卽這些墓葬的主人也是生活在當地的漢

人而不是外來者。

發現佛教圖像的墓葬中，同時也可以看到當時與初期道教相關的宗教信仰。如沂南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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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墓所發現的佛光童子像，位於中室八角柱的南、北兩面，而位於東、西兩面的卽是當地畫

像石中常見的“東王公”、“西王母”，二童子像與東王公、西王母像一起構成了一個圖像

組合。又該墓前室北壁正中，繪有“天帝使者”像２５（圖 6－5，a），而“天帝使者”這一

稱號，也爲初期道教中的爲人施行法術的神職人員所使用。

圖 6－5

a.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天帝使者”像（拓本）

b.四川麻濠崖墓“持節方士”像（摹本）（採自唐長壽《樂山崖墓與彭山崖墓》）

麻濠崖墓中還發現有“持節方士”畫像，圖中人物着高冠，長袍，左手持節杖，杖上繫

三層飾物，第二層呈環狀，右手執一小袋（圖 6－5，b）。《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中載：

“使（公孫）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可知此節杖是方士持來與神人溝通的。《三國志》卷

八張魯傳裴松之注引《典略》：

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

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

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

病者處其中思過。

太平道與張脩的五斗米道都有“師持九節杖爲符祝”的記載，表明初期道教的神職人員

在實施符呪法術時也是手持節杖的。這一幅畫像表現的卽是初期道教中的“師”這一類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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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２６，説明了麻濠崖墓與初期道教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四川地區所發現的崖墓中，也有一些崖墓中的畫像或題刻與西王母有關。如一些崖墓在

墓門或後室的門楣正中雕刻有標誌西王母的“勝”的符號，還有一些崖墓在同樣的位置上雕

刻有龍虎銜璧或龍虎銜錢的圖像，四川地區的西王母像通常是坐於龍虎座上的，龍虎圖像也

表明了墓葬主人的崇拜西王母的宗教信仰。此外，簡陽後漢崖墓中有“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

會仙友”的石刻題記２７，漢安元年爲公元 142 年，正是張陵創立五斗米道之際。又，1990

年發掘的四川樂山市青衣鄉沱溝嘴後漢崖墓，在墓前堂後壁中部刻“勝”，左側上方刻“張

君”，右側上方刻“張君神舍”２８。再如，重慶渝北區龍王洞崖墓中有“陽嘉四年三月造作

延年石室”的題記２９。大型崖墓横向的前堂，有學者亦稱其爲“享堂”，是舉行祭祀死者儀

式的地方，將這裏稱爲“神舍”、“延年石室”，並欲在這裏“會仙友”，表明了死者及其

家族昇仙的宗教信仰，與初期道教的關係顯而易見。

2 隨葬品

後漢時期的墓葬中，陶壺、陶罐、各種人物、動物俑及房屋、倉、井、竈、水田、池塘

等模型以及銅鏡、錢幣等是最爲常見的隨葬物品，不同的地區在器物的具體形態、風格等細

微之處或有差異，但總體上的埋葬習俗是基本相同的。發現佛教圖像的墓葬不少曾遭盗掘，

但從殘留的隨葬品看，與同時代其他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屬於同一文化傳統，没有本質上的差

别。這一點也同樣説明了這些墓葬的主人是生活在當地的漢人。

摇錢樹佛像是目前發現最多的一種漢代的佛教圖像，此處就摇錢樹再做一些分析。摇錢

樹或簡稱“錢樹”，是四川地區在後漢三國時期特有的一種隨葬器物，由樹身及樹座組成，

樹身一般爲青銅鑄成，樹座多是陶製，也有少數石質陶座。“摇錢樹”這個名稱來源於樹枝

上装飾的錢幣紋樣。摇錢樹出土的範圍，現在的四川省是最爲集中的地區，其周邊的陝西漢

中地區、青海、甘肅、貴州、雲南等省份也有發現。1937年雲南昭通縣曹家老包磚室墓出

土的一件石質的摇錢樹座，上面刻有“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的字樣，“建初九年”爲公元

84年，這是目前爲止發現最早的材料３０，絕大多數摇錢樹出自後漢晚期的墓葬當中。從四

川省發現的數量最多這一情况分析，這類器物應是起源於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地區，而後逐

漸擴展到其他地區的。

摇錢樹出土的數量雖然不少，但保存完整的並不太多，而正式報道、有詳細的文字描述

並配有規範的繪圖資料的爲數更少，這對於深入研究這種器物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好在這一

器物的不斷發現，引起了考古學、美術史、宗教史等各方面的學者的注意，因而儘管缺乏詳

細完備的資料報道，仍然可由學者們的研究論述中對這種器物形制與性質、内涵有一個總體

的瞭解。

摇錢樹身除了銅幣的装飾外，在樹榦、枝葉上，還装飾有許多的神仙、羽人、車馬、舞

樂、龍蛇、猿猴、瑞鳥、神獸等各種形象。其中西王母和佛的形象往往居於最主要的位置，

是被崇拜的主神。多數西王母像位於葉片的中部上方，錢樹的頂端位置也有發現。佛像如前

所述，除了發現於樹榦上的之外，也有與西王母像一樣居於摇錢樹頂端的，如安縣與陝西城

固發現的摇錢樹佛像。

有一些摇錢樹座也同樣表逹了對西王母的崇拜。如成都後漢墓出土的一件陶質摇錢樹座，

略呈山形，上面有衆多的人物。上下共可分爲四層，最上層爲端坐的西王母，旁邊有一侍女

其下有三層人物，各以卷雲狀祥雲分隔，祥雲直抵西王母身旁。各層的人物，正穿過不同的

洞穴，向最高處攀登（圖 6－6，a）。巫鴻引用了《淮南子•地形訓》中“昆侖之丘、或上

倍之、是謂閬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

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的文字，認爲這件樹座所表現的正是上述的由昆侖山

登天而至仙界的三個層次與階段３１。又如綿陽河邊鄉後漢崖墓出土的一件摇錢樹座，整體爲

山形，兩側有浮雕的雙闕，雙闕之上爲西王母像，頭戴方勝，憑几坐於龍虎座上，几前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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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鳥和九尾狐（圖 6－6，b）３２。雙闕與西王母的組合，表現的是西王母仙境，此雙闕卽是

“天門”，這裏表現的也是昇入西王母仙境的初期道教思想３３。

有關摇錢樹的性質問題，研究者們已經做了相當多的研究與探討，各自有不同的觀點。

有認爲由海上三神山演化而來者，３４有主認爲是社樹者，３５有認爲是昆侖山及神樹者，３６

有認爲是初期道教遺物者，３７有認爲是漢人神仙樹者，３８有認爲反映民間巫教者，３９等等。

但不論是哪一種觀點，都不否認摇錢樹是一種與宗教信仰有關的隨葬品，所不同的是這一信

仰如何歸屬的問題。從總體上看，出現在摇錢樹包括樹座上的各種形象，與出現在四川地區

後漢時期畫像石、畫像磚中的形象是基本一致的，其所要表逹的觀念也是相同的。如果説一

座墓葬中的畫像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圖像體系的話，那麽一件摇錢樹上的各種神山、仙人

瑞鳥、神獸等形象，也同樣地構成了一個類似的圖像體系，兩種體系所要表逹的思想觀念是

基本一致的，但相對於墓葬中的畫像石刻等圖像來説，摇錢樹組成的這個體系更加突出地表

現了墓主人昇天成仙、長生不死的願望。從時間上看，目前發現最早的摇錢樹出現於公元

84年，而且是在距離摇錢樹分佈的中心區域較遠的雲南，那麽四川地區摇錢樹出現的時間，

應當更早一些。此時四川地區初期道教的教團組織－五斗米道尚未創立，因此，將所有發現

的摇錢樹都歸屬爲初期道教遺物，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五斗米道的創立，是在當地黄老思

想、昇天成仙思想大爲流行的背景下發生的，在其創立的過程中，必然會對當地原有的宗教

信仰進行吸收與改造，摇錢樹所反映的求仙長生思想，與道教的追求並無相悖之處，因而在

五斗米道創立與發展的過程中，被吸收進來，而成爲反映初期道教信仰的一種器物，是很有

可能、且合乎邏輯的。發現摇錢樹的地域與五斗米道流行的地域上的重合，也是一個佐證。

因此，將發現的後漢中晚期之後的摇錢樹看作初期道教的遺物，似乎並無不妥。

圖 6－6 

a.成都漢墓摇錢樹座 b.綿陽河邊鄉後漢崖墓摇錢樹座（拓本）

c.成都市錢幣學會所藏摇錢樹西王母 d.綿陽何家山 2號崖墓摇錢樹西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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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像

西王母在漢代是被廣泛崇拜的神仙，追求昇仙與長生不死，是漢代西王母信仰的最主要

的内容。而昇仙與長生不死，也正是道教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到了前漢末年，隨着初期道教

思想的遂漸産生，西王母的信仰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西王母從神話傳説中的神仙人物變

成了在民間廣受崇拜的初期道教的神祇。目前所發現的佛教圖像，與後漢時期的西王母像表

現出相當密切的關係。

圖 6－7

a.四川西昌高草摇錢樹西王母 b.四川三臺出土摇錢樹座 c.四川三臺出土陶燈座

先年四川地區的情况。如前面的介紹，目前所發現的四川地區早期佛像都不是獨立出現

的，而是屬於某一個圖像環境的一部分，與其他圖像一起構成一個整體。佛像在這個圖像環

境中的位置，與發現的西王母像處於相同或相似的位置，這一點在摇錢樹或樹座上體現得最

爲明顯。例如，前面介紹的四川安縣與陝西漢中城固發現的摇錢樹佛像，都有位於摇錢樹頂

部的佛像，二者大體相同，均爲結跏趺坐於圓璧之上的構圖形式。發現於摇錢樹上的西王母

像，也同樣有位於摇錢樹頂部的情况，總體構圖形式與佛像類同。例如成都市錢幣學會收藏

的一件摇錢樹頂部的西王母像，西王母肩部有上揚的羽翼，坐於龍虎座上，其下爲一圓形璧

璧兩側是玉兔和蟾蜍（圖 6－6，c）４０。其構圖形式幾乎與安縣及城固的樹頂佛像完全一致。

再如四川綿陽何家山 2號崖墓的摇錢樹頂西王母像，拱手坐於龍虎座上，頭戴勝，肩生翼，

頭頂圓形璧（圖 6－6，d）４１。又四川西昌高草出土的一件摇錢樹，西王母坐龍虎座，居於

頂端，戴勝，肩有翼，額中有一圓圈，似佛之“白毫相”（圖 6－7，a）４２。這兩件西王母

像雖然構圖形式略有不同，但與佛像一樣同處於摇錢樹的頂端，是整株錢樹的主祠之神。這

種情况在摇錢樹座上也同樣存在。四川三臺縣曾發現一件摇錢樹座，座呈圓臺形，頂部一人

騎神獸，抱插錢樹的圓筒，以下分兩層，上層爲西王母坐於龍虎座上，左右各一侍者，下層

有三頭大象，上有騎者（圖 6－7，b）４３。這件陶座上的西王母所處的位置與左右各一侍者

的構圖形式，與彭山摇錢樹座佛像是相同的，而彭山摇錢樹座上也有龍虎的形象，又與西王

母的龍虎座有相似之處。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四川地區目前發現的資料中，不見佛

像與西王母同時出現在同一圖像環境中的情况４４，主神或爲佛像，或爲西王母像，二者是一

種置换而非並列的關係。這種可以置换的相似性表明，人們是将佛作爲與西王母相似的一種

神靈來對待的，佛陀並不具備佛教本身的宗教意義，而是被納入了一個與西王母類似的宗教

崇拜體系中，二者在宗教内涵方面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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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區佛像與西王母像密切關係的另一方面體現在，發現的西王母像中，有一些類似

於佛像的圖像特徵。如上面介紹的西昌高草西王母像，額中有類似“白毫相”的圓圈，再如

四川三臺縣發現的一件陶燈座，西王母飾高髻端坐於龍虎座上，左手執方巾，右手撫膝，而

不是通常的雙手籠袖，與佛像相似（圖 6－7，c）４５。這種情况應該是西王母像受到了佛教

圖像的影響，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圖像特徵的結果，這與前面所介紹的 C類佛教圖像産生的

原因是相同的，祇不過西王母是一個具有相當地位而受到奉祀的神祇，因而顯得比較特殊。

這也同樣表明了佛像與西王母像在宗教内涵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

東部地區的情况略有不同。沂南畫像石墓的佛光童子像，與西王母、東王公分處於同一

八角柱的不同方位，共同構成一組畫面。佛教圖像在各自畫面中與西王母、東王公一樣，都

在於最高處，表明其與西王母、東王公具有相同的地位，這一點與四川地區相似，不同的是

他們與西王母同時出現在一組畫面中，是一種並列而不是置换的關係，這是與四川地區同類

圖像的差異之處。

綜上所述，佛教圖像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這些圖像都出自墓葬當中，而這些墓葬從墓

葬的形制及隨葬品等各方面分析，是屬於生活在當的漢族人的遺存，這表明了這些佛像的製

作者及擁有者都是漢人。而無論是墓葬畫像，還是摇錢樹等資料，都顯示出這些墓葬主人的

宗教信仰是與初期道教相關的。佛像與西王母像在宗教内涵上是相似或相同的，也就是説，

佛像或許與西王母像一樣，是初期道教教徒供奉的神祇。這一點在文獻上也是可以得到證實

的，下面就此進行討論。

三 文獻所載早期佛教的傳播地域

後漢至三國這一時期佛教在中國内地傳播的地域，前輩學者已有論及。湯用彤先生曾綜

述漢代佛法的地理分佈４６，後又有嚴耕望的專論４７。概括起來，這一時期佛教的傳播大致

可以分爲以下幾個區域。

1 長安、洛陽地區

《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此事在《世説·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等典籍中亦有記載。

這是比較確切的最早的佛教傳入内地的文獻記載。雖然人物與授經之地各書的記述略有不同

但無論發生的地點在何處，受經之人既然爲漢帝國的官方人員，長安作爲當時的都城，都應

該是所傳佛經的最終所歸之地。到了後漢時期，都城東遷洛陽，長安仍具有重要的地位，文

獻所載的西來僧人雖多東行止於洛陽，但長安作爲西域至洛陽的必經之路，應該仍有一些西

域來的佛教信徒留止於此。不僅長安，自長安以西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沿線，這種情况

應該都有可能存在的，祇不過文獻不載，無從查證罷了。

後漢定都洛陽，成爲當時各種文化宗教思想滙集之地，文獻所記載的後漢時期的佛教活

動，也以此處及其周邊爲多。

《牟子理惑論》：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

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

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

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４８

此事在梁僧祐所著的《出三藏記集》中也有記載。《出三藏記集》卷二四十二章經條：

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始於月支國遇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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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其經今傳於世。

又同書卷六四十二章經序：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

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傳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

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

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

按《高僧傳》所載，此時已有西域僧人抵逹洛陽：

卷一攝摩騰傳：

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

精舍以處之。

又、同書卷一竺法蘭傳：“旣逹雒陽、與（攝摩）騰同止”。桓、靈之後乃至魏代，見

諸記載的來華僧人逐漸增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安世高傳：“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

夏”。按安世高傳（包括《高僧傳》中之安世高傳）所記載的世高在中國之活動，頗多怪異

奇誕之處，難以全信，但安世高在洛陽譯經，則是確凿無疑的。

同書卷十三支讖傳：

漢桓帝末、遊于洛陽。……沙門竺朔佛者、天竺人也。漢桓帝時、亦齎道行經

來適洛陽、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靈帝

光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舟三昧經。時讖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

同書卷十三安玄傳：

漢靈帝末、遊賈洛陽有功。

《高僧傳》中的記載與《出三藏記集》大體相同。

又《高僧傳》卷一支樓迦讖：

漢靈帝時游於雒陽。……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齎道行經、

來適雒陽。……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群經

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游賈雒陽。……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

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

同書卷一曇柯迦羅：

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洛陽。……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游洛陽。

洛陽因是後漢都城，所以西來的僧人大多止於洛陽，從而在洛陽的漢人也比較早地接觸

到了佛教。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之論曰：“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宫，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又

同書卷三十襄楷傳中襄楷上書中云：“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説明這個時期，在

洛陽浮屠（佛）已爲一些具有黄老神仙思想的人所尊奉。其實洛陽地區的漢人信奉浮屠的時

間或許還要更早一些。《後漢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

下死罪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

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

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饌。

楚王英建武二十八年始就國，之前一直生活在洛陽，他應當是在洛陽接觸到佛教的。另

外，從明帝的詔書中提到“伊蒲塞”、“桑門”來看，對佛教已有相當的瞭解。由此看來，

至遅在漢明帝時期，在洛陽已有漢人將佛作爲一種外來的神仙進行供奉了。

後漢時期，洛陽成爲佛教傳入的中心地區，其影響也逐漸擴張至周邊地區。漢人中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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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一些佛教信徒。

《出三藏記集》卷六安般守意經序：

會見南陽韓林、穎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

進、志道不倦。

同書卷七道行經後記：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

薩支讖、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

同卷般舟三昧經記：

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朔佛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

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

……又言、建安三年歳在戊子八月八日於許昌寺挍定。

同卷放光經記：

惟昔大魏穎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為沙門。

以上所涉及的地名有南陽、潁川、許昌等地，這些地方皆去洛陽不遠，應該是洛陽佛教

的影響所及。

2 東部濱海地區

這一地區佛教的傳播始於後漢早期，見前面所引《後漢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時代在

後漢明帝時期。又，《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安玄傳：

佛調、臨淮人也。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

重於時。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

同書卷五長安叡法師《喻疑論》：

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

《三國志》卷四十九劉繇傳：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

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铜爲人、黄金涂身、衣以錦采、

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

者聴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户。每浴佛、多設酒飯、

布蓆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此事在《後漢書》卷七十三陶謙傳 中亦有記載：

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

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槃、下为重樓、又堂閣週廻、可容三千許人、作黄

金涂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佈蓆於路、其有就食及觀且萬餘人。

嚴佛調爲早期的漢人佛教學者之一，笮融崇佛也是史載規模相當大的佛教活動，這説明

佛教在東部濱海地區的傳播已逹長江南岸，並且已觸及社會下層的百姓。

《後漢書》卷三十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

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灾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

闕上疏曰、

……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

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

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按傳中並未提及襄楷是否出仕爲官，但既是“自家詣闕”，則是生活居住於平原。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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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言“臣前上瑯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聴”，又説明他是初期道教經典《太平經》的傳

承者之一。《太平經》出於瑯邪，地處東部濱海地區，説明襄楷與該地有較多的聯繋，那麽

他對於佛教的瞭解，應當也來自這一地區。

3 長江中下游地區

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武昌、建業是孫吳的都城所在，漢末北方戰亂，許多北人紛紛南

下，其中也有佛教徒。

《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

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

同卷安玄傳：

後有沙門維祇難者、天竺人也、以孫權黃武三年齎曇缽經胡本來至武昌。曇缽

即法句經也。時支謙請出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寫為漢文。

同書卷七支愍度合首楞嚴經記：

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父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以漢末沸

亂南度奔吳。從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十卷。

又同書卷六大十二門經序：

案經後記云、嘉禾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匱。

吳地佛教的傳入，與洛陽等地不同之處在於，除了北方南下的僧人外，還有來自南方的。

《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康僧會傳：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歳、二親並

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礪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練三藏、博

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

會欲運流大法、乃振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

《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另外，前面所引《安般守意經序》中提到會稽陳慧，湯用彤在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

史》中認爲陳慧（惠）爲安世高禪學之繼承人，慧爲會稽人，而會稽有海上交通，認爲佛教

或可能由海上傳入會稽一途４９。安世高譯經多在洛陽，《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中的安

世高傳記述其行蹤頗具神話色彩，其是否到過會稽實有可疑。陳慧祖籍會稽，恐怕還是在洛

陽遇到安世高而傳習其學的。但楚王英被廢後徙至丹陽，最終死在那裏，因而丹陽地區有可

能在後漢較早時期就接觸到了佛教。會稽距丹陽已不太遠，有佛教傳佈也是可能的。

以上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至漢末所傳播的主要地區，此外《牟子理惑論》作者居於交趾，

而“銳志於佛道”，前面所提到的康僧會也是居於交趾而北上弘法，説明佛教在交趾的傳播

相當廣泛。交趾海上可通印度，佛教從海上經由交趾至内地，也是佛教傳播的路線之一。

綜上所述，後漢時期佛教的傳播主要在當時的兩京地區及與其相鄰的東部地區，漢末由

於戰亂而延及長江中下游地區。而目前發現漢代佛教圖像最多的四川地區，文獻中卻難以找

到關於佛教傳播的確切記載。唯一與四川地區相關的記載，是《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

撰失譯雑經録》記有《蜀普曜經》八卷及《蜀首楞嚴經》二卷。皆注云：“舊録所藏，似蜀

土所出。”“舊録”可能爲東晉時期所流傳下來的一種經錄，５０然而僧祐本人也不能確定這

兩種經是否出自蜀地，或僅是根據名稱中均有一個“蜀”字而作出的推測。

雖文獻中不見記載，但從前述發現的圖像材料看，可以肯定至遲在後漢的中期，四川地

區的人們已經與佛教有所接觸。四川地區佛教圖像的發現，當與該地區初期道教的興起有關

從佛教圖像的分佈地域以及文獻中所載佛教的傳播地域看，可以發現這些地域也正是初期道

教興起的地域。佛教最初作爲一種外來的宗教，最早接受他的當卽是那些對昇仙長生抱有興

趣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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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早期漢地的佛教信徒

佛教初傳入中國，在漢地的宗教活動中，除了外來的僧人以外，也有一些漢人參與進來，

逐漸接受了佛教。比如前面討論佛教傳播地域所引用的文獻中，可見到的對佛教有所瞭解、

接受的有楚王英、漢桓帝、襄楷等人，而這些人與當時流行的黄老思想、初期道教又有着相

當密切的聯繋。

《後漢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中講，楚王英“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表

明楚王英在崇祀佛陀的同時，也脩習黄老神仙之術。湯用彤認爲：“明帝詔書中，稱‘仁

祠’言‘與神爲誓’，可證佛教當時祇爲祠祀之一種”，又説：“楚王英交通方士，造作圖

讖，則佛教祠祀亦僅爲方術之一”５１。這種説法是符合當時的事實的。

同書卷七桓帝紀也説及：桓帝“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宫、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並且

“（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

之苦縣、祠老子”，可見桓帝也是同時祠奉黄老，且對老子的崇祀是在第一位的，猶在佛陀

之上，對佛陀的祠祀正如上面湯用彤所言，其實與祠祀老子並無不同，與佛教原本的宗教信

仰關係不大。

另外，《後漢書》卷三十襄楷傳中，講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而且襄楷

曾在順帝時“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亦卽初期道教的經典《太平經》，認爲此書“專以

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説明他在相當程度上接受

了《太平經》的思想，亦或卽是早期的道教信徒。

反映早期佛教思想的《牟子理惑論》，其作者於序中也提到“於是锐志於佛道、兼研老

子五千文”，從《牟子理惑論》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老子思想也是有相當深入的瞭解的。

前引史籍所載大規模崇佛的笮融，他是否喜好黄老神仙及初期道教等事，文中並没有提

及。但這一事件發生在徐州地區，初期道教經典《太平經》出自東海郡，卽屬徐州。東部濱

海地域，戰國時代神仙方術就相當流行，延至兩漢時期，更成爲初期道教思想的重要發源地

此後的兩晉時期天師道在這一區也廣爲流行，陳寅恪先生曾就此做過專門論證５２。笮融生長、

活動於一個初期道教興起的地區，對於這些神仙方術以及早期的道教思想，不可能没有任何

的接觸，並且《三國志》卷四十九劉繇傳中講他“放縱擅殺”，顯然笮融的崇佛，未必眞與

佛教信仰有關。

此外，文獻中可以見到的漢人佛教信徒，尚有前面所引《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中

提到的一些名字，如河南洛陽孟福（元士）、南海子碧、張蓮（少安），南陽韓林、潁川皮

業、會稽陳慧，以及較早的出家事佛的嚴佛調等人，均未提及是否喜好黄老道術。但此二書

的作者，都是佛教已走向獨立時期的佛教信徒，且處於一個佛道論爭的時代背景中，這些事

情自然不會述及。《出三藏記集》卷十載有嚴佛調所撰《沙彌十慧章句序》，其中有“夫十

者數之終、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數不定、行非道不度”的論述，表明嚴佛調對於數術之學也

是有所涉獵的。此外，湯用彤在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曾經論及前面所提到的參

予譯經的孟元士、南海子碧，可能就是《漢三公碑》碑側所記之“處士河□□元士”與《白

石神君碑》碑陰所記之“祭酒郭稚子碧”，這兩通碑，均與神仙方術相關５３。考慮到當時的

社會背景，這種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

總地看來，早期接受佛教的漢人信徒，多數具有黄老思想或是初期道教思想的知識背景，

有的甚至就是初期道教的信徒。這應該也是他們能够接受佛教思想，成爲最早的佛教信奉者

的原因。因而他們所理解的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一知識背景的影響。如《後漢書》

襄楷傳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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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

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其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

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

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其中所講的“清虚”、“無爲”，正是黄老思想的用語。又説“其守一如此、乃能成

道”。所謂“守一”，也是初期道教中相當重要的一種脩習方法，在初期道教經典《太平

經》中曾多次出現，如：

《太平經》卷九十六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此本守一專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為道乃到于入室、入眞

道、而入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為帝王德君良臣。

……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處也。５４

又《太平經鈔》壬部：

問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為無極之道。人有

一身、與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

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

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

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二、故名殺也。故晝為

陽、人魂常并居、冥為陰、魂神爭行為夢、想失其形、分為兩、至於死亡。精神悉

失、而形獨在。守一者、眞眞合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

度世、為良民父母、見太平之君、神靈所愛矣。５５

四川地區五斗米道的經典《老子想爾注》中，在其注解《老子》第十章“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一句時，也同樣提及了“守一”：

魄、白也，故精白、與元（炁）同色。身爲精車、精落故當載營之。神成氣來、

載營人身。欲全此功、無離一。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許、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

也、諸附身者悉世間常僞伎、非眞道也。一在天地外、人在天地間、但往來人身中

耳。都皮裏悉是、非獨一處。一散形爲氣、聚形爲太上老君、常治崐崘。或言虛無、

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卽爲守一矣。不行其

誡、卽爲失一也。世間常僞伎、指五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從求福、非也、去生

遂遠矣。５６

文獻中記載的當時人們對佛的認識，也同樣深受傳統神仙及初期道教思想的影響。例如

《後漢紀》卷十：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

生、專務清浄。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

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随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鍊

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

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

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乃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

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虚無爲宗、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

求在一體之内、而所明在視聴之外。世俗之人以無虚誕、然歸於玄微深淵、難得而

測。５７

這裏亦用“虚無”、“無爲”來描述佛法，用“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表示佛的神異

之處。這一點在《牟子理惑論》中有更詳細的描述：

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

言、覺也。怳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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隠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不殃、欲行則飛、坐則楊光、故號

爲佛也。５８

這與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神仙的描述相當接近。如《莊子》逍遥遊篇中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乗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

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５９

可以看出，《牟子理惑論》中所説的“蹈火不燒、履刃不傷”與《莊子》中描述的神仙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很相似的。初期道教逐漸興

起，原本爲古代哲人的老子遂漸被神化，變成了無所不能的神仙。敦煌發現的初期道教經典

《老子變化經》中這樣來描述老子的神通變化：

老子能明能冥、能亡能存、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高能下、能縱能横、能反

能覆、无所不施、无所不能、在火不燋、在水不寒、觸禍不患、厭之苲、傷之无槃、

長生不死、須滅身形、偶而不雙、隻而不倚、附面不離、莫于其无爲也、莫能不隨

世。６０

此處對老子的描寫與《牟子理惑論》中對佛陀的描述極爲相似，簡直是如出一轍。這也

説明了對於當時大多數人來説，並不能很明確地將佛陀與中國本土産生的神仙區分開來，卽

使是如牟子這樣揚佛抑道的佛教信仰者，對於佛的理解也尚未脱離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神仙

思想的範疇。當時人們仍然把佛陀當作與老子相類似的神仙來奉祀，早期佛像圖像自然也是

屬於初期道教信仰的神仙圖像中的一部分。

結語

A、B兩類圖像所具有的特徵表明，這些圖像描繪的毫無疑問是佛陀的形象。但這些佛陀

的形象與後來興盛於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佛教造像不同的是，它們没有出現在佛教的寺院或

相關的環境中，而是發現於反映中國傳統信仰觀念的墓葬裏。並且這些圖像並不是獨立的，

它們與所發現的環境中的其他器物或圖像密切相關，或者是屬於墓葬畫像體系的一部分，或

者是屬於某一件器物的一部分。無論是畫像或是器物，都表逹了墓葬主人的一種宗教信仰觀

念，佛像是這個表逹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佛像與西王母圖像存在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四川

地區，佛像與西王母是一種相互置换的關係，而在東方地區，則是一種並列的關係。無論是

哪一種關係，都表明佛像與西王母像具有同等的地位，也具有類似的宗教内涵，而這種宗教

内涵顯然不屬於佛教。

墓葬性質的討論表明，墓葬的主人均爲生活在當地的漢人，這就排除了他們是外來的佛

教徒的可能性。後漢時期佛教圖像的發現地區，正是初期道教興起的地域。西王母原本是遠

古神話傳説中的仙人，但民間的西王母信仰的核心内容－昇天成仙、長生不死，與道教的追

求目標是一致的。隨着初期道教思想的興起，西王母遂漸轉變爲能够傳授仙道、接引昇仙的

道教神祇。因此，以西王母爲中心的圖像系統，無疑是初期道教信仰的反映。由此推之，佛

教圖像所反映的，同樣也是初期道教的信仰。在這裏，佛是一種神仙，是外來的、但與西王

母相似的神仙，對佛像的供奉仍然是爲了昇天成仙、長生不死這一目的。因此，製作、奉祀

這些佛教圖像的，應該是處於成立期的初期道教的信徒。正是因爲他們具有這種思想信仰的

背景，纔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思想。關於早期漢人佛教信仰者及他們對

佛陀的理解的分析也同樣表明，這一時期佛教在漢人信徒中，尚不是一種獨立的宗教，是附

屬於本土的道教信仰的，是初期道教宗教思想的一部分。

A、B两類圖像的樣式相當一致，表明了雖然其圖像是有所本的，但其來源是有限的，因

此在流行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幾乎没有什么變化。這兩類圖像均發現於四川地區，該地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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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佛教流傳的文獻記載，而有文獻記載的東部地區，則祇發現有 C類圖像。更值得注意的

是，洛陽地區作爲後漢佛教的中心地區至今没有發現同時代的佛教圖像。如此則後漢時期佛

教圖像的發現，與文獻記載的佛教傳播剛好呈顯出一種相反的狀態。這表明了在這一時期，

中國内地具有佛教思想内涵、由眞正的佛教徒製作的佛教圖像尚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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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以上本文利用文獻及選取的幾種考古學材料對初期道教興起的三個主要區域的相關問題

進行了討論，這些討論當然並不能涵括初期道教地域性相關的所有方面，僅僅是筆者對初期

道教地域性研究的一個初步的嘗試。此外，尚有一些曾經思考過的相關問題在此略作一些補

充説明。

本文前言中曾提及初期道教的成立雖以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爲標志，但後漢時期初期道教

的教團組織絕不止這兩個派别。《典略》中與太平道、五斗米道同時提到的還有一個活動於

關中地區的駱曜。駱曜教人“緬匿法”，具體的内容不得而知。胡孚琛認爲卽是葛洪所説

《墨子五行記》中的隠身之術１，但未知所據。《後漢書》卷三十六張揩傳：

（張揩）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揩、

從學之、揩避不肯見。

裴優於和平元年（150年）自稱皇帝被誅（《後漢書》卷七桓帝紀），駱曜活動於靈帝

熹平年間（172－178年），與裴優年代相去不遠，其“緬匿法”或許與裴優、張揩等人的

“三（五）里霧”類似。也可能所謂“緬匿法”是類似於張角太平道的“天下太平”的救世

説，文獻的不足使得對此問題卽使是僅作推測也顯得相當勉强。

曾在江南地區擁有不少信徒、後被孫策所殺的于（干）吉，應當是東部地區除了太平道

外的另一個較大的初期道教團體的首領。此于吉與向順帝獻《太平青領書》的宫崇之師于吉

同名，同是出身琅邪，然而從時間看，或許不是同一人，而是後人的假託。但這種假託也説

明了其應當是《太平青領書》一系的傳承。傳統的觀點認爲《太平經》爲太平道的經典，所

以也認爲此于吉是太平道失敗後流散到江南的餘衆。但于吉在江南的傳道是公開的，孫堅孫

策父子是因鎭壓黄巾而起家，于吉若果是太平道餘黨，恐怕很難在江南立足。孫策殺于吉，

原因在於于吉影響到了其在民衆中的威信，而並不是因爲傳播道教。因此這個于吉與太平道

無關，應當是代表了一個以《太平青領書》爲經典的民間道教組織，其在政治傾嚮上與太平

道是不同的。

考古學材料的分析，使我們看到六朝時期經過整頓後的系統化的道教思想或法術，其中

有相當一部分内容在後漢時期已經存在，或者可以在後漢時期的一些遺存裏找到其思想或方

法的源頭。例如本文第四章引用的《老子中經》，其中所描述的神仙體系，有許多神仙都可

以在後漢時期的文獻或考古材料中發現其蹤跡。在漢代的考古材料中探尋六朝道教某些内容

的源頭，將是筆者以後關注的課題。

由於筆者個人道教文獻方面修養的不足，使得本文中一些問題的討論未能深入，如第二

章結束時所提及的《老子變化經》與《想爾注》的關係、老子信仰與西王母信仰的關係等問

題，卽屬此類缺憾。加强道教文獻典籍方面的修養，是筆者以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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